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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

●　袁　正，王　雷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高信任社会的交易成本更低，人们的合作倾
向更高，这都有利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更高水平的信任带来更高的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长，国家也

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机制是：信任可以促进合作，促进金融发展，促进创新，提高政府效率，

改进劳动力市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我国在市场化转型后，不诚信事件频发，导致人际信任降低。建议加强法制

建设、建立声誉机制、加强道德教育重建社会诚信和信任，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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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通常指的

是普遍信任，而不是限定在特定关系中的特殊信

任。早在１６５１年，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１］

中即写道：“契约签订的时候，没有一方在当时实

施行动，但彼此信任。先行动的一方对另一方在

后来的行动并不确定，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力的话，

契约的文字过于虚弱而不能驾驭人类的野心、贪

婪、愤怒和其它情感”。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２］对信任

的定义具有代表性：“信任是指一个人自愿将资

源交给另外一方处置，尽管后者没有任何法律上

的承诺，但前者预期其信任行为会取得成功”。

可见，信任表示一种关于他人行动的预期，在能观

察到他人的行动之前，就必须做出行动选择；他人

的行动会对自己产生影响，因而信任的结果具有

不确定性和风险［３］。信任作为一种风险性行动，

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资本［４－６］。信任作为一种

价值观可以促进交易、合作、避免囚徒困境和公共

品投资中的“搭便车”问题。以科斯、诺思和威廉

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最早把社会和制度因

素引入经济学［７－８］。信任作为社会文化因素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已被广泛研究。

跨国经验研究一般使用调查数据和实验来衡

量信任。ＡｌｍｏｎｄａｎｄＶｅｒｂａ（１９６３）［９］首次使用

“普遍信任问题”衡量信任：“一般来说，你会说大

部分人能够被信任，还是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再小

心也不为过？”回答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是“大

部分人能够被信任”，另一个选项是“需要非常小

心”。这一问题后来被广泛使用于欧洲价值观调

查（ＥＶＳ）、美国综合社会调查（ＧＳＳ）和世界价值

观调查（ＷＶＳ）。用选择第一个选项的受访者比

例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一般来

说北欧国家有高人际信任，而非洲和南美国家的

社会信任较低［１０］。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１１］的经典研

究给出了测度信任的实验方法，即信任博弈。

信任问题研究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是信任

的功能，二是决定社会信任的因素。齐美尔

—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１７
作者简介：袁正（１９７４—），男，湖南新化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王雷（１９９５—），男，湖北荆州人，硕士

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１９００）［１２］把信任看作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

力量之一”，认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

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

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认知之上”。卢曼

（１９７９）［１３］指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可以减少社

会生活和交往的复杂性。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０）［１４］把信

任视为社会生活的“鸡汤”。上述信任的功能是

社会学经常讨论的主题。社会学率先对信任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给出定性判断，经济学则对信

任的作用做出理性解释，并给出经验证明。我们

将信任的功能聚焦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没有什么主题比经

济发展、人民福祉、民生关切更重要了。影响社会

信任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层面，分别是个人因

素、社区因素、国家因素。

本文将主要就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信任

促进经济发展的几个传导机制等进行综述，并结

合我国的信任水平现状给出政策性建议。

一、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理论界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有

利于经济发展。Ａｒｒｏｗ（１９７２）［１５］指出：几乎每一

个商业交易都蕴含着信任元素，任何交易都会经

历一个时间差，信任可以缓解不完全信息、不完全

契约的阻碍，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行为，实现

相互有利的经济交换，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

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现象可以由缺乏相互间的信

任来解释。信任作为一种制度可以解释国家和地

区间发展的不平衡［１６］。

专业化分工增加了陌生人之间跨越时空的交

易［１７］。如果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很多交易将流

产，本可实现的交易剩余白白浪费。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

（１９９９）［１８］指出，信任是市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

素。Ｋｎａｃｋ（１９９９）［１９］指出，高信任社会由于更低

的交易成本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因为信任可

以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利，不需要将资源从生产部

门转移到保护产权的部门。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０３）［２０］的

研究给出，信任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和效率，加速技术扩散，增强法律、政治和社会制

度的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上，信

任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限制，降低

交易成本，鼓励人际互动，促进相互合作，信任应

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Ｐｕｔｎａ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２１］比较了意大利南方和

北方地区公民社会的差异，结论是公民参与程度

更高的地区有更高水平的信任和合作，而更高的

信任水平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解决集体行

动问题，提高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性以及更好

的经济绩效。意大利北方地区比南方发展更快，

是因为前者有更高的社会资本，信任是社会资本

的至关重要的内容。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４］把国家

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归因于信任水平的差异。普遍

信任为公司带来更好的绩效，信任恰如润滑剂，它

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

然而，特殊信任如家庭关系对公司有害，普遍信任

导致经济繁荣，一个地区社会信任度的高低直接

影响其企业规模，进而影响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

争力。信任是一种社会美德，是创造经济繁荣的

源泉。

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２２］把信任视为人们的

合作倾向，可产生有效率的社会结果，避免无效率

的非合作陷阱。一些行为经济学实验发现，个体

常常在匿名的一次性交易中存在合作，这可以认

为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特征。Ｂｅｒｇ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１１］的信任实验发现，信任匿名的搭档可以

获得更高的（尽管不确定的）收益。人们具有内

在的合作激励，是因为他们有利他的光热效应偏

好或互惠偏好，会从不合作行为获得一种心理成

本，这会改变博弈的支付函数，从而使合作成为纳

什均衡［２３］。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０８ｂ）［２４］认为，不合作行

为导致的心理成本会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减

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与自己不相识的人

有更少的信任。Ｚａｋａｎｄ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１）［２５］基于委

托代理结构建立了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得出，是信

任而不是费时间监视代理人的行动会对投资决策

带来正向影响；信任可降低交易成本，高水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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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会有更多的投资和产出，并走向成功的发展；反

过来，也可能存在低信任贫困陷阱，当缺乏惩罚欺

骗者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时，这种低信任贫困

陷阱更可能发生。他们的模型和实证研究给出制

度和异质性通过影响信任，从而影响投资决策和

经济增长。

ＫｎａｃｋａｎｄＫｅｅｆｅｒ（１９９７）［２６］的经典研究开创

了跨国研究信任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范

式。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２３］的跨国研究发现，强

有力的证据表明信任带来经济发展，信任水平增

加一个标准差，可以使大公司销售额占 ＧＮＰ的比

例提高７％。ＡｌｇａｎａｎｄＣａｈｕｃ（２０１３）［１０］基于１０６

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社会信任数据分析发现，更

高水平信任的国家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普遍信任

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五分之一的人均收入差异。一

个标准差的信任增加导致人均收入增加样本均值

的６．８％。ＡｌｇａｎａｎｄＣａｈｕｃ（２０１３）［１０］同时发现，

仅仅普遍信任与人均收入呈现显著正向关系，特

殊信任（例如对家庭成员、朋友和熟人的信任）与

人均收入虽然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根据６９

个欧洲地区的信任数据，同样得出普遍信任和人

均收入的正向关系，北部意大利和北部西班牙都

比其南部地区有更高的普遍信任水平和人均收入

水平。根据美国４９个州的人均收入与普遍信任

水平数据（来自 ＧＳＳ）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南部的

州特别是前法国殖民地地区有较低的信任水平和

经济发展水平。

ＫｎａｃｋａｎｄＫｅｅｆｅｒ（１９９７）［２６］基于 ２９个国家

的数据，研究得出信任水平每增加７％，可以使投

资在ＧＤＰ中的份额上升１个百分点，信任水平每

增加 １０％，可以提高经济增长 ０．８个百分点。

Ｚａｋａｎｄ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１）［２５］的跨国研究结论与之基

本相同，认为更高水平的信任带来更高的投资水

平和经济增长，信任每增长７％，投资占ＧＤＰ的份

额增加１个百分点，信任每增加１５个百分点，经

济增长提高接近１个百分点。ＤｉｎｃｅｒａｎｄＵｓｌａｎｅｒ

（２０１０）［２７］使用美国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数据分析得

出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信任每增

长１０％，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０．５％，提高住房

价格增长率 １．２５％，提高就业增长率 ２．５％。

Ｂｅｕｇｅｌｓｄｉ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２８］分析了ＫｎａｃｋａｎｄＫｅ

ｅｆｅｒ（１９９７）和Ｚａｋａｎｄ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１）的研究结论的

稳健性，结论指出，信任对经济增长起到相当重要

的作用，只是稳健性取决于模型设定和样本规模。

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２２］认为，信任对基础设施的

质量和充足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高的社会信

任与更低的通货膨胀和更高的经济增长相关联，

一个标准差的信任度增加，可提高人均 ＧＮＰ增长

率０．３个百分点。ＡｌｇａｎａｎｄＣａｈｕｃ（２０１３）［９］分析

了５２个国家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和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的社会信任，结果表明信任对经济

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标准差的信任水平

增加，可使经济增长增加０．５个百分点或２０％的

样本均值。Ｋａｓｍａｏｕｉ（２０１８）［２９］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得出，在阿拉伯地区，信任

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Ａｈｍａｄａｎｄ

Ｈａｌｌ（２０１７）［３０］认为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是经济增

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通过影响财产所有权对

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崔巍、陈琨（２０１６）［３１］发现，

信任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信任每提高１个百分

点，经济增长率提高 ０．０６４个百分点。崔巍

（２０１０）［３２］指出，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对整体经济

增长、企业成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都具有促

进作用，市场经济可视为信用经济。齐春宇

（２０１８）［３３］发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人际信任

与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不相关，改革开放

后，信任与人均 ＧＤＰ水平显著正相关，信任与经

济增长速度也有关联。

研究信任对人均收入或经济增长的影响，容

易存在内生性问题。问题之一是互为因果：信任

可以影响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也可能影响

信任水平。第二个问题是遗漏变量。遗漏变量既

影响信任，也影响经济绩效。解决内生性问题的

一种办法是使用历史事件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

像信任这类价值变量，具有代际传递性。当前价

值一部分取决于当前环境，另一部分取决于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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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继承的价值［３４－３６］。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１０）［３６］在研

究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使用两个历史变量

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即过去的教育和过去的政

治制度———用１８８０年的识字率衡量过去的教育，

用１６００—１８５０年时期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表示过

去的政治制度———结论表明，低信任水平的地区

有更低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信任水平的差

异可以解释意大利伦巴第州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人

均收入差距的一半。Ｇｕｉｓ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３７］研究

意大利的社会信任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时，使用特

定城市过去独立的历史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发

现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信任水平的差异与这些地方

经历的独立史有关———在中世纪独立和自治的北

部城市比没有这些经历的南部城市多出１７％的

非利润协会组织；更高的社会资本导致更高的当

前产出，一个标准差的社会资本增加，可增加人均

收入约２０％。

ＡｌｇａｎａｎｄＣａｈｕｃ（２０１０）［３８］认为信任这样的

价值观具有代际传递特征，通过比较移民后代继

承的信任差异可以预测移民来源地当时的信任水

平，使用继承信任估计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可以解决逆向因果问题，结果表明，继承信任对

人均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果达到瑞典同

样的继承信任水平，可以使非洲增加人均收入

５４６％，使俄罗斯增加６９％，使墨西哥增加５９％，

使捷克增加２９％，使意大利增加１７％，使法国增

加１１％。

在个体层面，虽然很多数据库如 ＷＶＳ、ＥＶＳ、

ＧＳＳ提供包括信任的微观数据，但内生性问题一

直困扰这方面的研究，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困

难的。Ｇｕｉｓ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３９］基于美国综合社会

调查（ＧＳＳ）的数据研究发现，高信任度的个体更

可能成为企业家，他们使用美国移民来源地的继

承信任作为这些个体信任的工具变量。Ｌｊｕｎｇｅ

（２０１２）［４０］通过同样的方法分析第二代美国移民，

结论是具有更高信任的祖先的第二代移民挣钱更

多，有更多的劳动供给，更低的失业间隙和更高的

教育。Ｂｕｔ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４１］使用欧洲社会调查

（ＥＳＳ）的数据（这项调查对信任问题的回答选项

从１—１０），他们发现个人的收入与信任水平呈倒

Ｕ形，中等信任的个体比高信任和低信任个体的

收入水平更高。

二、信任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

信任促进经济发展有很多的原因，信任可以

促进合作、促进金融发展、促进创新、提高政府绩

效、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一）信任促进合作

Ｂｌａｕ（１９６４）［４２］提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合

作和社会协调互动的基础。信任是促进人们合作

的一个系统性因素［４３］。信任可以使得团队合作

更具效率［４４］。信任的本质作用在于减少关系中

的风险和交易成本［４５］。高信任社会里，人们更愿

意与他人进行交易，降低整个交易成本从而促成

双方合作的稳定性［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４６］的实验研究表明被

试的信任态度对公共品投资的贡献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Ｋａｒｌａｎ（２００５）［４７］在秘鲁以小额贷款的借

款人为实验对象，做了一次性的信任博弈实验和

公共品投资博弈实验，结论表明在信任博弈实验

中投资越多的人在公共品投资博弈中也投资越

多，在实验中更信任他人的人更乐意偿还贷款。

ＢａｒｒａｎｄＳｅｒｎｅｅｌｓ（２００９）［４８］在加纳对同事之间做

标准的信任博弈，发现同事之间的互惠信任行为

与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强的关联性。陈叶烽等

（２０１０）［４９］发现，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水

平与合作水平显著正相关，但是通过问卷测度的

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公众对慈

善机构的信任度是这些机构募款能力的决定性因

素，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Ｇａｂｒｉｅｌ（２０００）［５０］发现，慈善组织

的形象越好，公众越容易对它产生较高的信任，从

而有利于其募款能力。增强社会信任度、建立社

会网络和公民责任感能促进对宗教和非宗教事业

的捐赠［５１－５２］。

在中世纪的商业世界，先建立起信任机制，才

能建立很好的合作。Ｇｒｅｉｆ（１９９３）［５３］发现，中世纪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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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里布商人通过组织商人联盟，从而实现海外

贸易的有效治理，这是一种信任机制。马格里布

商人在开展海外贸易时，只雇用马格里布的代理

人，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实现了信用信息的有效传

递，也形成了多边惩罚的社会规范，欺骗的马格里

布商人将被商人联盟排斥，失去与马格里布商人

进行交易的机会。Ｍｉｌｇｒｏ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５４］研究

十二、十三世纪欧洲流行的“香槟交易会”（ｃｈａｍ

ｐａｇｎｅｆａｉｒ），发现商人法律制度产生了交易主体

之间的信任。如果交易中出现欺骗，受欺骗一方

可以向交易会设立的商人法庭起诉，商人法庭的

判决并没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但是，任何人都会

服从其判决，否则商人法庭会记录欺骗商人的信

息，并成为公开的信息，欺骗的商人会受到整个商

界的联合抵制。

信任缺失会给商品贸易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对于被欺骗的高预期可能导致交易流产，甚至导

致市场交易的坍塌。市场交易需要某种治理机

制，如果正式机制弱，非正式机制就会取而代之。

狄亚哥·甘贝塔（２０１４）［５５］认为，意大利出现黑手

党，是对社会信任缺失的一种应对。西西里民众

缺少可靠有效的司法和法律执行体系，正式机制

制裁的不可预见性增加了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

不确定性，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合作普遍排斥，这

导致工商业停滞不前。黑手党凭借暴力提供了私

人执行，为客户保护产权和契约执行。黑手党通

过缓冲信任危机使一些交易得以继续，如推荐某

位卖家并且确保诚信的交易，买家对黑手党支付，

卖家支付给黑手党得到特定的客源。不受黑手党

保护的交易，上当受骗是大概率事件，这确保信任

成为稀缺的商品，黑手党将信任转化成一项有利

可图的生意。社会的不信任以及黑手党的运作，

给意大利南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李明贤、周蓉

（２０１８）［５６］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社会信

任与关系网络对资金互助行为的影响，认为社员

社会信任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的

前提条件与基础，信任可以提高合作社的绩效。

蔡起华、朱玉春（２０１５）［５７］发现，社会信任对农户

参与水利设施这样的公共品供给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杨柳、朱玉春（２０１６）［５８］认为，社会信任对农

户的合作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信任促进金融发展

Ｇｕｉｓ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５９］指出，所有的金融契约

都可以归纳为委托人把钱托付给代理人，期待的

偿还依赖于代理人是否携款潜逃。低信任的社会

里，家庭将把更大比例的资产投资到对信任依赖

较低的形式，例如，持有现金、办家族企业。Ａｌｇａｎ

ａｎｄＣａｈｕｃ（２０１３）［１０］基于８６个国家过去３０年的

数据，发现信任与金融市场发展存在正向关系，他

们用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私人授予的信贷总量占

ＧＤＰ的比例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Ｇｕｉｓ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５９］研究意大利的地区数据，用世界价值观

调查（ＷＶＳ）的社会信任分别表示社会资本，回归

结果表明，在社会资本更高的地区（如北方地

区），家庭有更高的可能性使用支票，投资更多的

股票和持有更少的现金，更多地获得机构借贷，更

少使用非正式借贷，而南方地区借款者主要是通

过家庭和自己人圈子获得贷款。社会信任与几个

金融发展指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包括股市资本

占ＧＤＰ的比重、每百万人口上市公司的数量、ＩＰＯ

的数量、公司所有权的扩散。他们也使用继承信

任为工具变量，研究发现来自意大利南方且住在

意大利北方的居民比北方的本地居民对金融机构

有更低的信任，他们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少的贷款。

Ｇｕｉｓ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ａ）［６０］指出，大部分人不会参与

街头那种三张纸牌的赌博游戏，原因是不信任该

游戏的公正性。人们是否参与金融投资，不仅取

决于金融系统的客观特征，也取决于投资者主观

的信任特征，低水平的信任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部

分人即使不存在任何参与成本或其它阻碍时也不

投资股市。信任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富有的

人也不投资股市。该研究还利用荷兰的家庭样本

发现，信任的个体显著增加购买股票和风险资产，

可能性比平均值增加了５０％，在投资股市的情况

下，信任的个体会投资其财富的更大比例（增加

３．４％，相当于样本均值的１５．５％）。当上市公司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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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证券市场发生丑闻时，投资者可能失去对股市

的信任，这会影响投资者的股市参与。Ｇｕｉｓｏａｎｄ

Ｊａｐｐｅｌｌｉ（２００５）［６１］发现，对金融中介有更多信任

的投资者更倾向于把资产委托给中介代理管理，

以获得更多样化和更有效的资产组合，从而减少

风险。

Ｃｏ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６２］在印度两个农村地区发

现，农民非常犹豫去接受一种收成气候保险———

这里的气候多变，收成很不确定，保险的成本也不

高，按理这种收成气候保险应该受到欢迎。对保

险契约缺乏信任和理解是这些家庭拒绝接受这种

保险的重要原因。随机开展的实验表明，若有指

导者向村民解释保险契约的内容，可以显著影响

村民对这种保险的接受，前提是指导者所在的保

险机构在村民中有良好的声誉，指导者的干预可

以使参保率提高３６％；若指导者没有机构背景或

村民对他所在的机构不熟悉，他的干预对参保率

没有显著影响。Ｌｉ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６３］发现，公司

与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能帮助公司获得

比平均水平高出 ４％ －７％的利润。Ｂｏｔｔａｚｚｉ

（２０１６）［６４］指出，信任和投资具有正向关系，企业

初期投资往往要求有更高的信任水平，且所签订

的合同更具灵活性。陈颐（２０１７）［６５］指出，社会信

任能够促进普惠金融，而在国内则更多地体现在

社会关系上，应完善征信体系的基础作用。李俊

青等（２０１７）［６６］发现，社会信任会影响资产收益率

的波动，进而对银行风险产生影响。马红鸽

（２０１６）［６７］发现，个人对村干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

信任度越高，参与新农保的积极性越高，参保的年

份越早。

（三）信任促进创新

信任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ＡｌｇａｎａｎｄＣａｈｕｃ

（２０１３）［１０］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ＶＳ）的普遍信

任数据共６２个国家样本，研究得出信任与全要素

生产率（ＴＦＰ）有稳健的正向关系，跨国样本中大

约三分之一的 ＴＦＰ差异可归结于信任水平的差

异；他们用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衡量创新，根

据９３个国家的跨国样本得出，信任可以解释国家

之间３７％的创新差异。高信任国家往往有高水

平的创新，如英语母语国家和北欧国家。他们基

于美国各州的信任数据（１９７６—２００８年）和专利

数据（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的研究表明，信任对美国各

州的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任有助于组织分

权，使决策走向适应环境变化的调整。Ａｌｇａｎａｎｄ

Ｃａｈｕｃ（２０１３）［１０］使用７２个国家的信任数据和公

司分权数据，研究得出公司分权与普遍信任存在

显著的正向关系，信任差异可以解释３７％的公司

分权变异。ＣｉｎｇａｎｏａｎｄＰｉｎｏｔｔｉ（２０１２）［６８］认为，信

任与公司更为分权和更大的公司规模有关，高信

任地区的一些产业有更大份额的增加值和出口。

Ｂｌｏｏ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６９］研究发现，信任可以通过促

进公司分权改进总的生产率。公司的 ＣＥＯ和经

理层都有其偏好，当信任程度更高时，经理倾向于

按照ＣＥＯ的期望解决问题，ＣＥＯ也更可能采取委

托分权。低信任的环境不利于组织分权和决策的

敏捷性从而影响公司的生产率。他们收集了美

国、欧洲、亚洲约４０００家公司的总部对各地部门

经理的分权情况，发现美国和北欧地区的公司更

分权，而南欧和亚洲的公司更集权；总部所在地信

任水平越高，公司分权的可能性也显著更高，而且

更分权的公司有更高的生产率，且倾向于从事创

新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产业。王伟（２０１５）［７０］发现，

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地区民营企业越少采用具有较

高成本的商业信用模式，这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

创新。李晓梅（２０１３）［７１］发现，社会信任作为中介

变量影响着文化价值观与国家创新绩效之间的相

互关系。

Ｖｏｌｋｅｎ等（２００２）、Ｂｏｒｎｓｃｈｉｅｒ等（２００１）［７２－７３］

分析了信任对技术扩散的影响，证实了信任在技

术进步中的作用。Ｂｏｒｎｓｃｈｉｅｒ（２００１）对３４个发展

中国家的分析发现普遍信任是成功进行技术变化

的前提，信任可以解释互联网用户的扩散。Ｖｏｌｋ

ｅｎ（２００２）基于 ４７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ＷＶＳ）数据研究得出，制度信任显著促进 ＩＣＴ的

扩散。不管是个体的信任态度还是社会的信任水

平都对改变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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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任提高政府绩效

信任对制度和政府的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信任促进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信任改进政府

质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２１］指

出，意大利信任度较高的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公

民参与活动更为活跃，具有更高的合作倾向，这

些地区的政府也表现更好，更有效地提供了公

共服务。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２２］利用世界价值

观调查（ＷＶＳ）的信任数据，分析得出，一个标准

差的信任上升可以提高司法效率 ０．７个标准

差，提高反腐败指数０．３个标准差，提高官僚系

统 质 量 ０．３个 标 准 差。ＫｎａｃｋａｎｄＫｅｅｆｅｒ

（１９９７）［２６］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ＶＳ）的调查

项目构建一个政府表现指数，研究发现信任水

平每增加２％，促使政府表现指数上升约１个百

分点，信任对官僚效率、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指

数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０）［７４］分析美国各州的社会资本

与政府绩效的关系，使用三个维度构成社会资本

指数，分别是信任指数、人口普查回应率、志愿活

动参与率，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指数与政府绩效指

标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３；控制其它因素后，社会资

本对政府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

后，结论亦相同。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１３）［７５］通过阐述“不

平等陷阱”论证了信任和腐败呈相互影响的关

系：不平等导致低信任，低信任导致高腐败，高腐

败导致更高程度的不平等，循环反复。Ｕｓｌａｎｅｒ

（２００８）［７６］基于６２个国家的数据估计一个六等式

模型，结论表明不平等抑制信任，低信任导致高腐

败，高腐败导致更大程度的不平等。高信任的社

会还有更低的犯罪率和更好的司法系统［２２，７７］。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５］将美国１９６０年代以来上升的犯

罪率至少部分归因于社会信任的减少。Ｍｅｓｓｎ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７８］基于美国４０个地区的调查，发现

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即社会信任和社会活动与谋

杀率显著相关，社会信任与谋杀犯罪相互影响，都

统计显著。ＷｉｋｅａｎｄＨｏｌｚｗａｒｔ（２００８）［７９］基于全

球态度调查的数据研究得出，高信任的国家人们

对犯罪率和腐败的感知更低。陈捷（２０１１）［８０］研

究了４８０个社区居委会，发现社会信任对社区治

理有着重要影响：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

的正面影响，有助于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特殊

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

响，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不利。

（五）信任改进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充满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

选择和道德风险，信任可以改进劳动力市场。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８１］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会影响下一代的辍学率和人力资本的

建设。ＧｏｌｄｉｎａｎｄＫａｔｚ（１９９８）［８２］指出，社会资本

有助于解释美国上世纪初中等教育的上升。Ｌａ

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２２］研究发现，信任对教育成就

和婴儿死亡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标准差的

信任水平增加，使高级学校毕业生占人口的比例

提高半个标准差，使学校充足（ｓｃｈｏｏｌ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指标提高三分之一个标准差。

一些跨地区研究显示，高信任水平对自评健

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８３－８４］。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８５］基于美国４０个社区的个体数据，在控

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发现高信任水平社区的人更

少汇报差的健康状况。Ｋａｗａｃ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８４］

基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ＧＳＳ）的数据发现，最低

信任地区自评健康差的受访者比例是高信任地区

的１．４１倍。Ｋａｗａｃ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８６］基于美国３９

个州的 ＧＳＳ数据分析得出，不信任度较高的地区

有更高的死亡率，社会信任变量的变差可以解释

５８％的死亡率差异，若社会信任增加一个标准差，

可以降低总的死亡率８％，相当于每十万人口降

低６７．１例死亡。朱慧稢、姚兆余（２０１５）［８７］发现，

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城市居民的自

评身体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

Ａｇｈｉｏｎ、ＡｌｇａｎａｎｄＣａｈｕｃ（２０１１）［８８］研究发现

更高的普遍信任意味着劳工与管理者之间有高水

平的合作和更强的工会组织，工会的成员也更多。

他们认为，政府对劳动市场的规制与劳动关系的

质量负相关：不信任的劳动关系导致工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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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对政府管制有更高的需求，政府管制会挤出

工人通过谈判实现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个好的

结果是高信任、高合作劳动关系、强工会、低政府

管制、高就业率和生产率，坏结果则与之相反。

ＡｌｇａｎａｎｄＣａｈｕｃ（２０１３）［１０］指出，南欧国家倾向于

用严格的就业保护来应对经济衰退，而北欧国家

则采取柔性模式，就业保护较弱，但有更好的失业

保险和就业服务机构，这种柔性模式带来一个更

好的劳动力市场，有更高的就业率和工作机会的

重新配置，并提高企业的生产率。Ａｌｇａｎａｎｄ

Ｃａｈｕｃ（２００９）［８９］发现，信任缺失的国家和地区在

采取柔性模式方面存在阻碍，高信任国家倾向于

提供失业保险而不是严格的就业保护。

霍鹏等（２０１６）［９０］发现，人际信任使农民更愿
与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且更倾向于接受与采

纳周围人群对自己的影响和建议。高虹、陆铭

（２０１０）［９１］发现社会信任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
产生影响。王宇、王士权（２０１７）［９２］指出，社会信
任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金

枭枭、侯志阳（２０１７）［９３］认为，较高的社会信任有
助于降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提高农民工的交友

意愿。

（六）信任提高幸福感

不信任可理解为怀疑和忧虑，信任是一种快

乐。Ｂｊｒｎｓｋｏｖ（２００３）［９４］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
数据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对国民幸福

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有高的社会资本，也是富裕和幸福的地区。Ｈｅｌｌｉ
ｗｅｌｌ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１）［９５］利用盖洛普（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ｌ）和加拿大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发

现，感觉自己生活在充满信任的环境时，会有更高

的幸福感。若受访者认为丢失的钱包会被邻居或

警察发现后送回，他们的生活满意评价比那些认

为不会被送回的受访者高出７％。对同事有高信
任的受访者，其生活满意度高出７．６％，对邻居的

高信任则高出５％，对警察的高信任则高出３％，
若认为陌生人会返还丢失的钱包，其生活满意度

高出２．５％。信任也影响自杀和交通死亡率，这

从侧面也反映了信任对幸福感的影响。信任可以

显著地降低自杀率，认为其他人可以被信任的受

访者比例每增加１０％，可以使男性的年自杀率每

十万人降低４个，女性自杀率每十万人降低０．５

个［９６］。法国在交通政策上的人均花费比挪威更

多，但其交通死亡率是挪威的两倍。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２００７）认为社会信任对国家间交通死亡率的差

异具有非常显著的解释力［９６］。Ｃａｌｖ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９７］利用盖洛普６６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

发现更高的人际信任对生活满意度和正面情绪有

正向影响，对负面情绪有负向影响。根据欧洲社

会调查（ＥＳＳ）中２３个欧洲国家的数据，人际信任

和对制度机构的信任都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作

用［９８］。Ｅｌｇ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９９］使用世界价值观调

查５０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了对人的信任和对制度

机构的信任都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关系。Ｖｅｌｊｋｏ

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２０１６）［１００］根据塞尔维亚的居民数据，

发现人际信任显著地影响主观幸福感，而对制度

机构的信任对幸福感的预测力有限。

人际信任可以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维持亲

近的关系，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提高主观幸

福感［１０１］。对制度机构的信任反映的是机构的绩

效，像政府这样的机构是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具有更有效的公共机构的国家相比机构质量低的

国家，人们的幸福感更高［１０２］。腐败对居民幸福

感的不利影响也反映在对机构的信任里面［１０３］。

信任还可以缓解经济危机对转型国家居民幸福感

的不利影响，人际信任和对制度机构的信任都改

进了转型社会的生活满意度［１０４－１０５］。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１０６］主张评价幸福时应该把社会信任加

入到财富中去，在以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式中

同时加入社会信任和收入，通过这两个变量的系

数可以计算社会信任的财富等值。根据这种方

法，可以核算一个国家的社会信任在总财富中的

比重。总体上，社会信任的财富价值相当大，占总

财富的比例近乎 ２０％，像丹麦这样的高信任国

家，信任资产在总财富中占到５４．３％。袁正、夏

波（２０１２）［１０７］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微观数

据的研究得出，信任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越信任他人，幸福感越高。金明、杨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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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１０８］认为，信任和归属感均显著正向影响

人的主观幸福感。

三、总结性评论与展望

随着市场化不断深入，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匿

名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无处不在。在理论上和经

验上，都已经证明了信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或经

济增长。在传导机制上，信任可以促进合作，降低

交易成本；信任可以促进金融发展，解决发展中的

资源配置问题；信任可以促进创新，带来更多的技

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信任可以促进政府效率，带来

负责任的政府，减少腐败和犯罪率；信任可以改进

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健康、更好

的劳动关系；信任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降低自

杀率和交通死亡率。

很多研究用信任解释社会资本，但信任又是

什么？信任如何科学地衡量？信任对上述经济绩

效的影响能否从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角度得到验

证？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

致。另外，哪些因素决定社会信任？这在国外已

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而如何把这些成果运用到

中国的文化和经济社会实际，对解释中国社会的

“信任之谜”①是有益的。

在外国观察家的认识里，中国是一个低信任

的社会。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１０９］中

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

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

贸易的时候”。传教士Ｓｍｉｔｈ（１８９４）在《中国人的

性格》［１１０］一书中认为不诚实和相互不信任是中

国人性格的两大特点。Ｗｅｂｅｒ（１９５１）［１１１］也指出：

“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

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信

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Ｒｅｄｄｉｎｇ（１９９０）在

《中国资本主义精神》［１１２］一书中指出，华人家族

企业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４］强调信任建立在宗教、传统、

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

社会的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

社会；而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

会，他提到中国的组织普遍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

系的家族的基础之上，对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

任［４］。Ｇｒｅｉｆａｎｄ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１０）［１１３］比较了前现

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前者维持宗族内的合作，在

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组织内，有很强的道德

关系，声誉机制起着重要作用；而在中世纪的欧

洲，合作组织主要在城市内，亲属之间的合作具有

弱的道德关系，外部实施起着更大的作用。张维

迎（２００２）②、刘伟（２００６）③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讲究“信”的，有“一诺千金”、“民无信不立”这

样的成语警句。秦朝开始，官僚系统采用郡县制，

由职业官僚采取委托代理方式替皇帝管理国家。

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票号曾经畅行在古

代中国，这些例子表明前现代中国没有信任是不

可能的。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ＶＳ）官方网站

的在线统计数据④，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这一波调查的

结果显示，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

达５９％，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接

下来的三波调查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这一比例分别是 ５０％、５２％、

４９％。最新的一波调查（２０１２）中，这一比例是

６０．３％，高居全球第二位。

中国的信任问题不是信任高低的问题，而是

在转型过程中典型不诚信事件导致对陌生人信任

度降低的问题，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瘦肉精、

毒胶囊、速生鸡、染色馒头、魏则西之死、电信诈

骗、保健品虚假宣传、传销等不诚信事件层出不

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要不要扶摔倒的老

人？”“小悦悦之死”等事件都是这一问题的具体

反映。

信任如此重要，重建信任已成为社会各界的

共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综合

—９—

袁　正，王　雷 信任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①

②

③

④

国外学者和民众感觉我国缺乏普遍的信任，但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是高信任度社会。

张维迎：《重建信任》，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２００２年。
刘伟：《关于我国市场主体失信的原因思考》，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２００６年。
全球态度调查（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０７年结果显示，中国排在第一位，７９％的中国人同意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



监督和诚信建设”，“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

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信用建设，推

进信用信息共享，健全激励惩戒机制，提高全社会

诚信水平”。如何重建信任？信任和诚信类似一

个硬币的两面，因为不诚信，所以不信任。通过对

不诚信行为的激励惩戒机制的建立，可以重建普

遍的信任。对此，建议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是加强法制建设。法律可以建立起惩罚

机制，改变欺骗等不诚信行为的收益函数，使诚信

成为行为人的理性选择。欺骗行为之所以盛行，

是因为法制建设滞后，对欺骗行为的惩罚力度太

轻，或无法可依，或执法不严，或违法不究。若法

律能保护信任者，减少其风险，社会信任度就会

提高。

其二是建立声誉机制。法律运行是有成本

的，法律不是万能的，若建立起征信体系，每个主

体在征信体系中有其信用账户，这样，陌生主体之

间交易时，可以查询对方的信用状况，人们只和信

用记录良好的主体合作，在这种机制下，个体就有

维护良好声誉的激励。

其三是加强道德教育。习近平（２０１６）［１１４］指
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

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

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孔子曰［１１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政令、法

律、道德、礼制都是社会诚信治理之道。应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诚信道德教育，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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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１１３０，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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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ｏｆａｈｉｇｈ－ｔｒｕｓ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ｓ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ｔｅｎｄｔ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ｍｏｒ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ａ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ｒｕｓｔｌｅａｄｓｔｏａ

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ａ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ｃｏｍｅ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ｒｕｓ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ｔｒｕｓｔ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ｓ

ｗｅｌ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ｄｉｓ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ｆｏｒｅｍｏｓ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ｒｕｓｔａｒｅ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ａｃｒｅｄ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ｔｈｉｃｓｔｏ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ｕ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ｕ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责任编辑：郑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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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内部控制质量、审计质量与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


●　袁卫秋，刁佩佩，谢亚丽

（南京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中介效应方法研究了现金持有实现产品竞争效应的途
径，同时基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视角，研究了二者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和外部

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两个方面，都能强化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中介实现的产品竞争效应，提高公司的产品竞争

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在现金持有实现竞争效应的过程中既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也

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并且这种替代关系在我国的民营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显著。

关键词：现金持有；竞争效应；资本投资；内部控制质量；审计质量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５；Ｆ８３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５１６

　　一、引言

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认为，激烈的产品市场

竞争必然伴随着价格战和营销战等竞争策略，竞

争对手的掠夺行为会使得公司利润持续下降，现

金流逐渐低迷，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也会加大，在

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持有充足现金的企业凭借其

资金优势，不仅可以应对行业中竞争对手的“捕

食行为”，还可以将闲置资金用于购建固定资产、

产品创新性研究、扩大生产线以及并购主要原材

料供应商等投资活动中，这些现金使用决策可以

大幅提高产品质量和独特性，增加顾客群体的消

费需求，进而扩大产品市场上的销售份额，获取产

品竞争优势，最终提高企业整体市场竞争能力

（Ｆｒｅｓａｒｄ，２０１０；杨兴全、吴、曾义，２０１５）［１－２］。

然而，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管理者和

所有者的根本利益通常并不一致。两者根本利益

的不一致造成管理者并不总是从股东和公司角度

来处理问题，有时甚至以牺牲公司利益为代价。

流动性较高的现金资产往往成为管理者谋取自身

利益的工具，过度投资、腐败消费等消极行为不仅

降低了现金的使用效率，也影响了现金持有产品

竞争效应的发挥，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为了

减少或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公司必须要重视治

理机制的建设，加强对管理者行为的制衡和监督，

进而从源头上避免现金使用效率的低下。内部控

制机制和外部独立审计是公司治理的两个重要方

面，我国也比较重视这两方面的建设，自２００８年

以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

制配套指引》等关于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体系的

法律规范层出不穷，内部控制机制已经成为我国

公司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企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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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认识到建立自身内部控制规范的重要性。外

部独立审计是对公司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通

过对企业财务活动的监督、鉴证和评价，查处错弊，

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内部管理层的掏空行为

和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

度。对于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是否真的能达到加

强公司治理的效果，本文基于现金持有能够通过资

本投资这一中介发挥竞争效应的前提，研究了内部

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各自在现金持有实现竞争效

应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将内部控

制质量和审计质量进行了交叉研究，深入分析了二

者在现金持有实现竞争效应的过程中到底存在互

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最后基于我国国情，研究了

这种互补关系或替代关系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中的

差异，进而根据这些结论提出相关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现金持有具有

竞争效应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论证了现金持

有增加企业产品竞争优势的具体路径和实现机

制，为现金持有的产品市场竞争理论提供了经验

证据，同时也对公司制定长期战略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提出了公司应该将投资活动和现金持有

决策紧密结合的建议；第二，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

具体情况，超越现有文献，基于内部控制质量和外

部审计质量这两个新视角进行分组，分别研究了

两者各自对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这一中介发挥

竞争效应的作用；第三，关于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

审计质量二者到底存在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

学术界和理论界一直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文

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新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

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了它们在现金持有

竞争战略方面既发挥着替代效应，又发挥着互补

效应的结论。此外本文还分析了这种替代效应或

互补效应在所有权性质上的差异。

二、文献综述

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问题近年来是学术界和

实务界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公司深

知要想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

在公司内部持有一定的现金。Ｂａｓｋｉｎ（１９８７）［３］是

最早研究现金持有和产品市场竞争的学者，他主

要建立了垄断势力模型，证明了现金持有可以作

为一种战略性工具，在产品市场中，持有较多现金

的公司往往更能在市场竞争中独胜一筹，市场份

额不断扩大，还能抢占别人的产品销售，进而不断

增加自身的产品竞争优势，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之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了现金持

有和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现金持有实现其

竞争效应主要可以通过掠夺理论来解释。在产品

市场竞争中，公司可以采用掠夺定价、抢占市场份

额和进入障碍等方式来进行掠夺（Ｈａｕｓｈａｌｔ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４］，而持有充足现金的企业更容易发起

掠夺行为，来扩大自己的产品销售规模，它们往往

会先找行业中那些现金匮乏、财务实力较弱的企

业下手，排挤打压其产品销售，甚至强制其退出产

品市场，因此为了避免自身沦为被掠夺的对象，产

品市场中的公司往往都会出于预防动机而储备适

量的现金（孙进军、顾乃康，２０１２）［５］。因此，产品

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上市公司内部持有的现金

水平往往越高。另一方面，掠夺理论还认为，现金

持有的竞争效应还可以通过对行业中的竞争对手

产生震慑作用来实现，如果公司内部持有充足的

现金流，就会对其他企业传达一种信号，该公司财

务实力雄厚，资源流动和配置能力高，未来实施低

价策略等掠夺行为的能力较强，就会对那些市场

潜在进入者和现金流匮乏的企业产生威胁作用，

从而有利于其扩大市场销售份额，提高自身行业

竞争能力和地位。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研究

主要是从国家政策、行业特征和公司自身特征三个

方面展开的。关于国家政策影响现金持有竞争效

应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王勇等（２０１３）［６］从政府

干预的角度出发，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

预可能会改变企业现金资产的用途，更多地用于税

负和非生产性活动中，最终相对弱化了地方国有企

业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陆正飞、韩非池

（２０１３）［７］则基于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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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宏观产业政策对现金持有经济效应的影响，

受到国家政策鼓励发展和支持的企业其现金持有

的竞争效应和价值效应更高。另外，国家货币政策

变化（杨兴全等，２０１４）［８］、市场化改革进程（杨兴

全、尹兴强，２０１５）［９］也会带来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

不同，在紧缩货币政策中，现金持有实现的产品竞

争效应更显著，但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公司所处

的融资环境和治理环境都得到较大的改善，会弱化

内部持有现金实现的竞争效应。而研究行业特征

对公司现金持有竞争效应影响的学者，主要是从行

业成长性和行业竞争程度（杨兴全等，２０１５）［１０］、行

业所在地区的法制环境（王勇等，２０１５）［１１］等角度

来研究现金持有行为。从公司自身特征来研究现

金持有竞争效应的主要包括：融资约束（杨新宝、王

志强，２０１５）［１２］、产权性质（杨兴全等，２０１５）［１３］、公

司治理特征（杨兴全等，２０１５）［２］、两权分离程度

（曾义、杨兴全，２０１４）［１４］、管理者过度自信（崔刚、

宋思淼，２０１７）［１５］以及多元化经营特征（王勇等，

２０１５）［１６］等角度。可以发现，现金持有的确具有产

品竞争效应，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文献总体还是比较

缺乏，尤其是基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角度的

研究成果更是少见，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

新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般来说，持有充足现金的企业财务实力较

强，资金融通能力也较高，不仅可以通过主动发起

价格战或营销战，实施低价行为来排挤打压其他

竞争对手，而且可以将超额的现金用于提高公司

竞争力的项目上（Ｃａｍｐｅｌｌｏ，２００６）［１７］，为 Ｒ＆Ｄ提

供融资便利（Ｓｃｈｒｏｔｈ等，２０１０）［１８］，同时也能为改

善产品分销网络，增加产品销售费用和广告投入，

并购价格实惠、成本较低的主要供货商等一系列

投资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最终达到扩大产

能，增加产品竞争优势的效果，即现金持有可以通

过一系列资本投资活动实现其竞争效应，提高产

品竞争能力。但现金持有通过投资活动来实现其

竞争效应必须要以现金流的有效使用为前提。现

金作为高流动性的资产，很容易成为侵占和转移

的目标。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为

管理者利用现金进行在职消费、构建企业帝国、盲

目并购和扩张等提供了有利契机，尤其在我国特

殊的经济制度背景下，对投资者的保护还不够重

视，股权又相对比较集中，管理层往往为了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通过取得对现金的控制权来侵占

股东权益。当公司面临较好的投资机会时，如果

该投资会给管理者带来较高的私人成本，那么该

管理者可能就会放弃该项能增加企业产品竞争优

势的项目，将现金用于自身便利，最终使得现金持

有通过资本投资活动发挥的竞争效应大打折扣，

极大地损害公司的整体价值。

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所造成的现金使用效

率低下问题，公司应该加强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

机制的建设，从而强化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这

一中介实现的产品竞争效应。内部控制机制和外

部独立审计是公司内外治理的两项重要内容，可

以相对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提高公司管理者的经

营效率和现金使用效率，进而增加公司的产品竞

争能力。内部控制制度是公司内部进行权力制衡

的基本措施之一，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明确各自

职责权限来安排企业活动，极大地约束和牵制管

理层的权力，从而实现保护资产安全、提高信息质

量的目标。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避免管理者将

现金资产用于私人利益上（Ｇｕｎｅｙ，２００７）［１９］，有

效减少其过度投资行为（杨兴全等，２０１０）［２０］，从

而显著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张会丽、吴有

红，２０１４）［２１］，其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内部控制机制在公司内部

通过自我调节、规划、控制和评价，对管理层等内

部管理人员的权力进行制衡和约束，增加了管理

者机会主义行为和损害股东权益的成本，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在职消费”“隧道行为”等现象，大大

提高了现金的使用效率。其次，企业实行内部控

制制度时，必须要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制定的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六号———资金活动》

来安排筹资、投资以及资金管理活动，如企业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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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资金调度过程进行严格的预算管理，以确保

现金的良性循环和合理占用；同时还应认真实施

资金的安全检查，保证资金安排有益于实现公司

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等，这一规定直接使现金在源

头上被合理、有效地利用，减少了管理者将现金作

为其隐形薪酬的内部腐败现象，避免了“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行为。

外部独立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其

质量的高低也会影响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发挥。

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２２］研究发现，如果企业聘请业

务能力较强的审计师对财务信息进行审计时，企

业的现金持有价值较高，说明外部审计质量对现

金使用效率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审计产生的直接

原因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独立于委托

人和代理人的第三方监督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客观公正性，审计师通过对公司财务报表的鉴证

和评价，能显著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真

实性，减轻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最终达到维护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的目标。

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也可以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

督，通过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不合理消费、过度投

资活动、财务舞弊等行为进行检查和披露，增加了

管理者侵占和挪用资金的成本和风险，进而相对

降低代理冲突，显著抑制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

（杜兴强，２０１０）［２３］，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外

部审计质量也能提高公司的现金使用效率和投资

效率，进而增加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中介而实

现的竞争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加强现金持有

通过资本投资这一中介实现的竞争效应。

假设２：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强化现金持有

通过资本投资这一中介实现的竞争效应。

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都能缓解所有权和控制

权相分离而造成的代理问题，加强内外治理机制

的建设对提升公司价值是有帮助的。但二者在公

司治理方面是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的，以及共同发

挥了哪些具体作用，目前国内外研究者还未达成

一致的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内部控制质量和外

部审计质量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补关系，如范经华、

张雅曼、刘启亮（２０１３）［２４］主张，在减少公司盈余

管理行为上，内部控制和审计质量存在互补关系，

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发挥独立外部审

计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调节作用。

但其他学者则证明了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

系，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更能在外部审计质量较低

的公司中发挥治理作用，缓解代理问题，减少管理

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方红星、刘丹，２０１３；杨德明、

林斌、王彦超，２００９）［２５－２６］。总之，目前还未有学

者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在现金持有

竞争效应上到底是发挥了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

应。从理论上讲，两种结果都可能存在。在公司

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前提下，加强外部审计质量

的建设，必然能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减轻信息不

对称和会计信息质量低的问题，通过有效监督管

理者合理地进行资金配置，进而增加现金持有通

过资本投资这一中介所带来的产品竞争优势，即

高外部审计质量更能强化内部控制的治理作用，

提高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反之亦然，可见二者存

在互补关系。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或外部审计

质量较低）时，注重外部审计质量（或内部控制质

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一方缺陷所带来

的劣势，从而相对提高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即二

者存在替代治理的关系。考虑到特殊的经济制

度，我国内部控制规范起步比较晚，而且审计质量

整体来说不是很高，导致现实生活中高内部控制

质量和高审计质量并存的公司少之又少，因此就

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二者对现金持

有竞争效应的影响可能更多的体现了替代关系，

并且这种替代关系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中是存在差

异的。我国主要是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国

有企业凭借预算软约束和政府帮扶等优势，比较

受银行的青睐，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资金，而且存

在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也使得内部现金浪费、效

率低下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国有企业可能不太重

视内部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发挥，也就更加不会

注重发挥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的替代效应来

—８１—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２期



增加现金持有带来的产品竞争优势了。而民营中

小企业在融资时困难重重，它们也正是明白自己

的这些劣势，更愿意内部持有现金，并注重现金使

用效率的提高，最大程度地发挥现金持有的竞争

效应。所以，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希望通过内

部持有现金来提高公司产品竞争能力的愿望更加

迫切，它们会不断加强自身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

质量来强化现金持有的这一竞争效应，即替代效

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以上分

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既存

在替代效应，也存在互补效应；高内部控制质量

（高审计质量）对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这一中

介实现其竞争效应的强化作用在高审计质量（高

内部控制质量）样本中表现为互补效应，在低审

计质量（低内部控制质量）样本中表现为替代效

应，并且相比国有企业，这种替代效应在民营企业

中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在深沪两地交易所

挂牌交易的全部Ａ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再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通常做法进行样本筛选：剔除

金融类公司、ＳＴ和ＳＴ类公司；剔除部分变量数

据残缺且无法通过年报获得的公司；对连续型变

量在最上和最下的１％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文

中所用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内

部控制质量数据来源于 ＤＩＢ迪博内部控制与风

险管理数据库。所有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均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进行。

（二）模型设计

主要借鉴 Ｂａｒｏｎａｎｄ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２７］、温忠

麟等（２００４）［２８］采用的中介效应方法，建立以下模

型来检验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

Ｃｏｍｉ，ｔ＝β１Ｚｃａｓｈｉ，ｔ－２＋β２Ｓｉｚｅｉ，ｔ－１＋β３Ｌｅｖｉ，ｔ－１
＋β４Ｓｅｉ，ｔ－１ ＋β５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ｔ－１ ＋β６ＴＡＴＯｉ，ｔ－１ ＋

β７ＮＷＣｉ，ｔ－１＋ｉ＋ηｉ＋εｉ，ｔ （１）

Ｉｎｖｉ，ｔ－１＝χ１Ｚｃａｓｈｔ－２＋χ２Ｓｉｚｅｉ，ｔ－２＋χ３Ｇｒｏｗｔｈｉ，ｔ－２＋

χ４Ｌｅｖｉ，ｔ－２＋χ５Ａｇｅｉ，ｔ－２＋χ６Ｒｅｔｕｒｎｉ，ｔ－２＋χ７ＲＯＡｉ，ｔ－２＋

χ８Ｌｎｖｉ，ｔ－２＋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ΣＹｅａｒ＋εｉ，ｔ （２）

Ｃｏｍｉ，ｔ＝λ１Ｚｃａｓｈｉ，ｔ－２＋λ２Ｉｎｖｉ，ｔ－１＋λ３Ｓｉｚｅｉ，ｔ－１
＋λ４Ｌｅｖｉ，ｔ－１＋λ５Ｓｅｉ，ｔ－１＋λ６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ｔ－１＋λ７ＴＡＴＯｉ，ｔ－１
＋λ８ＮＷＣｉ，ｔ－１＋αｉ＋ηｉ＋εｉ，ｔ （３）

模型中，ｉ、ｔ分别表示公司和年份，滞后一期

和滞后两期分别用 ｔ－１和 ｔ－２表示，ｉ、ηｉ分别

表示公司的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εｉ，ｔ表示残差

项。检验时，若模型（１）中 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 β１显

著为正，就继续进行检验，若 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为

负，或者不显著为正，则停止下一步；对模型（２）

进行检验时，观察 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 χ１，若显著为

正，说明现金持有能支持公司项目的资本投资；再

将模型（３）和模型（１）对比，检验资本投资是否可

以成为现金竞争效应的有效中介，如果 λ１和 λ２
都显著为正，且 λ１＜β１，则说明资本投资的确发

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若 λ１不显著为正，λ２显著

为正，说明资本投资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三）主要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１．模型（１）的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Ｃｏｍ）。借鉴大多数学者的做

法，采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与行业年度

均值水平的差额来表示产品竞争优势。

解释变量（Ｚｃａｓｈ）。现金持有水平（ｃａｓｈ）等

于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除以总资产，因为

各行业存在差异，为了去除行业波动带来的影响，

借鉴Ｆｒｅｓａｒｄ（２０１０）［１］的做法，用经行业均值调整

的现金持有水平（ｃａｓｈ）除以行业持有现金的标准

差，从而得到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最终代理变

量（Ｚｃａｓｈ）。

控制变量。前期资产的对数（Ｓｉｚｅ）；前期负

债比率（Ｌｅｖ），等于前期总负债除以总资产；前

期销售费用（Ｓｅ），等于销售费用除以净资产；前

期产品独特性（Ｐｒｏｄｕｃｔ），等于（销售费用 ＋管理

费用）／主营业务收入；前期总资产周转率（ＴＡ

ＴＯ），等于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前期净营运资

金（ＮＷＣ），用营运资金与现金之差除以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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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运资金等于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为

了剔除行业影响，全部控制变量均经过行业均

值调整。

２．模型（２）的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资本投资水平（Ｉｎｖ），等于购买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减去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值，再除以总资产。

解释变量。主要使用现金持有水平Ｚｃａｓｈ，同

时模型还对 Ｓｉｚｅ、Ｌｅｖ、Ｇｒｏｗｔｈ（产品成长性）、Ｒｅ

ｔｕｒｎ（股票报酬率）、Ａｇｅ（上市年限）、ＲＯＡ（盈利

能力）和前期 Ｉｎｖ进行了控制。为了剔除行业影

响，本文定义行业和年份为哑变量。

３．分组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利用 ＤＩＢ迪博内部控制与

风险管理数据库获取的内部控制指数取对数表

示，并将内部控制质量分为两组，大于等于中位数

的表示为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小于中位数

的表示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

外部审计质量。借鉴大多数文献采用的方

法，参照会计事务所的排名来衡量外部审计质量。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期间

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情况，稳居前

十名的事务所分别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信永

中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因此本文认为聘请这十家事务所的公

司其外部审计质量较高，而其他公司审计质量相

对较低。

产权性质。根据实际控制人性质，将上市公

司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种。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显示，经过数据筛选和处理之后，本文

总共得到了６１８５个数据样本，变量 Ｚｃａｓｈ的均

值为０．１７００，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２．９３８０和

－１．０７１０，由此可知，行业中各公司的现金持有

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再看产品竞争优势，Ｃｏｍ

的均值、中值分别为 ０．０４１８和 －０．００５９，最大

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２．１６２０和 －０．６４００，可见相

对行业整体水平来说，各公司的产品竞争实力

差异悬殊，而且这一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可以初

步推测各公司产品竞争优势的差异是现金持有

水平的不同所造成的，即现金持有存在竞争效

应。各公司的投资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Ｉｎｖ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０．１９７０和 －０．０８３０，也

可以预期这是由各公司现金持有决策的不同直

接导致的，因此，资本投资可以成为现金持有实

现竞争效应的有效中介。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总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中值

模型（１）

Ｃｏｍ ６１８５ ０．０４１８ ０．３５８０ ２．１６２０ －０．６４００ －０．００５９

Ｚｃａｓｈ ６１８５ ０．１７００ ０．８２５０ ２．９３８０ －１．０７１０ －０．０４０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６１８５ ０．０２２８ ０．１１００ ０．４８８０ －０．１２７０ －０．００３０

ＴＡＴＯ ６１８５ ０．１１６０ ０．４２９０ １．９８４０ －０．６６５０ ０．０１６８

模型（２）

Ｉｎｖ ６１８５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５０７ ０．１９７０ －０．０８３０ ０

Ｚｃａｓｈ ６１８５ ０．１７００ ０．８２５０ ２．９３８０ －１．０７１０ －０．０４０２

Ｒｅｔｕｒｎ ６１８５ ０．０７５６ ０．４０９０ １．９１００ －０．８３３０ ０．００１５

ＲＯＡ ６１８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４６７ ０．１５８０ －０．１４９０ －０．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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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初步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设，基于内部

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两个分组变量分别进行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所示。高审计质量公司

的Ｃｏｍ和 Ｚｃａｓｈ均值分别为０．０５８０和０．３０１０，

均高于低审计质量公司的０．０２６５和０．０４９４，且

两组样本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差异。

此外，低审计质量公司Ｃｏｍ和Ｚｃａｓｈ的中值均为

负值，由差异性检验可知，两者都显著低于高审

计质量公司的 －０．００１３和０．０６７８，这说明高审

计质量公司的确能发挥监管作用，相对提高了

现金持有的水平和效率，最终增加了公司的产

品竞争优势。再看资本投资这一变量，通过对

两组 Ｉｎｖ数值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低审

计质量公司，高审计质量公司的投资水平更高，

由于投资活动需要现金的稳定支撑，可以预期，

公司通过提高外部审计质量，起到了一定的监

督作用，大大避免了管理者对现金的挥霍，提高

了现金的使用效率，将其用于有利于增加企业

产品优势的投资项目上，即外部审计质量可以

强化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实现的竞争效应。

表２下半部分是对内部控制质量分组并进行描

述性统计的结果，结论与上述分析结果相同，因

此初步验证了假设１、２的内容。

由上文分析可知，相对国有企业来说，内部

控制和外部审计的替代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

得更显著，表３证明了这一结论。可以发现，无

论是内部控制质量低时，用高审计质量来进行

替代治理，还是审计质量低时，用高内部控制质

量来替代治理，民营公司其Ｃｏｍ和Ｚｃａｓｈ的均值

和中值都比国有企业的要高，并且这种差异基

本都在１％、５％的水平上显著，可见与上文提出

的假设一致。

　表２ 基于分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主要变量
均值 中值 均值 中值 差异检验

审计质量高 审计质量低 Ｔ值 Ｚ值主要变量

Ｃｏｍ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０９２ ３．４８３２ １．６９４０

Ｉｎｖ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７６１３ １．９３７

Ｚｃａｓｈ ０．３０１０ ０．０６７８ ０．０４９４ －０．１３５０ １２．１０７５ １０．７３５０

内部控制质量高 内部控制质量低 Ｔ值 Ｚ值

Ｃｏｍ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２１４ １．０４１６ ６．１３５０

Ｉｎｖ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１５ ５．２４９３ ６．１３６０

Ｚｃａｓｈ ０．１９２０ －０．００２２ ０．１５４０ －０．０７２１ １．８４０２ ３．６９００

　　注：均值差异和中值差异显著性检验分别采用ｔ检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依次代表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３ 基于所有权性质、替代效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主要变量
均值 中值 均值 中值 差异检验

民营 国有 Ｔ值 Ｚ值主要变量

低内部控制质量－高审计质量

Ｃｏｍ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０２７ ２．３１４１ ２．５２７０

Ｉｎｖ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３ ３．７１７８ ３．６３００

Ｚｃａｓｈ ０．１６７０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５４３ －０．１０００ ２．９８４２ ２．８４９０

低审计质量－高内部控制质量

Ｃｏｍ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３４９ ２．９１６８ ３．４１００

Ｉｎｖ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９ ２．３５３５ ２．１８１０

Ｚｃａｓｈ ０．３８００ ０．１２８０ ０．１４２０ －０．０４９９ ５．７０２３ ４．７６０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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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这一中介发挥

竞争效应的检验结果

现金持有实现其产品竞争效应必须要通过一

定的媒介，资本投资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

介效应，表 ４是对这一结论的检验结果。模型

（１）中Ｚｃａｓｈ的系数为０．０２７，在１％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为正，可见现金持有的确具有竞争效应，企

业持有一定的现金是大有裨益的，有利于增加企

业的产品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模型（３）中，Ｚｃａｓｈ的系数为０．０２５，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相比模型（１）系数的０．０２７，其值变

小，并且模型（２）中，Ｚｃａｓｈ的系数０．００５也显著

为正，而模型（３）中Ｉｎｖ的系数也在１％的显著性

水平上为正，一方面说明了现金持有可以为资本

投资活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资本投资

具有中介效应的猜想，即现金持有可以通过资本

投资这一媒介来实现其竞争效应，这就为本文以

下的假设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表４ 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为中介增加产品竞争优势的检验结果

模型（１） Ｃｏｍｔ 模型（２） Ｉｎｖｔ－１ 模型（３） Ｃｏｍｔ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Ｎ

Ｒ２

０．０２７

（４．３６８）

－０．００８

（－１．９０１）

０．１８７

（５．３６１）

－０．１９４

（－３．６７３）

０．３９３

（７．１４９）

－０．０３８

（－２．９８５）

０．０７５

（２．５３０）

０．０４１

（８．１２０）

６，１８５

０．０２３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ｖ

Ｒｅｔｕｒｎ

Ａｇｅ

ＲＯＡ

Ｉｎｖ

常数

０．００５

（７．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１．０４４）

－０．０００

（－１．６７７）

０．００２

（０．５７３）

０．００４

（３．３５１）

－０．０００

（－４．３７２）

０．０６６

（５．３３８）

０．５６３

（５９．７６８）

０．００２

（３．７９４）

Ｚｃａｓｈ

Ｉｎｖ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０．０２５

（４．０２３）

０．５２８

（５．９５５）

－０．０１０

（－２．３８３）

０．２０８

（５．９５１）

－０．２０２

（－３．８３８）

０．４１９

（７．６１４）

－０．０３１

（－２．４６９）

０．１００

（３．３５４）

０．０３５

（６．７６７）

Ｎ ６，１８５ Ｎ ６，１８５

Ｒ２ ０．３９８ Ｒ２ ０．０２８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ｔ检验值，、、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水平；下同。

　　（三）内部控制质量、审计质量对现金持有实
现竞争效应的影响检验

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作为公司治理的

重要内容，分别从内部和外部影响着公司现金

持有竞争效应的发挥。表５是基于内部控制质
量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进行回归检验的结果。

模型（１）中高内部控制质量样本其Ｚｃａｓｈ的系数

为０．０３３，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无论是数
值还是显著性水平，都高于低内部控制质量的

公司（系数为 ０．０１６，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模
型（３）中，高内部控制质量公司 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
为０．０３０，相比模型（１），数值变小，显著性水平
保持不变。并且与表４比较，０．０３３和０．０３０都
比表４总样本数据中的系数要高，可见，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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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质量的确能强化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这一

中介实现的竞争效应。而低内部控制质量公司

其模型（１）、模型（３）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都为

０．０１６，都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投资

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而且与高内部控制质

量样本和表 ４总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其数值

和显著性水平都有所降低，进一步说明了内部

控制质量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表５ 假设１回归检验结果

模型（１）

Ｃｏｍ

内部控制

质量高

内部控制

质量低

模型（２）

Ｉｎｖ

内部控制

质量高

内部控制

质量低

模型（３）

Ｃｏｍ

内部控制

质量高

内部控制

质量低

Ｚｃａｓｈ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３．９１６） （１．８８８）
Ｚｃａｓｈ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６．７９７） （２．６１７）
Ｚｃａｓｈ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６

（３．４８６） （１．８９２）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２．１８９） （－２．２３３）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７７） （０．６１２）
Ｉｎｖ

０．５９２ ０．４０８

（４．６４５） （３．４８３）

Ｌｅｖ
０．２２２ ０．１５２

（４．５４９） （３．１２１）
Ｇｒｏ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６５） （－０．２６２）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２．６５３） （－２．２８０）

Ｓｅ
－０．３００ －０．０３５

（－３．８００） （－０．５０３）
Ｌｅ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１．８９５） （－１．９６６）
Ｌｅｖ

０．２４５ ０．１６８

（５．００６） （３．４５３）

Ｐｒｏ
０．５１１ ０．１０４

（７．１２２） （１．１８２）
Ｒｅ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２．９１２） （１．８８９）
Ｓｅ

－０．３０３ －０．０４４

（－３．８５０） （－０．６４０）

ＴＡＴＯ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８

（－１．８１９） （－３．４７９）
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４．３１８） （－１．５５２）
Ｐｒｏ

０．５３５ ０．１２５

（７．４５４） （１．４１５）

ＮＷＣ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６

（１．８６２） （１．５９６）
ＲＯＡ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１

（５．４８８） （１．０１３）
ＴＡＴＯ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１

（－１．５２４） （－３．０６６）

常数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１

（３．９２５） （７．９９２）
Ｉｎｖ

０．５３４ ０．５９９

（４２．６６１） （４２．０１０）
ＮＷＣ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０

（２．４７９） （２．１５４）

Ｎ ３，６０３ ２，５８２

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
常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２．９１８） （３．２４５）
常数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

（３．０６６） （６．８１５）

Ｎ ３，６０３ ２，５８２ Ｎ ３，６０３ ２，５８２

Ｒ２ ０．３８１ ０．４２３ 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８

　　高审计质量公司凭借其外部监督机制，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减少内部管理

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提高现金使

用和资本投资的效率，增加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

表６检验了审计质量对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中

介实现竞争效应的影响。高审计质量公司模型

（１）、模型（３）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分别为 ０．０３６和

０．０３４，且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而低审计质量

公司其分别为０．０２３和０．０２１，都在５％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无论是审计质量高的公司，还是审

计质量低的公司，现金持有都能通过资本投资这

一中介来实现其竞争效应，且资本投资在其中都

能发挥部分的中介作用，但从后者数值和显著性

水平的降低来看，高审计质量公司现金持有的竞

争效应更显著。此外，将这两组数据与表４模型

（１）、模型（３）中系数的０．０２７和０．０２５对比，也

能说明审计质量的确能强化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

资这一中介实现的竞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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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假设２回归检验结果

模型（１）

Ｃｏｍ

内部审计

质量高

内部审计

质量低

模型（２）

Ｉｎｖ

内部审计

质量高

内部审计

质量低

模型（３）

Ｃｏｍ

内部审计

质量高

内部审计

质量低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Ｎ

Ｒ２

０．０３６

（４．３２１）

－０．００６

（－１．１１４）

０．１４１

（３．２２３）

－０．２３６

（－３．９６６）

０．３５１

（４．６１８）

－０．０２８

（－１．９４５）

０．０６２

（１．６８０）

０．０３８

（５．０５４）

３，２８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２．５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０．２３５

（４．１７７）

－０．１０２

（－０．９７４）

０．４３７

（５．０８２）

－０．０６４

（－２．７５５）

０．０６２

（１．２８７）

０．０４９

（５．７８０）

２，９００

０．０２６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Ｇｒｏｗ

Ｌｅｖ

Ｒｅｔ

Ａｇｅ

ＲＯＡ

Ｉｎｖ

常数

０．００４

（４．１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３８）

－０．００５

（－０．８７０）

０．００４

（２．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７）

０．０６３

（３．７３８）

０．６０７

（４９．４３０）

０．００３

（２．９３５）

０．００６

（５．４７５）

０．００２

（１．８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２３）

０．００３

（０．５１８）

０．００５

（２．５０４）

－０．０００

（－２．７３４）

０．０５０

（２．６０６）

０．５２０

（３４．６５１）

０．００３

（２．８５７）

Ｚｃａｓｈ

Ｉｎｖ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０．０３４

（４．０７７）

０．６３２

（５．５７２）

－０．００７

（－１．３９２）

０．１６９

（３．８６９）

－０．２４５

（－４．１３６）

０．３８２

（５．０４６）

－０．０２０

（－１．３４６）

０．０９７

（２．５８９）

０．０３０

（３．９２１）

０．０２１

（２．２８１）

０．４５８

（３．２３３）

－０．００４

（－０．４１７）

０．２５２

（４．４６３）

－０．１０６

（－１．０１４）

０．４５４

（５．２７１）

－０．０６２

（－２．６５０）

０．０８１

（１．６７６）

０．０４３

（４．９０１）

Ｎ ３，２８５ ２，９００ Ｎ ３，２８５ ２，９００

Ｒ２ ０．４６５ ０．３４３ Ｒ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四）内部控制质量、审计质量的互补效应检

验与替代效应检验

１．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质量的互补效应检验

为了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质量的互补效应

进行检验，从先前的样本中筛选出既具有高内控

质量又具有高审计质量的样本进行分析，回归检

验结果如表 ７所示。模型（１）和模型（３）中，

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５１和０．０４８，都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中介

实现了产品竞争优势。再与表５和表６的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高内部控制质量组其系数

分别为０．０３３和０．０３０，而高审计质量组其系数

分别为０．０３６和０．０３４，从数值和ｔ值表示的显著

性水平上综合来看，高内部控制质量 －高审计质

量组实现的产品竞争优势都显著提高了，即当内

部控制质量较高时，进一步提高审计质量或者当

审计质量较高时，进一步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都能

显著强化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这一中介实现的

产品竞争优势，因此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具

有互补关系。

２．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质量的替代效应检验

由表８可知，（ａ）、（ｃ）、（ｅ）是在低内部控制质

量样本的基础上，对高审计质量组进行回归的结

果，表５低内部控制质量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

（１）、模型（３）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都为０．０１６（显著性水

平为１０％），但（ａ）和（ｅ）中其系数都增加为０．０２４，

显著性水平都提高到了５％，虽然没有改变资本投

资充当完全中介的事实，但显著增加了现金持有所

带来的产品竞争优势，说明当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

低时，提高外部审计质量，能相对弥补前者所带来

的劣势，即此时外部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

内部控制的治理作用，两者具有替代关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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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 内部控制质量、审计质量存在互补效应的检验结果

模型（１） Ｃｏｍｔ 模型（２） Ｉｎｖｔ－１ 模型（３） Ｃｏｍｔ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Ｎ

Ｒ２

０．０５１

（４．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１．８４３）

０．１８１

（２．６５１）

－０．４６０

（－４．７３２）

０．６１２

（５．７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６

（０．４６９）

０．０２６

（２．４７１）

１，６７７

０．０４６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ｅｖ

Ｒｅｔｕｒｎ

Ａｇｅ

ＲＯＡ

Ｉｎｖ

常数

０．００５

（３．４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２）

－０．００２

（－０．２８３）

０．００６

（２．４１４）

－０．００１

（－２．９５８）

０．０６１

（２．５２２）

０．５７１

（３２．０９５）

０．００３

（２．２２８）

Ｚｃａｓｈ

Ｉｎｖ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０．０４８

（３．７１７）

０．６７０

（３．８４７）

－０．０２１

（－２．０９８）

０．２１５

（３．１４０）

－０．４５９

（－４．７３６）

０．６４２

（６．０３９）

０．００６

（０．２４９）

０．０６４

（１．１４８）

０．０１９

（１．７７３）

Ｎ １，６７７ Ｎ １，６７７

Ｒ２ ０．４３２ Ｒ２ ０．０５４

　表８ 内部控制质量、审计质量存在替代效应的检验结果

（１）

Ｃｏｍ

低内控－高

审计质量

低审计－高

内控质量

（ａ） （ｂ）

（２）

Ｉｎｖ

低内控－高

审计质量

低审计－高

内控质量

（ｃ） （ｄ）

（３）

Ｃｏｍ

低内控－高

审计质量

低审计－高

内控质量

（ｅ） （ｆ）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Ｎ

Ｒ２

０．０２４

（２．２９４）

－０．０１０

（－１．５８５）

０．１４９

（２．７１０）ｄ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９

（－０．６３３）

－０．０６８

（－３．７６５）

０．０８７

（１．８０４）

０．０５６

（５．１４２）

１，６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２．５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６）

０．２７６

（３．９７３）

－０．１４０

（－１．０６９）

０．４８７

（４．７０９）

－０．０６３

（－２．１５３）

０．０７８

（１．２８９）

０．０４０

（３．４７９）

１，９２６

０．０３２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Ｇｒｏｗ

Ｌｅｖ

Ｒｅｔ

Ａｇｅ

ＲＯＡ

Ｉｎｖ

常数

０．００３

（２．２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３）

－０．００８

（－１．０１６）

０．００２

（１．１０２）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４）

０．０６３

（２．５７６）

０．６４４

（３８．１６６）

０．００３

（２．１４５）

０．００７

（５．５９６）

０．００３

（１．７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８５０）

０．０１２

（１．７６０）

０．００５

（２．０８７）

－０．００１

（－２．９２１）

０．０８３

（３．６５６）

０．５０９

（２７．９７０）

０．００３

（２．４２２）

Ｚｃａｓｈ

Ｉｎｖ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０．０２４

（２．２９２）

０．５３２

（３．７２８）

－０．０１０

（－１．５５３）

０．１６８

（３．０４１）

－０．０１９ｄ

（－０．２６７）

－０．０４５

（－０．４１５）

－０．０５９

（－３．２７５）

０．１１８

（２．４０９）

０．０４７

（４．１７２）

０．０２６

（２．２３６）

０．５３７

（２．８７３）

－０．００７

（－０．５２９）

０．２９２

（４．１９６）

－０．１４５

（－１．１０４）

０．５０１

（４．８４４）

－０．０６１

（－２．０８９）

０．０９７

（１．６０４）

０．０３４

（２．８４２）

Ｎ １，６０８ １，９２６ Ｎ １，６０８ １，９２６

Ｒ２ ０．５０２ ０．３５１ 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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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８可知，（ｂ）、（ｄ）、（ｆ）是对低审计质量、

高内部控制质量组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同样也

能说明二者具有替代关系。由表６可知，低审计

质量组其模型（１）、模型（３）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分别

为０．０２３和０．０２１，但（ｄ）和（ｆ）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分

别增加到０．０３０和０．０２６，同样说明当外部审计

质量较低时，内部控制质量也能弥补前者所带来

的劣势，即此时内部控制质量替代了审计质量的

治理作用，二者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关系。

（五）内部控制质量、审计质量替代关系在国

有与民营企业中的差异检验

目前我国对内部控制的实施还不够广泛，整体

市场的审计质量也不算高，因此二者在现金持有竞

争效应方面的互补关系可能还不够普遍，研究替代

关系则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基于

产权性质来分析这种替代效应对现金持有竞争效

应的影响。表９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由外部

审计质量发挥替代治理效应时在国有与民营企业

中的差异。民营企业模型（１）、模型（３）Ｚｃａｓｈ前的

系数分别为０．０５０和０．０４４，都显著为正，而国有企

业三个模型Ｚｃａｓｈ前的系数都不再显著，说明相比

国有企业，二者的替代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

显著，本文认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解释的。我

国国有企业整体的内控制质量本来就低于民营企

业，而外部审计的监督力度也只是相对的，再加上

国有企业一般规模都比较大，企业运作比较正规，

还有政府帮持、政治关联等优势，使得审计师在进

行审计时对其有一定的好感和信赖度，从而缺乏一

定的独立性，影响了最终的审计质量。而民营企业

其管理可能没有国有企业正规，一般不存在所有者

缺位的问题，也没有政府帮持等复杂因素的干扰，

因此审计师开展审计活动时可能会比较慎重，受到

的限制也可能相对减少，最终的审计质量较高，对

公司的监督作用也就较大。因此，在内部控制质量

都较低时，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其审计质量的

替代治理效应相对比较显著。

　表９ 基于所有权性质的低内控质量—高审计质量替代效应的差异检验结果

（１）

Ｃｏｍ

低内控质量 －高审计质量

国有 民营

（２）

Ｉｎｖ

低内控 －高审计质量

国有 民营

（３）

Ｃｏｍ

低内控质量 －高审计质量

国有 民营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Ｎ

Ｒ２

０．０１７

（１．３５０）

－０．０１４

（－１．８６４）

０．０６７

（１．０５１）

０．０４５

（０．５１６）

－０．１６１

（－１．０３４）

－０．０６２

（－２．９５７）

０．１２０

（２．０６７）

０．０５７

（４．０４１）

１，０４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０

（２．５８６）

０．０２６

（１．６７７）

０．３２７

（３．０９４）

－０．１１０

（－０．８１２）

０．０４６

（０．２７８）

－０．０６９

（－１．９７３）

０．０６５

（０．７４２）

０．０４３

（２．３３１）

５６６

０．０４３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Ｇｒｏｗ

Ｌｅｖ

Ｒｅｔ

Ａｇｅ

ＲＯＡ

Ｉｎｖ

常数

０．００２

（１．４２２）

－０．００１

（－１．０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２８６）

０．００１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１．７５３）

０．０６８

（２．２２１）

０．６４３

（３０．３６３）

０．００４

（１．９８９）

０．００４

（１．７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５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１．１２４）

０．００６

（１．５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４）

０．０５６

（１．２８９）

０．６３７

（２２．１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８９１）

Ｚｃａｓｈ

Ｉｎｖ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０．０１８

（１．４１３）

０．２４３

（１．３５５）

－０．０１４

（－１．８５９）

０．０７２

（１．１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５０２）

－０．１５７

（－１．００８）

－０．０５８

（－２．７３７）

０．１３５

（２．２８０）

０．０５４

（３．７３５）

０．０４４

（２．２７５）

０．９３７

（３．８７６）

０．０２１

（１．３６８）

０．３７９

（３．５９９）

－０．１５３

（－１．１４６）

０．１２４

（０．７５３）

－０．０５８

（－１．６９６）

０．１２５

（１．４１２）

０．０２６

（１．３７４）

Ｎ １，０４２ ５６６ Ｎ １，０４２ ５６６

Ｒ２ ０．４９７ ０．５０３ 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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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０显示了当外部审计质量都较低时，高内

部控制质量的替代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中的差异。由表１０可知，这种替代关系同样在

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审计质量作为外部机制，对公司的治理毕竟是有

限的，而加强内部控制质量的建设不同，它是从公

司内部源头上来解决问题，对公司带来的效果可

能比提高外部审计质量要好，但我国国有企业由

于产权性质固有的体制劣势、“所有者缺位”等问

题，整体内部控制质量都相对低于民营企业，在用

内部控制质量来替代审计质量进行治理时，其治

理效果必然会不如民营企业，因此在外部审计质

量都较低时，高内部控制质量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

的强化作用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相对更为显著。

　表１０ 基于所有权性质的低审计质量－高内控质量替代效应的差异检验结果

（１）

Ｃｏｍ

低审计质量－高内控质量

国有 民营

（２）

Ｉｎｖ

低审计－高内控质量

国有 民营

（３）

Ｃｏｍ

低审计质量－高内控质量

国有 民营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Ｎ

Ｒ２

０．０１０

（０．５６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９１）

０．３０３

（３．０９１）

－０．２２４

（－１．１５１）

０．６３１

（３．３８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７）

０．２１５

（２．３３８）

０．０２１

（１．４６０）

８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６

（２．３５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３９）

０．２６３

（２．７０４）

－０．０８７

（－０．４８４）

０．４０４

（３．１０６）

－０．１０２

（－２．３８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９

（３．３１１）

１，１０６

０．０３６

Ｚｃａｓｈ

Ｓｉｚｅ

Ｇｒｏｗ

Ｌｅｖ

Ｒｅｔ

Ａｇｅ

ＲＯＡ

Ｉｎｖ

常数

０．００７

（３．８１２）

０．００３

（１．４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９）

０．０１０

（０．９４２）

０．００４

（１．０７８）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６）

０．０９７

（２．９００）

０．５８０

（２０．３４０）

０．００４

（２．２６７）

０．００７

（４．１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７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６）

０．０１４

（１．４５９）

０．００７

（１．７６１）

－０．００１

（－２．８２９）

０．０７２

（２．３４３）

０．４７０

（１９．５５３）

０．００２

（１．１６１）

Ｚｃａｓｈ

Ｉｎｖ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ｅ

Ｐｒｏ

ＴＡＴＯ

ＮＷＣ

常数

０．００９

（０．５２０）

０．１１４

（０．４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３０６

（３．１１２）

－０．２２２

（－１．１３８）

０．６３０

（３．３７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１）

０．２２１

（２．３７３）

０．０２０

（１．３７６）

０．０３１

（２．０３６）

０．７７１

（３．０２９）

－０．００４

（－０．２３５）

０．２８８

（２．９６６）

－０．１０９

（－０．６０９）

０．４３９

（３．３７６）

－０．０９５

（－２．２２７）

０．０１７

（０．２０５）

０．０４７

（２．５９４）

Ｎ ８２０ １，１０６ Ｎ ８２０ １，１０６

Ｒ２ ０．３８５ ０．３３２ Ｒ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４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

第一，现金持有水平有很多种表示方法，本文

又以（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总资产来定

义现金持有水平（ｃａｓｈ），同时，为了排除行业波动

的影响，用经行业均值进行调整的 ｃａｓｈ来表示最

终Ｚｃａｓｈ的值，然后按照本文的研究思路重新进

行回归分析后，仍然能得到比较类似的结论。

第二，公司的低负债行为也具有产品竞争

效应，为了排除这一影响因素，相对更准确地考

察 现 金 持 有 的 竞 争 效 应，借 鉴 Ａｃｈａｒｙａ

（２００７）［２９］、Ｆｒｅｓａｒｄ（２０１０）［１］等人的做法，剔除

那些采取低负债行为以实现竞争效应的样本，

重新按照上文思路进行检验分析，发现结论没

有实质上的改变。

第三，在衡量审计质量时，借鉴以往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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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审计费用来表示审计质量，取审计费用的行

业中位数，高于中位数的审计质量计为１，低于中

位数的审计质量计为０，再按照上面的操作步骤

来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第四，本文主要研究资本投资在现金战略效

应中的媒介作用，而资本投资的发生必然离不开

现金的支撑，现实生活中，有些公司由于融资受限

或运营状况欠佳等原因，可能无法持有充足的现

金，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一定程度上保证样本的

准确性和随机性，本文剔除了那些现金持有水平

低于行业均值的样本，同样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

基本相同。

六、研究总结

现金持有理论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广为讨

论的内容，现有的文献虽然从融资约束、货币政

策、产权性质以及行业特征等多角度研究了现金

持有的产品市场竞争效应，但总体来说，对于这方

面的研究还不算太丰富。本文主要基于内部控制

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的新视角，探析了这两种内

外治理机制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研究主要发现：

一是，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的提高都能

显著强化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这一中介实现的

产品竞争效应，即内外部治理机制对现金持有竞

争效应的治理是有效的。二是，内部控制质量和

外部审计质量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高内部控制

质量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强化作用在高审计质

量样本中更显著，反之也然。三是，在对现金持有

竞争效应的影响上，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

量也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

高审计质量发挥了替代前者治理的作用；而审计

质量较低时，高内部控制质量同样也发挥了前者

的治理作用。四是，根据我国国情，二者替代关系

的存在可能比较常见，并且相比国有企业来说，这

种替代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上述结论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现金持有竞争效

应理论方面的内容，而且也丰富了内部控制、外部

审计方面的内容，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首先，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的提高都能

强化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这一中介实现的产品

竞争效应，因此企业要想最大程度地增加企业的

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就必须重视内部控制和外部

审计的调节作用，二者都能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

存在的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现金持

有的价值和资本投资的效率，对公司是大有裨益

的。为了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应该转变观念，

重新认识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优势，落实到实践

中，就是要建立并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积极

促进上下阶层的交流与合作，合理保证公司监督

体系的良好运作，尤其要针对高层管理人员，制定

一套完备的监督和奖惩制度，从源头上制止现金

使用效率低下、内部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外部

审计质量的提高也不容忽视，作为独立于公司的

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可以相对增加

公司提供信息的透明度，提高外部投资者和信息

使用者的信赖度，因此，加强外部审计的治理作

用，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监督内部管理层的行为，

减少道德腐败现象，而且对公司外部融资渠道的

拓宽也是有帮助的。

其次，在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上，内部

控制和外部审计既存在着互补关系，也存在着替

代关系，这对我国公司的管理方向、战略制定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公司治理的内外两方面，

如何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给公司带来最大的福

利，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了显而易见的回答。我

国内部控制制度起步比较晚，整体实施效果还不

够明显，但也有很多内部控制体系实施相对完善

的企业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这些内部控制质

量较高的公司就应该同时加强外部审计治理，充

分发挥二者的互补效应。而那些不重视内控实施

或实施效果不好的企业，更应该狠抓外部审计质

量，利用二者的替代关系来弥补前者的劣势，进而

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同理，审计质量存在差异

的各公司，也应该从本文的结论中得到启发，利用

内部控制机制，最大程度发挥二者的替代效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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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效应，合理安排企业的管理和运作。

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

审计质量的替代关系在我国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

为显著。国有企业由于体制问题，存在一定的

“所有者缺位”问题，相比民营企业，目前国有企

业实施内部控制整体上可能比较困难或者效果不

是太显著，而且审计师在开展业务时，受到的限制

条件或者考虑的因素可能要比民营企业多，独立

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外部审计质量发挥

的替代治理作用相对要弱，这就具有一定的警示

意义。未来国家对国有企业体制能否做出相应的

改革，或者能否专门制定针对国有企业实施内部

控制制度的一系列具体规范，以及如何加强国有

企业外部审计治理等，这些问题亟需解决，需要我

们深入思考。当然，对于民营企业，也要加强内部

控制和外部审计的管理，充分利用二者在现金持

有竞争效应方面的替代关系，增加企业的产品竞

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提高行业竞争能力，而且

未来要努力将二者的替代关系逐步升级到互补关

系，进而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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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

●　赵爱玲，文小曼

（西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社保基金入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保基金持股可以引导资本市场的价值投资，有利于
资本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沪深两市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社保基金持股特征
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社保基金在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改善

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而提高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但社保基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应加强对社保基金的

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社保基金投资股市的力度。

关键词：社保基金 ；持股特征；公司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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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社保基金是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

管理的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

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

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

保障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等

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２０１１年财政部和劳
动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

理暂行办法》，为我国社保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我国社保基金面临更大的支出压力。为减轻社保

基金所面临的压力，国务院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８日
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

案》（国发〔２０１７〕４９号），关于划转比例的规定
“以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时期因

企业职工享受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基本目标，划转比例统

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１０％。”转划国有资本充实
社保基金，增强了社保基金的资金实力，为社保基

金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有助于促进社保基金实

现保值增值的目的。

尽管我国社保基金起步较晚，但社保基金投

资入市改善了证券市场结构，使得国际市场投资

更加多元化，推动了国际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社保基金投资股市改善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

促进了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实现了社保基

金保值增值的目标。社保基金加入股市必然要与

上市公司发生联系，那么社保基金持股是否能够

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不同持股特征的社保基金

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有何不同就备受瞩目。国

内外关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研究的

结论不尽一致，且大多数研究将机构投资者视为

同质，部分关注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研究也并未

充分突出社保基金的作用。国内社保基金投入证

券市场的时间比较短，投资规模有限，所以会导致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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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结果支持“无效监督假说”和“负面监督

假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社保基金迅速状

大。社保基金投资上市公司的数量增加、投资力

度加强。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考察机构投资者持

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关于对社保基金持股

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只是单独考察了社保基金

持股比例的作用。本文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

上，尝试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社保基金持股的年度数

据，对社保基金持股特征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

做进一步研究。通过实证研究社保基金持股比

例、社保基金持股时长以及社保基金对公司第一

大股东的制衡能力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从整

体上考察社保基金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从而

引导我国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正确看待养老金

入市引起的社保基金投资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一系

列效应，这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保基金的

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社保基金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

系进行实证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且大多数的研究

集中于一般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

响。一方面，一些研究肯定了机构投资者参与上

市公司治理的作用。机构投资者有助于完善上市

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对改善上

市公司财务绩效具有一定作用［１－２］。机构投资者

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发挥了其作为内部控制机制

的监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上市公司

中存在的代理问题，从而提高了公司绩效［３－４］。

ＰｒａｓａｄＳ．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Ｇｒａｈａｍ，利用

芬兰上市公司２００４年的年报数据，研究发现在最

大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表决权的公平分配会对公

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把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

敏感性和压力抵制型，发现两类机构投资者对公

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不同［５］。朱亮、许庆高研究发

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业绩显

著正相关，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

业绩显著负相关，且高管薪酬水平可以作为压力

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业绩的中介变量，

但不是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业绩的

中介变量［６］。刘永泽、唐大鹏认为被社保基金持

股的上市公司股价超额收益非常明显［７］。社保

基金作为一类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有能力与动力

参与公司治理，发挥自己的监督者角色。社保基

金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弱化代理问题，提高公司绩

效［８］。凌士显发现社保基金持股存在异质性，社

保基金组合持股具有很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

能力，而社保基金转持持股没有这种能力［９］。

另一方面，也有其他研究的结论正好相反。

一些研究者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绩效没有

显著作用。ＣｏｆｆｅｅａｎｄＢａｒｎａｒｄ认为机构投资者并

不能在改善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

用［１０－１１］。ＭｉｔｓｕｒｕＳｍｉｔｈ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参

与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是非常明显［１２］。

Ｍｉｚｕｎｏ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公司业绩之

间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１３］。刘星、吴先聪把

机构投资者分为国内机构投资者和 ＱＦＩＩ，发现基

金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绩效的提高，而 ＱＦＩＩ对公

司绩效没有影响［１４］。ＧｉｌｌａｎａｎｄＳｔａｒｋｓ发现持股

比率对公司治理没有起到预想的改善作用［１５］。

潘爱玲、潘清认为长期机构投资者和短期机构投

资者对上市公司绩效的改善没有区别［１６］。黄雅

静研究发现虽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改善

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绩

效改善不明显［１７］。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社保基金持股对上市

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构投资者持

股上，关于对社保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

研究只是单独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的作

用。现有文献对社保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

关系的结论大致有三种，即社保基金持股会对

公司绩效产生积极、消极或无影响。但是，除了

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之外，社保基金持股时长以

及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都会对公

司绩效产生影响。近年来社保基金资金规模和

持股规模迅速扩大，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也发

生了变化，因此有必要从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社

保基金持股时长以及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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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能力方面对社保基金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

关系做进一步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保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因

社保基金投资入市初期持股比例比较低，介

入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往往采用“用脚投资”

的投资方式。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社保基

金投资规模增大，“用脚投资”展现出很多弊端。

例如，社保基金持有公司大量股票，短期内无法抛

售，即使全部出售股票也很难找到新的投资途径。

因此，为了自身利益考虑，社保基金会利用已有的

专业投资知识，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另外参与公

司治理所得收益高于监督成本也促使社保基金积

极参与公司治理。随着社保基金持股比例和对大

股东制衡能力的增大，参与公司治理的边际成本

降低，所得远远高于其投入，使参与公司治理成为

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二）社保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

社保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来进行。社保基金持有

公司股票越多，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越高，向公

司提出合理议案和意见被采纳的概率就越大，从

而会促使股东大会做出对公司运营有利的决策。

通过股东大会推举董事会成员，促使董事会制定

更多更合理的政策。能以内部人的身份监督管理

层，减少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社

保基金还可以利用推选监事的方式，通过改善监

事会结构，增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从而减少管理

者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减少因第一类代理

问题导致的成本，实现公司绩效的改善。另外，社

保基金可以促进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沟通，

减少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其高比

例持股能够召集很多流通股股东，并提高中小股

股东在公司经营决策过程中的议价能力，减少因

第二类代理问题导致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增

加，最终会对公司绩效造成负面影响。所以，社保

基金参与公司治理，降低因两类代理问题造成的

代理成本是其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途径。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社保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中较为特殊的一支

队伍，肩负着保值增值的重任，其资金安全是第一

位的。因此，社保基金的投资运作会受到更加严

格的监督，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会定期评估社保

基金管理人的绩效。为激励基金管理人进行有效

投资，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资绩效，对绩效好的基金

公司追加委托投资，减少业绩差的基金公司的委

托资产甚至取消其委托管理资格。社保基金持有

众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

积累了某些成功上市公司的一些专业知识，社保

基金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实体，能为公司

带来更多信息。这种以投资收益水平和优胜劣汰

为基础的机制促使基金公司关心和监督目标公司

的各种经营活动，利用积累的知识积极为目标公

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业绩的提升提出合理建议。

社保基金的持股比例决定着其参与公司治理

的积极性，影响着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根据成

本收益理论，社保基金持股比例较高时，社保基金

参与公司治理所产生的风险低于得到的收益，参

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成本高于其得到的收益，就会

积极参与公司治理。随着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的增

加，实施相同监督的边际成本逐渐变小，而得到的

边际治理收益逐渐增大，享有的股权权利越多，从

公司业绩提升中获得的价值增值就越多。所以社

保基金有动力参与公司治理，发挥自己的监督者

角色，在参与公司治理中弱化代理问题，提高公司

绩效［１８］。因此社保基金持股比例越高，参与公司

治理的动力越大。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有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绩效优于没

有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绩效。

Ｈ２：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

社保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倾向选择获得长期收

益而不是短期收益的投机，为了长期收益，持股稳

定的社保基金期望被投资公司具有良好的治理水

平，从而保证实现预期的长期收益。社保基金与

持股公司之间只存在投资关系，不存在投资商业

关系，因而倾向于长期投资，出于长期的成本与收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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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考虑有更强的意愿、动机和能力积极参与公司

治理。社保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中对风险控制

有很高的要求，对股票的选取非常谨慎，投资风格

稳健，一贯注重长期投资，能与公司形成一种持久

关系，社保基金扮演的这种相对持久的角色会使

社保基金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投资者参与公司治

理后，其对公司业绩的改善作用需要一定时间显

现，投资者持股的持续期越长，就越有动力监督公

司行为，改善公司业绩［１９］。治理效应受投资组合

周转率的影响，专注的投资者与良好的公司治理

特征相关，而进行短暂投资的投资者则无法改变

公司治理［２０］。投资者短期持股加剧了股市波动，

而长期持股则对市场的稳定有一定作用［２１］。从

长期来看社保基金与公司的目标是一致的，根据

利益相关理论，社保基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后即

成为了公司股东，也即成为了公司的利益相关者。

社保基金在股票市场上的收益一部分来源于所持

上市公司的分红，社保基金收益的多少便与上市

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间接挂钩，成为影响其收益的

一个重要因素。社保基金也与公司其他投资者利

益相关，为了避免在目标公司经营方面出现问题时

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对自己的利益产生影响，社保基

金会重视目标公司的治理情况并积极出谋划策，使

其能够很好地完善相关机制。另外，随着社保基金

持股时间的增长，会使社保基金由股东消极主义转

变为股东积极主义，也会加强对管理层经营行为的

监督，这样才能确保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到充

分保障，也可以使自己和公司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很

好的实现。所以，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持股

时间长的社保基金也必将会积极关注目标公司的

各项经营活动，努力提升公司绩效，以实现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据此，提出假设Ｈ３：

Ｈ３：社保基金持股时长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的现象

普遍存在，大股东无偿占用资金的事件发生频率

提高，极大的降低了公司的治理效率，并会扩大代

理成本，最终对公司绩效产生不良影响。随着证

券市场的发展，机构投资者所持有上市公司的股

权比例越来越高，在股东大会上越来越有发言权，

对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控股股东形成股权制

衡作用［２２］。机构投资者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

力越强，就越能限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掏

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免受损害，对公司绩效

有很好的正面作用［２３］。作为一类特殊的机构投

资者，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大就

更可能约束大股东的行为，当大股东做出对公司

运营不利的决策时，社保基金能对第一大股东进

行有效制衡，从而迫使第一大股东尽职尽责，努力

工作，最终提高公司绩效。据此，提出假设Ｈ４：

Ｈ４：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制衡能力与上市

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社保基金对第

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上市公司绩效越好。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２００５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实施，并在２００６年底基本

完成。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这一制度背景的影

响，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被社保基金持股的我国沪

深两市非金融保险类 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１０个年

度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１２８９６个观测样本。为

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于极端值进

行上下１％的缩尾处理。社保基金持股数据来自

瑞思数据库，被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财务

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东方财富网。用 ｓｔａ

ｔａ．１４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１．被解释变量

借鉴以往的文献研究［３，２４］，衡量公司绩效的

变量有总资产收益率（ＲＯＡ）、每股收益（ＥＰＳ）和

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Ｅ）。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作为上市公司绩效的衡量变量。

２．解释变量

社保基金持股比例（ＳＳ），用社保基金持股数

量占该公司总股票数的比例来衡量；借鉴信恒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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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２５］，用社保基金年末连续持有一家上市公

司股票的季度数来衡量社保基金持股时长

（ＳＳＴ）；社保基金制衡能力（ＳＳＺ），用社保基金持
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来衡量。

３．控制变量
除了社保基金持股比例、持股时长、对第一大

股东的制衡能力外，其他变量也可能对上市公司

绩效产生影响。在基于以往文献［２６－２７］的基础上，

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特征，本文

分别从公司规模、偿债能力、成长性、营运能力、股

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其他机构

投资者持股情况等角度选取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

对数（Ｓｉｚｅ）、资产负债率（Ｌｅｖ）、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率（Ｓａｌ）、总资产周转率（Ｔａｔ）、前十大股东持股
比例之和（Ｔｏｐ１０）、董事会规模（Ｄｉｒ）、独立董事
人数（Ｉｎｄｒ）、券商持股比例（ＳＣＨＰ）、ＱＦＩＩ持股
（ＱＦＩＩ）、保险公司持股（ＩＣＨＰ）、信托公司持股
（ＥＡＨＰ）、财务公司持股（ＦＣＨＰ）、行业虚拟变量
（Ｉｎｄｕｓ）以及年度虚拟变量（Ｙｅａｒ）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定义及符号如表１所示：

　表１ 研究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法方法

被解释变量

ＥＰＳ

ＲＯＡ

ＲＯＥ

每股收益

总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税后利润／期末总资产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

解释变量

ＳＳ

ＳＳＩ

ＳＳＴ

ＳＳＺ

社保基金持股比例

是否有社保基金持股

社保金持股时长

社保基金制衡能力

社保基金持股数量／公司总股数

如有社保基金持股则为１，无社保基金持股则为０

社保基金连续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票的年数

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控制变量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ａｌ

Ｔａｔ

Ｔｏｐ１０

Ｄｉｒ

Ｉｎｄｒ

ＳＣＨＰ

ＱＦＩＩ

ＩＣＨＰ

ＴＣＨＰ

ＦＣＨＰ

Ｉｎｄｕｓ

Ｙｅａｒ

公司规模

偿债能力

成长性

营运能力

股权集中度

董事会规模

独立董事人数

券商持股比例

ＱＦＩＩ持股比例

保险公司持股

信托公司持股

财务公司持股

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虚拟变量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总资产周转率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董事会人数

独立董事人数

券商持股数量／公司总股数

ＱＦＩＩ持股数量／公司总股数

保险公司持股数量／公司总股数

信托公司持股数量／公司总股数

财务公司持股数量／公司总股数

　　为了考察社保基金持股与否对上市公司绩效

的影响，本文把数据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社保基金

持股的上市公司数据，一类是无社保基金持股的

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社保基金持股与否对上市公

司绩效的影响，检验Ｈ１的模型如下式所示：

ＲＯＥ＝β０＋β１ＳＳ＋β２Ｓｉｚｅ＋β３Ｌｅｖ＋β４Ｓａｌ＋

β５Ｔａｔ＋β６Ｔｏｐ１０＋β７Ｄｉｒ＋β８Ｉｎｄｒ＋β９ＳＣＨＰ＋β１０
ＱＦＩＩ＋β１１ＩＣＨＰｒ＋β１２ＴＣＨＰ＋β１３ＦＣＨＰ＋β１４Ｉｎｄｕｓ

＋β１５Ｙｅａｒ＋ε１ （１）
社保基金持股可能会提高公司绩效，反之，社

保基金在投资上市公司时有一定的投资偏好，业

绩好的上市公司会吸进社保基金的投资。为了消

除社保基金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并考虑到社保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滞后效

应，在此用当期社保基金持股特征对上市公司下

一期的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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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社保基金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

响，检验Ｈ２的模型如下式所示：
ＥＰＳｔ＋１＝β０＋β１ＳＳ＋β２Ｓｉｚｅ＋β３Ｌｅｖ＋β４Ｓａｌ

＋β５Ｔａｔ＋β６Ｔｏｐ１０＋β７Ｄｉｒ＋β８Ｉｎｄｒ＋β９ＳＣＨＰ＋

β１０ＱＦＩＩ＋β１１ＩＣＨＰｒ＋β１２ＴＣＨＰ＋β１３ＦＣＨＰ＋β１４Ｉｎ
ｄｕｓ＋β１５Ｙｅａｒ＋ε１ （２）

ＲＯＡｔ＋１＝β０＋β１ＳＳ＋β２Ｓｉｚｅ＋β３Ｌｅｖ＋β４Ｓａｌ
＋β５Ｔａｔ＋β６Ｔｏｐ１０＋β７Ｄｉｒ＋β８Ｉｎｄｒ＋＋β９ＳＣＨＰ
＋β１０ＱＦＩＩ＋β１１ＩＣＨＰｒ＋β１２ＴＣＨＰ＋β１３ＦＣＨＰ＋β１４
Ｉｎｄｕｓ＋β１５Ｙｅａｒ＋ε１ （３）

考察社保基金持股时长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

响，检验Ｈ３的模型如下式所示：
ＥＰＳｔ＋１＝β０＋β１ＳＳＴ＋β２Ｓｉｚｅ＋β３Ｌｅｖ＋β４Ｓａｌ

＋β５Ｔａｔβ６Ｔｏｐ１０＋β７Ｄｉｒ＋β８Ｉｎｄｒ＋β９ＳＣＨＰ＋β１０
ＱＦＩＩ＋β１１ＩＣＨＰｒ＋β１２ＴＣＨＰ＋β１３ＦＣＨＰ＋β１４Ｉｎｄｕｓ
＋β１５Ｙｅａｒ＋ε１ （４）
ＲＯＡｔ＋１＝β０＋β１ＳＳＴ＋β２Ｓｉｚｅ＋β３Ｌｅｖ＋β４Ｓａｌ

＋β５Ｔａｔβ６Ｔｏｐ１０＋β７Ｄｉｒ＋β８Ｉｎｄｒ＋β９ＳＣＨＰ＋β１０
ＱＦＩＩ＋β１１ＩＣＨＰｒ＋β１２ＴＣＨＰ＋β１３ＦＣＨＰ＋β１４Ｉｎｄｕｓ
＋β１５Ｙｅａｒ＋ε１ （５）
考察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对

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 Ｈ４的模型如下式
所示：

ＥＰＳｔ＋１＝β０＋β１ＳＳＺ＋β２Ｓｉｚｅ＋β３Ｌｅｖ＋β４Ｓａｌ
＋β５Ｔａｔ＋β６Ｔｏｐ１０＋β７Ｄｉｒ＋β８Ｉｎｄｒ＋β９ＳＣＨＰ＋

β１０ＱＦＩＩ＋β１１ＩＣＨＰｒ＋β１２ＴＣＨＰ＋β１３ＦＣＨＰ＋β１４Ｉｎ
ｄｕｓ＋β１５Ｙｅａｒ＋ε１ （６）

ＲＯＡｔ＋１＝β０＋β１ＳＳＺ＋β２Ｓｉｚｅ＋β３Ｌｅｖ＋β４Ｓａｌ
＋β５Ｔａｔ＋β６Ｔｏｐ１０＋β７Ｄｉｒ＋β８Ｉｎｄｒ＋β９ＳＣＨＰ＋

β１０ＱＦＩＩ＋β１１ＩＣＨＰｒ＋β１２ＴＣＨＰ＋β１３ＦＣＨＰ＋β１４Ｉｎ
ｄｕｓ＋β１５Ｙｅａｒ＋ε１ （７）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２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由表

２可以看出，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从０到０．１８８，差
别较大，平均值为０．００５，最大值为０．１８８，由此可
见，社保基金在上市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最

大值和最小值来看社保基金的持股状况并不均

衡。社保基金持股时长的均值为４．２２３，中位数
为３，５０％以上的社保基金持股季度数小于均值，
持股时间最长达到３３个季度。样本公司中 ＥＰＳ
的最大值、均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２．１２、０．３８１和
－０．８６９，ＲＯＡ的最大值、均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０．２９０、０．０６３和－０．１３４，可见我国上市公司财务
绩效的发展比较不均衡。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是

０．４４５，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负债水平是比较
正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０．２１２，表
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成长性比较好；总资产周转

率平均值为０．７３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营
运能力比较强。

　表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Ｎ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ＰＳ １２８９６ ０．３８１ ０．４４０ －０．８６９ ２．１２

ＲＯＡ １２８９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４ ０．２９０

ＳＳ １２８９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 ０．１８８

ＳＳＺ ４０４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５７６

ＳＳＴ ４０４６ ４．２２３ ４．２３９ １ ３３

Ｓｉｚｅ １２８９６ １２．７６２ １．２４４ ６．１６６ １８．７５１

Ｌｅｖ １２８９６ ０．４４５ ０．３１０ ０．０１１ １２．２３８

Ｓａｌ １２８９６ ０．２１２ ０．５１７ －１．０００ ８．７０８

Ｔａｔ １２８９６ ０．７３７ ０．５８９ ０．００８ １２．２３８

Ｔｏｐ１０ １２８９６ ０．６０３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２ ２．１１９

Ｄｉｒ １２８９６ １１．５４５ ３．８６１ １ ３８

Ｉｎｄｒ １２８９６ ４．０７８ １．４８３ 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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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ＦＨＰ １２８９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６ ０ ０．６６１

ＱＦＩＩ １２８９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 ０．１３９

ＩＣＨＰ １２８９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 ０．５８８

ＴＣＨＰ １２８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 ０．６５３

ＦＣＨＰ １２８９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７６

　　２．膨胀因子系数检验
由表３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变异性膨胀系数

均小于５，均值分别为 １．１７、１．２５、１．２４，说明变量
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３ 变异性膨胀系数检验结果

ＳＳ ＳＳＺ ＳＳＴ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Ｓａｌ Ｔａｔ Ｔｏｐ１０ Ｄｉｒ Ｉｎｄｒ ＳＣＨＰ ＱＦＩＩ ＩＣＨＰ ＴＣＨＰ ＦＣＨＰ ｍｅａｎ

ＶＩＦ＿１ １．０１ － － １．１９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８８ １．７７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２ １ １．０１ １．１７

１／ＶＩＦ＿１ ０．９９ － － ０．８４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５ ０．５３ ０．５６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８ １ ０．９９ －

ＶＩＦ＿２ － １．１６ － １．６１ １．５９ １．０２ １．０５ １．１８ １．８５ １．７４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３ １ １．０１ １．２５

１／ＶＩＦ＿２ － ０．８６ － ０．６２ ０．６３ ０．９８ ０．９５ ０．８５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７ １ ０．９９ －

ＶＩＦ＿３ － － １．０６ １．６７ １．６ １．０２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８５ １．７４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 １．０１ １．２４

１／ＶＩＦ＿３ － － ０．９４ ０．６ ０．６２ ０．９８ ０．９５ ０．９６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９９ ０．９８ ０．９７ １ ０．９９ －

　　３．社保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回归
分析

模型１验证社保基金是否持股对上市公司绩效
的影响，样本分为被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和未

被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

上市公司绩效的衡量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４。

第一列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的单变量回归，第二列是在单变量回归的基础上

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Ｉ列和 ＩＩ列 ＳＳＩ的系
数都为正且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
社保基金是否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对上市公司绩效

有不同的影响，假设Ｈ１得到检验。

　表４ 社保基金是否持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因变量

自变量　　　　　　　　　　

ＲＯＥ

Ｉ ＩＩ

ＳＳＩ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７．０２） （６．８２）

Ｓｉｚｅ
－ ０．０３５

－ （４．１１）

Ｌｅｖ
－ －０．０１５

－ （－４．７０）

Ｓａｌ
－ ０．０２２

－ （１３．１０）

Ｔａｔ
－ ０．０２１

－ （１２．９４）

Ｔｏｐ１０
－ ０．１１２

－ （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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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Ｄｉｒ
－ －０．０００２

－ （－０．７５）

Ｉｎｄｒ
－ －０．００２

－ （－２．９１）

ＳＣＨＰ
－ －０．０６２

－ （－０．６７）

ＩＣＨＰ
－ ２５．６４

－ （０．６１）

ＱＦＩＩ
－ １．６０２

－ （９．９４）

ＴＣＨＰ
－ －０．０３８

－ （－０．６８）

ＦＣＨＰ
－ －０．３６９

－ （－１．３５）

ｃｏｎｓ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３

（７６．２０） （－６．００）

Ｒ２ ０．０３８ ０．１０７

Ｆ ４９．２７ ４０．６６

Ｎ １２８９６ １２８９６

　　注：、、分别表示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ｔ值；下同。

　　前面研究表明被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
绩效优于未被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绩效，

因此下文研究用被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数

据来验证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社保基金持股时

长以及社保基金制衡能力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

响。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前，对计量模型适用

的回归方法进行判别。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在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

型和混合 ＯＬＳ回归模型中，面板数据固定效应
模型更适合于本研究。用公司每股收益和总资

产收益率对社保基金持股特征进行回归，分别

分析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社保基金持股时长以

及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对公司绩

效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５。

　表５ 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样本回归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ＥＰＳ

（２）

ＲＯＡ

（３）

ＥＰＳ

（４）

ＲＯＡ

（５）

ＥＰＳ

（６）

ＲＯＡ

（７）

ＳＳ
１．７１５ ０．２０１ － － － －

（３．９１） （４．２８） － － － －

ＳＳＴ
－ －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 －

－ － （３．８８） （３．３９） － －

ＳＳＺ
－ － － － ０．４７４ ０．０５３

－ － － － （４．４３） （４．６５）

Ｓｉｚｅ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０４

（９．２１） （０．３７） （８．５７） （－０．１４） （９．３１）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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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

Ｌｅｖ
－０．３０６ －０．０６５ －０．２９４ －０．０６３ －０．３０１ －０．０６３

（－６．７３） （－１２．９４） （－６．４５） （－１２．７０） （－６．６０） （－１２．７３）

Ｓａ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５８） （１．１０） （０．６３） （１．１９） （０．５２） （１．１１）

Ｔａｔ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１

（７．８５） （６．６１） （７．８１） （６．５５５） （７．８８） （６．５９）

Ｔｏｐ１０
０．３６７ ０．０３８ ０．３６９ ０．０３７ ０．４１４ ０．０４２

（６．９７） （６．５２） （７．０２） （６．４７） （７．７０） （７．１４）

Ｄｉ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７１） （－１．７４） （－０．７３） （－２．１１） （－０．７５） （－２．１３）

Ｉｎｄ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６５） （０．０８） （－０．６３） （０．４２） （－０．６１） （０．４２）

ＳＣＨＰ
－０．８５７ －０．１３２ －０．８２３ －０．１２８ －０．８５１ －０．１３１

（－１．１９） （－１．７２） （－１．１４） （－１．６９） （－１．１９） （－１．７２）

ＱＦＩＩ
３．３７０ ０．２９０ ３．５４１ ０．３４４ ３．４８７ ０．３３５

（３．１５） （２．５４） （３．２７） （３．０１） （３．２３） （２．９５）

ＩＣＨＰ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９ －０．１７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４） （－１．２３） （－０．２６） （－１．８４） （－０．３８） （－１．９８）

ＴＣＨＰ
－１．２４０ －０．０６８ －１．１８４ －０．０６１ －１．２５７ －０．０６９

（－１．９９） （－１．０２） （－１．８９） （－０．９２） （－２．０１） （－１．０４）

ＦＣＨＰ
－７．３３７ －０．３０５ －７．３５１ －０．３０８ －７．３９３ －０．３０６

（－３．７） （－１．４２） （－３．７１） （－１．４５） （－３．７３） （－１．４４）

ｃｏｎｓ
－０．９０７ ０．０３６ －０．８２６ ０．０４３ －０．９４５ ０．０３２

（－７．５３） （２．６３） （－６．８８） （３．２２） （－７．７９） （２．３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１２２ ０．１８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８２ ０．１２５ ０．１８３

Ｆ ４０２．６４ ６５４．７６ ４０３．９３ ６７５．３７ ４０６．９０ ６８３．３０

Ｎ ４０５５ ４０５５ ４０５５ ４０５５ ４０５５ ４０５５

　　表５报告了假说 Ｈ２、Ｈ３和 Ｈ４的检验结果。
模型（２）和模型（３）考察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上
市公司绩效的关系，检验了假设Ｈ２，结果表明，ＳＳ
的回归系数为１．７１５和０．２０１，都通过了１０％的
统计显著性检验。这一效应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意

义，当社保基金持股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时，上市

公司的每股收益在平均意义上会增加１．７１５，上
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在平均意义上会增加０．
２０１。表明社保基金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绩效
越高。社保基金持股比例提高会促进上市公司绩

效的提升，研究假设Ｈ２得到验证。
模型（４）和模型（５）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时

长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了假设 Ｈ３，结果
表明，ＳＳＴ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０６和０．００１，都通过
了１０％水平的统计显著检验。表明社保基金连
续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票的年数越长，上市公司

的绩效越高。社保基金持股时长的增加会促进上

司公司绩效的提升，假设Ｈ３得到验证。
模型（６）和模型（７）考察了社保基金对第一

大股东的制衡能力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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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了假设Ｈ４，结果表明ＳＳＺ的回归系数为０．４７４
和０．０５３，都通过了 １０％水平的统计显著性检
验。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增加一个

百分点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在平均意义上

会增加０．４７４，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在平均
意义上会增加０．０５３。表明社保基金对第一大
股东的制衡度越高，上市公司绩效越好，假设

Ｈ３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中，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总

资产周转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收益、

总资产收益率以及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公

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为负，表明上市公司规模

越大，上市公司绩效越差，这可能是由于规模较

大的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更为缓慢所致；资产负

债率与总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说明上市公

司成长性越好、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越强、上市

公司股权越集中、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低，

上市公司的绩效越好。

（四）稳健性检验

１．计量模型估计方法的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采用以下几

种方法做稳健性检验。一是，用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作为总资产收益率（ＲＯＡ）和每股收益
（ＥＰＳ）的替代指标，表示公司绩效，再次对模型
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 ＲＯＥ与社保基金持股
比例、社保基金持股时长以及社保基金对第一

大股东持股能力仍然显著正相关，假设仍然成

立。二是，用混合 ＯＬＳ模型重新对模型进行验
证，回归结果显示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社保基金

持股时长以及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

力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假设仍然得到验证。

三是，利用没有进行缩尾处理的数据并用面板

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 ＲＯＥ与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社保基金持股
时长以及社保基金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显

著正相关。这几种方法得到的结论与前面一

致，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２．内生性检验
绩效高的上市公司会吸引社保基金的投

资，同时，为了高的回报，社保基金会积极参与

公司治理，缓解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

问题，促进上市公司绩效水平的提高。因此，社

保基金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水平之间可能存在

互为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因

内生性问题给回归分析带来的偏误，用两阶段

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工具变量要选择能够影

响社保基金持股比例变动但不会直接影响上市

公司绩效变动的变量，借鉴刘子兰、肖楚女和甘

顺利［２８］的研究，采用市盈率、市值和主营业务利

润占比作为社保基金持股比例的工具变量。社

保基金出于保值增值目标以及安全性的投资运

作原则的考虑，其持股比例会受到市盈率、市值

和主营业务利润占比的影响，并且不会影响滞

后一期的上市公司绩效的改变。以市盈率、市

值和主营业务利润占比为工具变量，对上市公

司绩效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发现ＳＳ的系
数为正且显著，因此，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上市

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假设仍然得到验证。

　表６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因变量 ＥＰＳ ＲＯＡ

ＳＳ
６９．２９０ ４．４２８

（１．９８） （１．７５）

Ｓｉｚｅ
０．１１４ －０．００１

（３．３２） （－０．４９）

Ｔａｔ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８

（３．９４） （３．８３）

Ｓａｌ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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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６）

Ｔｏｐ１０
０．７３８ ０．０７３

（３．５９） （４．７８）

Ｄｉ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２） （－３．０３）

Ｉｎｄ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７０）

ＳＣＨＰ
－４．９８ －０．４７３

（－１．４８） （－２．０１）

ＱＦＩＩ
６．９１２ ０．７７２

（２．２６） （３．２１）

ＩＣＨＰ
－２．５０１ －０．１９６

（－０．９７） （－１．０７）

ＴＣＨＰ
－３．３４７ －０．２２７

（－１．７３） （－１．６１）

ＦＣＨＰ
－２．９９０ －０．２４５

（－０．８１） （－０．８３）

ｃｏｎｓ
－２．６６８ －０．０４１

（－２．３８） （－０．５０）

Ｆ ８３．０９ １５０．８６

Ｎ ４０５５ ４０５５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沪深两市社保

基金的持股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绩效正相关，高

持股比例促使社保基金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在一

定程度上弱化代理问题，从而提高公司绩效；社保

基金持股时长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社保基金持有

公司股票时间越长，上市公司绩效越高；社保基金

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与上市公司绩效正相

关，社保基金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接近，对

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减弱大股

东与管理层和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促使公司绩

效提升。

（二）政策建议

我国社保基金起步晚，投资技术和方法也不

完善，无法完全确保社保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的目

标。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上市公司和社保

基金的发展，根据本文的研究以及社保基金在我

国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相关制度和规范。合理的法律法

规和制度安排是社保基金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随着社保基金的发展，现有相关制度已不能很好

的适用于目前社保基金发展的需求。所以应该随

着社保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尽快制定保障社

保基金在资本市场安全投资的法规制度，为社保

基金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社保

基金的安全完整和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

第二，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投资监管力度。社

保资金作为较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其投资行

为受到其他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的关注，被

投资者看做是Ａ股市场的指示牌、风向标。社保
基金的投资行为会对股票市场产生较大影响，为

了确保社保基金安全与有效的运行，发挥其作用，

必须加强对社保基金投资的监管力度，降低社保

基金投资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

产生的风险。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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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化社保基金投资股市的动力，提高社

保基金的持股比例。要积极引导社保基金参与上

市公司治理，提高社保基金的股权比例，社保基金

持有较高的股权比例后为了自身利益考虑，会更

加积极地参与到上市公司的治理当中，肩负起资

金管理的责任，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因此，要加大社保基金在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

鼓励社保基金积极参与持股公司的治理。

参 考 文 献

［１］方劲松，徐晓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财务绩

效的影响———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

的面板数据［Ｊ］．南方金融，２０１６（７）：４４－５１．

［２］张涤新，李忠海．机构投资者对其持股公司绩效的影

响研究———基于机构投资者自我保护的视角［Ｊ］．管

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７（５）：８２－１０１．

［３］李维安，李滨．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效果的实证

研究———基于ＣＣＧＩ～（ＮＫ）的经验研究［Ｊ］．南开管

理评论，２００８（１）：４－１４．

［４］钱露．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

中国 Ａ股上市公司的证据［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０

（１）：６０－６３．

［５］ＰｒａｓａｄＳ．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Ｇｒａｈａｍ．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１９）：３７０－３９４．

［６］朱亮，许庆高．机构投资者异质性、高管薪酬与公司业

绩［Ｊ］．财会通讯，２０１７（１２）：３１－３５．

［７］刘永泽，唐大鹏．社保基金持股信息的市场反应———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数据［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１

（５）：３－１３．

［８］张先治，贾兴飞．社保基金持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

究———基于持股特征异质性的视角［Ｊ］．财经问题研

究，２０１４（５）：４５－５２．

［９］凌士显．社保基金持股：价值选择还是价值创造———基

于持股异质性视角［Ｊ］．南方金融，２０１６（１０）：５３－６０．

［１０］ＣｏｆｆｅｅＪＲ．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

ｖｅｓｔｏｒａ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Ｊ］．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１（６）：１２７７－１３６８．

［１１］ＢａｒｎａｒｄＪＷ．ＷｈｏｉｓＭｉｎｄｉｎｇＹｏｕ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

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ＨｏｆｓｔｒａＬａｂｏｒＬＪ，１９９２．

［１２］ＳｍｉｔｈＭ．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ｂ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ａｌＰ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９６：２２７－２５２．

［１３］ＭｉｔｓｕｒｕＭｉｚｕｎ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ｌ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Ｃｏｒｐｏｐａｔｅ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Ｊ］．Ｐａｃｉｆｉｃ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５），６５３－６６５．

［１４］刘星，吴先聪．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企业产权与公司

绩效———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比较分析［Ｊ］．中

国管理科学，２０１１（５）：１８２－１９２．

［１５］Ｇｉｌｌａｎ，Ｓｔｕａｒｔ，ＬａｕｒａＳｔａｒｋｓ．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

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５５－７３．

［１６］潘爱玲，潘清．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分

析———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检

验［Ｊ］．亚太经济，２０１３（３）：１０１－１０４．

［１７］黄雅静．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

究［Ｄ］．上海：东华大学，２０１４．

［１８］解维敏．社保基金持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价格理论与实

践，２０１３（２）：８５－８６．

［１９］信恒占．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持股持续期与公司业绩

［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４）：１１２－１２４．

［２０］ＰａｕｌＢｏｒｏｃｈｉｎ，ＪｉｅＹａ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

ｖｅｓｔ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Ｆｉｒｍ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２６）：１７１

－１９９

［２１］刘京军，徐浩萍．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还是短期

机会主义者？［Ｊ］．金融研究，２０１２（９）：１４１－１５４．

［２２］李涛．机构投资者异质性、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Ｄ］．成都：西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３．

［２３］王奇波．机构投资者参与的股权制衡研究［Ｊ］．东北

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１）：３２－３５．

［２４］石美娟，童卫华．机构投资者提升公司价值吗？———

来自后股改时期的经验证据［Ｊ］．金融研究，２００９

（１０）：１５０－１６１．

［２５］信恒占．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持股持续期与公司业绩

［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４）：１１２－１２４．

［２６］南晓莉，刘井建．机构投资者持股特征对 ＩＰＯｓ长期

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Ｊ］．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４（１０）：

３７－４２．

［２７］夏宁，李民．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

研究［Ｊ］．经济与管理评论，２０１４（６）：６８－７５．

［２８］刘子兰，肖楚女，甘顺利．养老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

［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２）：４９－６１． （下转第５４页）

—２４—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２期



总３５卷　第２期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９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ｐｒ．，
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

２０１９

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


●　杨位留，杨金磊

（枣庄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枣庄 ２７７１６０）

摘　要：研究企业成本粘性有助于打开成本管理的“黑箱”。本文以成本粘性的驱动因素为切入点，将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沪深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两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
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显著正相关，第一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显著正相关，第二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

性的关系不显著。进一步利用因果逐步回归法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回归方法研究发现，第一类代理成本在管理者过度自信
与成本粘性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成本粘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中介效应；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５；Ｆ２７２．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４３１２

　　一、引言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Ｂａｎｋｅｒ＆Ｊａｎａｋｉｒａｍａｎ（２００３）［１］以
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成本（ＳＧ＆Ａ）在
销售量上升时的增加幅度大于销售量下降时的减

少幅度，将成本这种非对称性现象称为“成本粘

性”。从ＡＢＪ提出成本粘性的概念后，很多学者
研究成本粘性的驱动因素。Ｂａｎｋｅｒ，Ｂｙｚａｌｏｖ＆
Ｐｌｅｈｎ－Ｄｕｊｏｗｉｃｈ（２０１０）［２］认为成本粘性的动因
主要是成本调整、管理者的乐观预期和代理问题

三个方面，并将管理者依据销售的增减变动而对

资源调整作为成本粘性形成的主要动因。成本调

整观点认为管理者对企业资源的增减变动是管理

者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管理者乐观预期的

观点认为资源投入决策的基础是对未来需求的预

期，管理者对未来需求的预期往往是乐观的，当管

理者对未来的需求保持高位时，未来可能需要更

多的资源，当销售额增加时，乐观预期的管理者可

能会更积极地增加资源，导致更大的成本粘性；代

理成本观点认为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

系影响管理者对资源的调整，管理者“帝国构建”

的自利行为会扰乱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管理者

会增加资源的支配程度，特别是在销售量增加时

会过多的投入资源，导致成本的不对称行为的

发生。

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如声誉、能力、过度自

信）会对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外学者关于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资本支出（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Ｔａｔｅ，
２００５）［３］、财务报告（Ｓｃｈｒａｎｄ＆Ｚｅｃｈｍａｎ，２０１２）［４］

和企业并购（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Ｔａｔｅ，２００８）［５］等影响
做了大量研究。在财务领域，管理者过度自信通

常被定义为对未来不确定结果的过高估计（Ｈｒｉ
ｂａｒ＆Ｙａｎｇ，２０１６）［６］。在成本管理方面，过度自
信的管理者会高估预期的销售额，在经济形势不

好，销售额呈下降趋势时，他们会高估近期销售反

弹的可能性，将保留过多的资源，以避免在未来销

售反弹时增加大量成本，从而导致更高的成本粘

性。而管理者在做出决策时，往往与股东的利益

并不一致，从而产生代理问题，即管理者为了自己

的利益而不是公司股东的利益参与经营管理，管

—３４—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０２
作者简介：杨位留（１９８１—），男，山东枣庄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杨金磊（１９８５—），男，山东枣

庄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财务。



理者往往通过提高地位、权力、薪酬和声望来提高

个人效用，进行“帝国建设”（Ｊｅｎｓｅｎ＆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１９７６）［７］而有意调整成本，导致成本习性与最优
资源配置不一致，产生成本粘性。因此，不论是管

理者的过度自信，还是代理问题的存在，都与管理

者的决策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成本管理

行为。企业成本的改变并不是完全由销售活动驱

动的，很大程度上是管理者“深思熟虑决策”的结

果。本文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和代理问题两个角

度出发，进一步探究成本粘性的动因及其传导路

径，对于揭示成本管理的“黑箱”，揭开成本粘性

的面纱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

近年来，管理者过度自信成为行为金融学

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管理者往往是有限理性

而不是绝对理性，管理者依赖其在社会和公司

中的地位，大都具有自信的倾向，其自信的程度

普 遍 高 于 一 般 大 众 （Ｌａｎｄｉｅｒ＆ Ｔｈｅｓｍａｒ，
２００４）［８］。管理者的自信行为会对企业的决策
产生重要影响，文芳（２０１１）［９］认为管理者的过
度自信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对

市场状况的乐观情绪是成本粘性产生的重要因

素，Ｓｔａｔｍａｎ＆Ｔｙｅｂｊｅｅ（１９８５）［１０］在对多个行业
研究后发现，管理者对销售和成本的预测表现

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通常对销售增

长有更高的预期，而对未来销售下降有更低的

预期。当销售额增加时，预期乐观的管理者可

能会更积极的增加资源，导致更大成本粘性的

产生。相反，当售销量下降时，不会立即压缩成

本，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在削减未利用的资源

时表现出迟疑，这种过度自信引起的资源调整

会导 致 成 本 非 对 称 行 为 的 产 生。张 泽 南

（２０１６）［１１］认为高管的乐观预期会加大企业的
成本粘性，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成本粘性增

强的趋势越明显。ＡＢＪ（２００３）［１］、Ｂａｎｋｅｒ、Ｃｉｆｔｃｉ
＆Ｍａｓｈｒｕｗａｌａ（２０１０）［１２］、梁上坤（２０１５）［１３］等也
认为管理者乐观预期与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造成不对称成

本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１：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企业的成

本粘性越大。

（二）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

代理问题是现代公司制企业普遍存在的现

象，在分析代理问题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管理者

追求自身利益而非股东利益所产生的代理成本。

根据学者研究，一般将代理成本分为两类，第一类

代理成本是由股东和管理者的利益冲突造成，第

二类代理成本是由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

突造成（姜付秀、黄磊、张敏，２００９）［１４］。代理理论
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目

标不一致产生利益失衡，产生第一类代理成本。

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做出决策，往往与股东

的利益背道而驰，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Ｊｅｎｓｅｎ＆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１９７６）［７］。第一类代理成本
会对企业的投资、筹资和运营等诸多方面产生重

要影响。管理者的“帝国构建”倾向使其掌控更

多的企业资源进而提升自身利益，增加个人效用。

代理成本越高，管理者实现个人私利的可能性越

大，其利用手中支配的资源，通过过度福利或者在

职消费来实现对自身的“隐性支付”（万鹏、曲晓

辉，２０１２）［１５］。例如，管理者在销售增加时往往会
快速增加管理部门的薪酬和其他费用，但在销售

下降时会延迟减少这部分薪酬和费用，造成了费

用的不对称性。Ｃｈｅｎ、Ｈａｉ＆Ｓｏｕｇｉａｎｎｉｓ（２０１２）［１６］

研究认为代理问题与ＳＧ＆Ａ成本不对称程度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管理者“帝国构建”的欲望越

强，ＳＧ＆Ａ越会偏离最佳水平，ＳＧ＆Ａ不对称程度
越大。

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大小股东之间的冲突造成

的。在大多数国家，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攫

取都是非常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ｊａｎｋｏｖ，２００２）［１７］。由于股权集中在大股东或者控
股股东手中，为谋取私利，大股东利用手中的控制

权，通过影响公司决策来侵害小股东的利益，造成

公司治理的恶化。解决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关键是

完善公司治理，特别是对大股东的治理。成本粘

性的产生主要与管理者决策有关，是管理者对资

源的调整而造成的成本的不对称行为，多数情况

下与第一类代理成本有关，而与大小股东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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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的关系相对较小。因此，代理成本与成

本粘性关系的研究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代理成本。

对此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ａ：第一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显著正

相关，代理成本越高，成本粘性越大。

假设 ２ｂ：第二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不
相关。

（三）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代理成本

委托代理理论是以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

“理性人”的假设为前提的，但现实经济活动中

不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的决策都受到心理因

素、知识水平、自身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

现出“有限理性”。过度自信是管理者心理因素

的表现形式，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过于自信乐观的人往往更快乐，更受欢迎，更愿

意帮助别人，更愿意坚持任务（Ｔａｙｌｏｒ＆Ｂｒｏｗｎ，
１９８８）［１８］。过度自信和乐观使管理者更有可能
去承担高风险项目，激励管理者付出更多的努

力，使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利益趋于一致，减少

代理成本。Ｇｅｒｖａｉｓ、Ｈｅａｔｏｎ＆Ｏｄｅａｎ（２００２）［１９］

认为适度的过度自信或乐观的管理者比理性管

理者做出的决策更符合股东的利益。Ｋｅｉｂｅｒ
（２００２）［２０］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提高了
其努力程度，减少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成

本。陈其安、杨秀苔（２００７）［２１］认为在合理的委
托代理契约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有利于改善

委托代理关系，可以使股东减小监督力度，进而

减少监督成本，也可以使管理者提高努力程度，

降低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康开托、向小东

（２０１３）［２２］认为代理人对其能力水平的适度过
度自信和对其所掌握信息准确性的适度过度自

信，既能提高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又能提高委托

人的收益，降低代理成本。余明桂、李文贵、潘

红波（２０１３）［２３］也认为过度自信能激励管理者
在投资决策中承担更多风险，过度自信有助于

缓解代理问题。在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代理成本和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同时存在

的（蔡地、万迪窻，２０１０）［２４］，二者都是成本粘性
的驱动因素，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代理成本又

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成本粘性。因此，提出假

设３和假设４：

假设３：管理者过度自信能够缓解代理成本，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假设４：代理成本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和成本
粘性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沪深两市 Ａ股
上市公司中具有成本粘性（不包含反粘性）的公

司为研究对象。对初步选出的观测样本进行了

如下步骤的筛选处理：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

司；剔除了被特殊处理的 ＳＴ、ＳＴ公司；剔除了
数据有异常值和极端值的公司；删除了金融保

险类的公司。经过筛选最终获取 ２７７８个年度
观测样本。原始财务及公司治理的数据全部来

源于国泰安（ＣＳＭＡＲ）和锐思（ＲＥＳＳＥＴ）数据
库，利用 Ｅｘｃｅｌ和 ＳＰＳＳ２４．０对样本数据进行处
理和分析。

（二）变量释义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成本粘性的计算主要根据 ＷＥＩＳＳ

（２０１０）［２５］模型，其形式如下：

Ｓｔｉｃｋｙｉ，ｔ＝ｌｏｇ（
ΔＣｏｓｔ
ΔＳａｌｅ

）ｉ，τ－ｌｏｇ（
ΔＣｏｓｔ
ΔＳａｌｅ

）ｉ，τ　τ，τ

∈｛ｔ…ｔ－３｝
模型中Ｓｔｉｃｋｙ表示成本粘性，ΔＣｏｓｔ表示季度

的成本变动额，ΔＳａｌｅ表示季度的营业收入变动
额，ｉ表示第 ｉ家公司，ｔ表示第ｔ年，τ表示某年连
续四个季度中业务量下降的最近一个季度，τ表
示某年连续四个季度中业务量上升的最近一个季

度。若计算结果为正数，说明具有反粘性（Ａｎｔｉ－
ｓｔｉｃｋｙ），若计算结果为负数，则表明公司具有成本
粘性，数值越小，成本粘性越大。若计算结果为０
说明成本的变动符合传统成本习性模型。本文只

取计算结果为负数的数据，并将负数取绝对值，绝

对值越大，成本的不对称程度越大，成本粘性

越大。

２．解释变量
（１）管理者过度自信
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建立衡量过度自信的评价标准（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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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ｔｅ，２００５ｂ）［２６］。目前，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
方法主要有 ＣＥＯ持股状况（股票期权）、企业的
盈利预测、主流媒体对 ＣＥＯ的评价、高管的相对
薪酬水平、宏观指数等等。其中，高管的相对薪

酬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管在公司中的权威和

地位，而权威和地位是引起过度自信的重要因

素。Ｈａｙｗａｒｄ＆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１９９７）［２７］的研究结果
表明，ＣＥＯ的相对薪酬水平越高，ＣＥＯ的地位就
越高，就更倾向于过度自信。姜付秀、黄磊、张

敏（２００９）［１４］以“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
和／所有高管的薪酬之和”的比值来度量管理者
过度自信，该比值越大意味着管理者的过度自

信程度越高。本文将“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

薪酬之和／所有高管的薪酬之和”作为管理者过
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２）代理成本
第一类代理成本是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冲突

产生的成本，主要是管理者利用支配的资源进行

自利行为引起的。在衡量第一类代理成本时，管

理费用能够对管理者的超额薪酬、不当开支等自

利行为提供良好的度量，而资产周转状况可以一

定程度上反映管理者的勤勉和努力程度。参考

Ａｎｇ、Ｃｏｌｅ＆Ｌｉｎ（２０００）［２８］，李寿喜（２００７）［２９］，姜

付秀、黄磊、张敏（２００９）［１４］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
取了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第一类代理

成本的替代变量。管理费用率是正向指标，管理

费用率越高，代理成本越高；总资产周转率是反向

指标，总资产周转率越高，代理成本越小，总资产

周转率在还会稳健性检验时使用。第二类代理成

本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产生的成

本，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肆意侵占小股东的利

益，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占

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大股东往往通过与关联方的

销售形成应收款项或以“暂借款”的方式形成其

他应收款项，这种款项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因此，

参考甄红线、张先治、迟国泰（２０１５）［３０］的做法，将
“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作为第二类代理成本

的替代变量。

３．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杠杆水平和公司治理中的股权制

衡度、独立董事的比例和两职兼任等对管理者的

决策会造成影响，将其纳入控制变量中。根据

ＡＢＪ（２００３）［１］对于成本粘性的研究，将资产密集
度、员工密集度和经济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同时

控制了年份和行业的影响。

具体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名称及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成本粘性 ＳＴＩＣＫＹ 根据ＷＥＩＳＳ（２０１０）模型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

管理者过度自信

第一类代理成本

第二类代理成本

管理费用率

总资产周转率

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

ＯＣ

ＥＸＰ

ＴＵＲＮ

ＯＲ

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全体高管薪酬总额

管理费用／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其他应收款／期末资产总额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杠杆水平

股权制衡度

独立董事比例

两职兼任

资本密集度

员工密集度

经济增长率

年度控制变量

行业控制变量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ＥＢＳ

ＩＤ

ＤＵＡＬ

ＥＭＰ

ＣＡＰ

ＧＤＰ

ＹＥＲＡ

ＩＮＤ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是为１，否则为０

企业总资产／销售收入

企业员工总数／销售收入（百万元）

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控制年度的影响

控制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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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模型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建立以下模

型：模型（１）检验高管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的关

系；模型（２）检验第一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的关

系；模型（３）检验第二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的关

系；模型（４）检验第一类代理和第二类代理成本同

时存在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ＳＴＩＣＫＹｉｔ＝β０＋β１ＣＯｉｔ＋β２ＳＩＺＥｉｔ＋β３ＬＥＶｉｔ
＋β４ＥＢＳｉｔ ＋β５ＩＤｉｔ ＋β６ＤＵＡＬｉｔ ＋β７ＥＭＰｉｔ ＋

β８ＣＡＰｉｔ＋β９ＧＤＰｉｔ＋ΣＹＥＡＲ＋ΣＩＮＤ＋ε （１）

ＳＴＩＣＫＹｉｔ＝β０＋β１ＥＸＰｉｔ＋β２ＳＩＺＥｉｔ＋β３ＬＥＶｉｔ
＋β４ＥＢＳｉｔ ＋β５ＩＤｉｔ ＋β６ＤＵＡＬｉｔ ＋β７ＥＭＰｉｔ ＋

β８ＣＡＰｉｔ＋β９ＧＤＰｉｔ＋ΣＹＥＡＲ＋ΣＩＮＤ＋ε （２）

ＳＴＩＣＫＹｉｔ＝β０＋β１ＯＲｉｔ＋β２ＳＩＺＥｉｔ＋β３ＬＥＶｉｔ
＋β４ＥＢＳｉｔ ＋β５ＩＤｉｔ ＋β６ＤＵＡＬｉｔ ＋β７ＥＭＰｉｔ ＋

β８ＣＡＰｉｔ＋β９ＧＤＰｉｔ＋ΣＹＥＡＲ＋ΣＩＮＤ＋ε （３）

ＳＴＩＣＫＹｉｔ＝β０＋β１ＥＸＰｉｔ＋β２ＯＲｉｔ＋β３ＥＸＰｉｔ
ＯＲｉｔ＋β４ＳＩＺＥｉｔ＋β５ＬＥＶｉｔ＋β６ＥＢＳｉｔ＋β７ＩＤｉｔ＋

β８ＤＵＡＬｉｔ＋β９ＥＭＰｉｔ＋β１０ＣＡＰｉｔ＋β１１ＧＤＰｉｔ＋

ΣＹＥＡＲ＋ΣＩＮＤ＋ε （４）

四、数据处理与假设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ＳＴＩＣＫＹ ２７７８ ０．００１ ８．４２４ ０．５８９ ０．３１３ ０．７９０

ＯＣ ２７７８ ０．１１６ ０．９８０ ０．４１１ ０．３９０ ０．１２９

ＥＸＰ ２７７８ ０．００２ ３．１４９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１７

ＴＵＲＮ ２７７８ ０．０２０ ７．８４６ ０．６１４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６

ＯＲ ２７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６４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４

ＳＩＺＥ ２７７８ １７．８１３ ２７．７０３ ２２．０８８ ２１．９４６ １．３３０

ＬＥＶ ２７７８ ０．０２４ ０．９８７ ０．４４５ ０．４３９ ０．２１６

ＥＢＳ ２７７８ ０．００５ ３．９２３ ０．６４６ ０．４５８ ０．５９３

ＤＵＡＬ ２７７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３８

ＩＤ ２７７８ ０．０７１ ０．８３３ ０．３７０ ０．３６４ ０．０９９

ＥＭＰ ２７７８ ０．１３１ ４４．０６６ ２．８６１ ２．１４９ ３．００９

ＣＡＰ ２７７８ ０．０１２ １８．８３５ １．５５７ １．２４１ １．３７２

ＧＤＰ ２７７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５

　　从变量的描述性结果看，成本粘性（取绝对
值后）最大值为８．４２４，最小值为０．００１，表明样本
公司的成本粘性差异比较大；平均值为０．５８９，中
位数为０．３１３，表明样本公司中成本粘性程度普
遍较高，成本的不对称幅度较大。前三名高管薪

酬总额与全体高管薪酬比、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

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的极值之间差异都

比较大，表明不同公司间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两类

代理成本的差异也较大，其他变量也存着不同程

度的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３变量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可以看
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显著正相关；成本

粘性与管理费用率显著正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

显著负相关，与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正相关但

不显著，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其余的变量之间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都不超

过０．５，可以初步确定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

（三）回归分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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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表

ＳＴＩＣＫＹ ＯＣ ＥＸＰ ＴＵＲＮ ＯＲ ＳＩＺＥ ＬＥＶ ＥＢＳ ＤＵＡＬ ＩＤ ＥＭＰ ＣＡＰ ＧＤＰ

ＳＴＩＣＫＹ １

ＯＣ ０．０３７ １

ＥＸＰ ０．１２４ ０．０７５ １

ＴＵＲＮ －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２９５ １

Ｏ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３ ０．１６０ －０．０１７ 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４６－０．２７５－０．３６５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 １

ＬＥＶ －０．０５８－０．０８０－０．２３５０．１１２ ０．１７９ ０．４４６ １

ＥＢＳ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２０．１１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３－０．１２０ １

ＤＵＡＬ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０ ０ －０．１６８－０．１２８０．０５０ １

ＩＤ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４４ －．０７５－０．１１５ ０ ０．１１３ １

ＥＭＰ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０ ０．４６１－０．４２２０．１２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１ １

ＣＡＰ ０．１１６ ０．０６４ ０．４７４－０．２３５ ０．０２２ －０．３８９－０．１９２０．１０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８ ０．１９０ １

ＧＤＰ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８０．０７７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６０．０３３ －０．０５１－０．０３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７０．０５３ 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４ 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ＳＴＩＣＫＹ ＳＴＩＣＫＹ ＳＴＩＣＫＹ ＳＴＩＣＫＹ

ＯＣ
０．０３５

（１．７５６）

－

－

－

－

－

－

ＥＸＰ
－

－

０．０６９

（２．７０９）

－

－

０．１１６

（３．４５２）

ＯＲ
－

－

－

－

０．０３

（１．５４４）

０．０２４

（１．２３４）

ＥＸＰＯＲ
－

－

－

－

－

－

０．０６５

（２．３９５）

ＳＩＺＥ
０．０２３

（０．９４２）

０．０２６

（１．０８１）

０．０１４

（０．５７９）

０．０２９

（１．２１７）

ＬＥＶ
－０．０４

（－１．８２８）

－０．０３６

（－１．６０６）

－０．０４５

（－２．００９）

－０．０３５

（－１．５６１）

ＥＢＳ
０．００６

（０．３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４

（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３６）

ＤＵＡＬ
－０．０２８

（－１．４５５）

－０．０２２

（－１．１５９）

－０．０２４

（－１．２３４）

－０．０２４

（－１．２６９）

ＩＤ
０．０３９

（２．０２９）

０．０４

（２．０８３）

０．０３８

（１．９６３）

０．０４１

（２．１２３）

ＥＭＰ
０．０８１

（３．８５１）

０．０５２

（２．１８１）

０．０７９

（３．７６４）

０．０４９

（２．０８）

ＣＡＰ
０．０８３

（３．８４５）

０．０６４

（２．８１４）

０．０８１

（３．７６２）

０．０５６

（２．４５８）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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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０．０４１

（１．６７８）

０．０４３

（１．７８８）

０．０４

（１．６４５）

０．０４８

（１．９６９）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５

Ｆ ５．２４７ ５．４４８ ５．２１４ ５．０８７

Ｄ－Ｗ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２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１

　　从模型（１）回归结果看，管理者过度自信的

系数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管理

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

者过度自信导致的资源调整会带来成本的非对称

性，产生成本粘性，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成本粘性

越大，证实了假设 Ｈ１。模型（２）回归结果表明管

理费用率（第一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在１％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管理费用率越高意味

着代理成本越高，管理者利用支配的资源谋取私

利的机会就越大，产生的成本粘性就越大，假设

Ｈ２ａ被证实。模型（３）的回归结果显示了其他应

收款占总资产比（第二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

间关系，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与成本粘性间是

正向关系，但不显著，假设 Ｈ２ｂ被证实。二者关

系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成本粘性的产生更多的是

管理者对企业资源的调整而导致的成本不对称行

为，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直接相关，而

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

突造成的，与成本粘性的关系相对间接。模型

（４）显示了两类代理成本同时存在时对成本粘性

的影响，当两类成本同时存在时，交互项 ＥＸＰ
ＯＲ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成本粘性呈现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二者共同存在时产生的交互

作用会影响成本粘性。

为了进一步探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

与成本粘性的关系，检验第一类代理成本是否在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本文根据Ｂａｒｏｎ＆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３１］因果逐步回归

（ｃａｕｓａｌｓｔｅｐ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的方法，结合甄红线、张先

治、迟国泰（２０１５）［３０］等学者研究，对样本进行因

果逐步回归，回归前将所有样本进行了中心化处

理，中心化后变量的回归模型如下：

ｃ＿ＳＴＩＣＫＹｉｔ＝β０＋β１ｃ＿ＯＣｉｔ＋β２ｃ＿ＳＩＺＥｉｔ＋

β３ｃ＿ＬＥＶｉｔ＋β４ｃ＿ＥＢＳｉｔ＋β５ｃ＿ＩＤｉｔ＋β６ｃ＿ＤＵＡＬｉｔ＋

β７ｃ＿ＥＭＰｉｔ＋β８ｃ＿ＣＡＰｉｔ＋β９ｃ＿ＧＤＰｉｔ＋ΣＹＥＡＲ＋

ΣＩＮＤ＋ε （５）

ｃ＿ＥＸＰｉｔ＝β０＋β１ｃ＿ＯＣｉｔ＋β２ｃ＿ＳＩＺＥｉｔ＋β３ｃ＿

ＬＥＶｉｔ＋β４ｃ＿ＥＢＳｉｔ＋β５ｃ＿ＩＤｉｔ＋β６ｃ＿ＤＵＡＬｉｔ＋β７ｃ＿

ＥＭＰｉｔ＋β８ｃ＿ＣＡＰｉｔ＋β９ｃ＿ＧＤＰｉｔ＋ΣＹＥＡＲ＋ΣＩＮＤ

＋ε （６）

ｃ＿ＳＴＩＣＫＹｉｔ＝β０＋β１ｃ＿ＥＸＰｉｔ＋β２ｃ＿ＯＣｉｔ＋

β３ｃ＿ＳＩＺＥｉｔ＋β４ｃ＿ＬＥＶｉｔ＋β５ｃ＿ＥＢＳｉｔ＋β６ｃ＿ＩＤｉｔ＋

β７ｃ＿ＤＵＡＬｉｔ＋β８ｃ＿ＥＭＰｉｔ＋β９ｃ＿ＣＡＰｉｔ＋β１０ｃ＿

ＧＤＰｉｔ＋ΣＹＥＡＲ＋ΣＩＮＤ＋ε （７）

　表５ 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回归分析（因果逐步回归法）

变量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ｃ＿ＳＴＩＣＫＹ ｃ＿ＥＸＰ ｃ＿ＳＴＩＣＫＹ

ｃ＿ＯＣ
０．０３５

（１．７５６）

－０．０３６

（－２．４２）

０．０３８

（１．８８５）

ｃ＿ＥＸＰ
－

－

－

－

０．０７１

（２．７９４）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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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ＩＺＥ
０．０２３

（０．９４２）

－０．２２

（－１２．１０７）

０．０３９

（１．５４７）

ｃ＿ＬＥＶ
－０．０４

（－１．８２８）

－０．０５３

（－３．１９４）

－０．０３７

（－１．６５７）

ｃ＿ＥＢＳ
０．００６

（０．３３４）

０．０１６

（１．１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２７５）

ｃ＿ＤＵＡＬ
－０．０２８

（－１．４５５）

－０．００８

（－０．５２１）

－０．０２８

（－１．４２９）

ｃ＿ＩＤ
０．０３９

（２．０２９）

－０．０４７

（－３．２８８）

０．０４２

（２．２０２）

ｃ＿ＥＭＰ
０．０８１

（３．８５１）

０．４４９

（２８．６４６）

０．０４９

（２．０４６）

ｃ＿ＣＡＰ
０．０８３

（３．８４５）

０．２６５

（１６．３３７）

０．０６４

（２．８４５）

ｃ＿ＧＤＰ
０．０４１

（１．６７８）

－０．０５５

（－３．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１．８３９）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３３ ０．４５７ ０．０３５

Ｆ ５．２４７ １０７．２２５ ５．３７

Ｄ－Ｗ １．９７７ ２．１６９ １．９８０

　　从逐步回归的结果看，模型（５）中解释变量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被解释变量（成本粘性），

模型（６）中解释变量（管理过度自信）与中介变

量（管理费用率），模型（７）中解释变量（管理者

过度自信）、中介变量（管理费用率）与被解释变

量（成本粘性）的回归系数都显著，按照因果逐

步回归方法的验证，可以确定第一类代理成本

作为中介变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和成本粘性之

间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近年来，Ｂａｒｏｎ＆Ｋｅｎ

ｎｙ（１９８６）［３１］因果逐步回归方法中主效应显著

性、中介路径等问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遭到了

很多学者的质疑。本文进一步采用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Ｈａｙｅｓ（２００４）［３２］提出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中介

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６：

　表６ 第一类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Ｘｏｎ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 ｔ ｐ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０．２３１３ ０．１２２７ １．８８４９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２９４ ０．４３３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Ｘｏｎ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 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ＥＸＰ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０２４

Ｎ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ｂｅｌｔｅ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 Ｚ ｐ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８９ －１．７６５８ ０．０７７４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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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的回归结果看，自变量

（ＯＣ）与中介变量（ＥＸＰ）回归系数在９０％的置信

区间，中介检验结果显示：ＢｏｏｔＬＬＣＩ＝－０．０４２８，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０．００２４，没有包含０，表明第一类代

理成本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之间的中介

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数值为 －０．０１５８。进一步

根据Ｓｏｂｅｌ检验的结果看，ｐ值为０．０７７４，在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证实了代理成本的

中介效应是存在的，假设Ｈ４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的验证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

和成本粘性的关系，将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替代变

量由管理费用率（ＥＸＰ）替换为总资产周转率

（ＴＵＲＮ），然后再次验证三者的关系及其代理成

本的中介效应的存在。回归结果见表７：

　表７ 管理者过度自信、第一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性回归分析（因果逐步回归法）

变量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ｃ＿ＳＴＩＣＫＹ ｃ＿ＴＵＲＮ ｃ＿ＳＴＩＣＫＹ

ｃ＿ＯＣ
０．０３５

（１．７５６）

０．０６１

（３．６０５）

０．０３８

（１．８９７）

ｃ＿ＴＵＲＮ
－

－

－

－

－０．０４８

（－２．１０６）

ｃ＿ＳＩＺＥ
０．０２３

（０．９４２）

０．００８

（０．３９３）

０．０２３

（０．９５８）

ｃ＿ＬＥＶ
－０．０４

（－１．８２８）

０．１０２

（５．４８２）

－０．０３６

（－１．６）

ｃ＿ＥＢＳ
０．００６

（０．３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３３８）

ｃ＿ＤＵＡＬ
－０．０２８

（－１．４５５）

－０．０４７

（－２．８５１）

－０．０３

（－１．５６８）

ｃ＿ＩＤ
０．０３９

（２．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９

（２．０３６）

ｃ＿ＥＭＰ
０．０８１

（３．８５１）

－０．３０９

（－１７．５０６）

０．０６６

（２．９８９）

ｃ＿ＣＡＰ
０．０８３

（３．８４５）

－０．１６２

（－８．８６８）

０．０７５

（３．４４２）

ｃ＿ＧＤＰ
０．０４１

（１．６７８）

０．０９

（４．４２７）

０．０４５

（１．８５）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３３ ０．３１２ ０．０３４

Ｆ ５．２４７ ５８．１６３ ５．２１８

Ｄ－Ｗ １．９７７ ０．５１ １．９７８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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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因果逐步回归的结果看，模型８中解释变

量（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被解释变量（成本粘性），

模型９中解释变量（管理过度自信）与中介变量

（总资产周围率），模型１０中解释变量（管理者过

度自信）、中介变量（总资产周围率）与被解释变

量（成本粘性）的回归系数都在不同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因此，将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由

管理费用率替换为总资产周围率后，仍然可以确

定第一类代理成本为中介变量，对管理者过度自

信和成本粘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

　表８ 第一类代理成本（总资产周围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Ｘｏｎ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 ｔ ｐ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０．２３３２ ０．１２２９ １．８９７１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３０９ ０．４３５５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Ｘｏｎ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 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ＴＵＲＮ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０７７

Ｎ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ｂｅｌｔｅ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 Ｚ ｐ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００ －１．７６８４ ０．０７７０

　　从表８的检验结果看，在９０％的置信区间，

中介检验的结果显示，ＢｏｏｔＬＬＣＩ＝－０．０３４８，Ｂｏｏｔ

ＵＬＣＩ＝－０．００７７，没有包含０，表明第一类代理成

本（ＴＵＲＮ）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之间存

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数值为－０．０１７７。

Ｓｏｂｅｌ检验的结果显示 ｐ值为０．０７７４，在１０％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证实了第一类代理成本在管

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之间中介效应的显

著性。

六、结论

本文以企业成本粘性的驱动因素为切入点，

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两类代理成本与成本粘

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

第一类代理成本对成本粘性呈现显著的正向影

响，揭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代理问题是企业成

本粘性产生的重要驱动因素。对成本粘性行为驱

动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揭开成本管理中的“黑箱”，

更好的了解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由于成本粘性

的产生与管理者的决策密切相关，今后的研究要

结合公司治理，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在抑制管理者

帝国建设和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代理成本、提升企

业的成本管理水平方面的作用，为企业构建科学

合理的决策机制，从而最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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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环境质量、环境认知与居民幸福感
———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

●　罗心慧１，２，周　晨１

（１．广州大学 经济与统计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２．香港城市大学 经济与金融系，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摘　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３）微观调查数据和环境监测数据，构建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实证检验主
观环境认知和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居民幸福

感与主观环境认知的满意度评价呈负相关，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差异；包含

环境污染指数和ＧＤＰ交互项的模型表明，ＧＤＰ增长速度越慢，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越大。最后建议
既要加强生态环境的宏观保护，也要关注居民周边环境质量的微观提升。

关键词：居民幸福感；环境质量；环境认知；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５５０８

　　一、引言

随着国民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已

经成为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突出的公众议题（周绍

杰等，２０１５）［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来自于
收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近

年来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更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

注（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２］。进入２１世纪，由于产
业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界对居民幸

福感的研究继之转移到环境经济学领域，重点研

究居民幸福感是否会被环境质量变化所影响。更

好地了解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和机制可能有助

于形成一种更环保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经济

增长模式（王艳萍，２０１７）［３］。
幸福感已经被普遍用来评价居民生活的满意

程度，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衡量指标。经济学者

分析了一系列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微观和宏观经济

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收入、失业、通货膨胀和

城市化进程等（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ＣｌａｒｋａｎｄＯｓｗａｌｄ，

１９９４；朱建芳和杨晓兰，２００９；樊娜娜，２０１７；尚雪

英，２０１８；王鹏，２０１６）［４－９］。近年来，部分研究开

始考虑环境质量（或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发

生的影响。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ａｎｄＭｏｒｏ（２０１０）［１０］指出，ＳＯ２
浓度越高，对幸福感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ＳＯ２浓

度每增加１μｇ／ｍ３，生活满意度会下降０．０１６个百

分点。Ｙｕａｎ等（２０１８）［２］研究发现中国更低的空

气质量指数（ＡＱＩ）或更高的绿色植被覆盖率提升

了居民主观幸福感。黄永明、何凌云（２０１３）［１１］利

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评估了环境污染对中国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一些学者进一步细化了环境质量影响幸福感

的主要因素，并探讨了环境质量对不同群体幸福

感的影响差异。Ｔｅｌｌａ等（２００３）［１２］认为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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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使居民的发病率上升，而身体健康程度是决

定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

通常感到不幸福。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ａｎｄＭｏｒｏ（２０１０）［１０］认

为环境污染问题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很难再享

受到原生态自然环境给生活带来的愉悦。李梦洁

（２００８）［１３］指出，环境恶化经由影响居民日常生活

的三方面，即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影响

居民幸福感。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幸福感受到环

境质量的影响程度不同，居民收入越低承担的福

利损失越大。陈永伟和史宇鹏（２０１３）［１４］研究发

现，绿色发展、空气质量改善对环保主义者、健康

条件欠佳者和收入较高者的效用更大。

可见，居民幸福感的降低与产业发展、人口增

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密不可分。现阶段中国环

境质量的恶化会显著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吗？如果

影响居民幸福感，那么传导机制又是什么？已有研

究虽然对环境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作

用机制和群体差异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不过，居民

幸福感既可能被环境质量实际变化所影响，也可能

因自身对环境质量的认知差异而引起变化。也就

是说，人们对周边环境质量的主观评价与客观环境

质量一样都是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甚至，居民

主观环境认知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可能更为深远。

为弥补目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在控制收入、失业和

身心健康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把客观环境质量和

主观环境认知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利用ＣＧＳＳ
（２０１３）数据和环境监测数据，构建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实证分析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二、环境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
理论分析

　　（一）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环境污染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

著。环境污染通过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三方面，

即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影响居民幸福

感。客观环境质量通过提高居民身体健康水平来

影响居民幸福感。客观环境质量主要包括三个维

度：水质量、空气质量和固体生活垃圾。

环境污染对人们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比传统的

估计更大。身体健康会被客观环境因素破坏（刘

宁宁和孙玉环，２０１８）［１５］。例如，ＳＯ２的排放量增
加，空气质量变差，会引发肺部疾病；废水排放量

增加，且未经专业处理后直接排放会造成水污染，

生活用水和饮用水质量下降会增加居民患病概

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提高也就意味着需要焚

烧、填埋更多垃圾，焚烧垃圾产生的污染气体也会

影响附近居民肺部健康，而填埋的垃圾则又可能

会污染附近土壤，从而影响水源质量和农产品质

量，进而对人体造成侵害。根据最优外部性理论，

环境污染对居民身体的物理性损害使居民幸福感

下降。

假说１：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二）主观环境认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环境认知影响居民效用水平，从而影

响居民幸福感。主观环境认知可以被看作是我

们的“心情”，或对环境质量下降可能降低身体

健康程度的“焦虑”。客观环境质量的提升给居

民带来了更大的效用，使居民的心情更加愉悦、

身体更加健康，从而改善了居民的主观环境认

知。郑君君（２０１５）［１６］发现，中国居民一旦主动
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主观感受到环境污染程

度的加剧，那么自身幸福感即会随之下降。可

见，客观环境质量会影响到居民的主观环境认

知，之后影响幸福感。

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

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主观环境认知对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差异。苟艺铭

（２０１７）［１７］研究了东部沿海地区居民与中西部地
区居民的幸福感后发现，区域客观环境污染差异

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差别不大。可是影响居民幸

福感的差异性的主观因素依然存在。李顺毅

（２０１７）［１８］发现从区域角度看，低碳发展对东部地
区居民幸福感有增进效果，可是对中西部地区居

民并没有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表明，在产业高速发展阶

段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较低

但增速很快，环境污染相对严重。在经济发展后

期，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提升，逐渐意识到

—６５—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２期



不能走粗放型发展的老路，开始重视环境治理。

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的前半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迫切需要提高自

身收入，生态环境破坏现象被忽视，甚至某些地区

还会引入高污染企业。由于收入对幸福感有明显

的增进效应，生态环境恶化对幸福感没有明显的

负向影响，最终可能陷入“环境越差—收入越

高—幸福感增强”的陷阱。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后半段。当经济发展已

经相对成熟，地方性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完善，拥有

更加健康的身体、追求可持续的发展变成人们的

迫切追求，居民更能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可见，客观环境质量和主观环境认

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有差别，传导机制存在显

著的区域差异。

假说２：主观环境认知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假说３：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
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三、数据、样本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衡量居民幸福感与主观环境认知的数据来

自于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数据
库。衡量客观环境质量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

局和环境保护部发布的２０１３年《中国环境统计
年鉴》。其他数据来自于 ２０１３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居民幸福感（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ＣＧＳＳ）》调查问卷的受访者被要求按照五个
等级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分别是非常不幸福、比

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

幸福。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居民主观环境认知得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调查问卷中，受

访者被要求对所在地区的１２类环境指标（空气污
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工业垃圾污染、生活垃圾污

染、绿地不足、森林植被破坏、耕地质量退化、淡水

资源短缺、食品污染、荒漠化和野生动植物减少）进

行打分，７分为满分，分值越高表示主观环境污染
程度越高。综合１２类环境指标，可评估居民主观
环境认知，居民主观环境认知的得分越高表示居民

认为这个地区的环境越好。具体公式如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８－
∑
１２

ｊ＝１
ｅｉｊ
１２ （１）

式（１）中，ｅｉｊ表示第 ｉ个居民对第 ｊ个环境指
标的主观评价分值，其中，ｉ＝１，２，…，ｎ；ｊ＝１，２，
…１２。

（２）客观环境质量
第一种是以“三废”（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

物）为主的环境污染数据。ＳＯ２ｉ表示第 ｉ个居民
所在省份的ＳＯ２排放总量；ｗｗｉ表示第ｉ个居民所
在省份的废水排放量；ｓｗｉ表示第ｉ个居民所在省
份的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第二种是利用环境污染数据构建环境污染指

数。本文利用改进后的熵值法把“工业六废”（工

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工业

烟尘、工业固体废弃物）构建成环境污染指数来

衡量客观环境质量。

首先，用功效系数法将原始矩阵同度量化：

ｒｉｊ＝
ｘｉｊ－ｘｍｉｎ（ｊ）
ｘｍａｘ（ｊ）－ｘｍｉｎ（ｊ）

×４０＋６０ （２）

式（２）中，ｉ表示第 ｉ个被调查者所在省份，ｉ
＝１，２，…，２８；ｊ表示污染指标，ｊ＝１，２…，６；ｘｉｊ为
污染指标的原始值；ｒｉｊ为同度量化后的赋值；
Ｘｍａｘ（ｊ）与 ｘｍｉｎ（ｊ）为第 ｊ项污染指标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

其次，计算第ｊ项污染指数的熵值：

ｈｊ＝
１
ｌｎ２８∑

２８

ｉ＝１
｛
ｒｉｊ

∑
２８

ｉ＝１
ｒｉｊ
×ｌｎ（

ｒｉｊ

∑
２８

ｉ＝１
ｒｉｊ
）｝（０≤ｈｊ≤１）

（３）
再次，计算ｊ项污染指标的熵权：

ｗｊ＝
１－ｈｊ

∑
６

ｊ＝１
（１－ｈｊ）

　（０≤ｗｊ≤１，∑
６

ｊ＝１
Ｗｊ＝１ （４）

最后，计算第 ｉ个被调查者所在省份的环境
污染指数值ｉｎｄｅｘ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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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ｉ＝∑
６

ｊ＝１
（ｗｊ×

ｒｉｊ

∑
２８

ｉ＝１
ｒｉｊ
） （５）

在式（５）中，ｊ为六种污染物排放类型，ｗｊ为
第ｊ种污染物排放量的熵权。环境污染指数越
大，说明该地区污染越严重，客观环境质量越差。

３．控制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ｉ表示第ｉ个居民个人总收入。ｈｅａｌｔｈｉ表

示第ｉ个居民主观健康指数。ｗｏｒｋｉ表示第ｉ个居民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ｔｇｄｐｉ表示第ｉ个居民所在省份
的ＧＤＰ总量的对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居民幸福感 ３．７５５２ ０．８３９０ １ ５

ｉｎｃｏｍｅ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９．６１ １．１８８４ ４．３８ １３．８１５５

ｈｅａｌｔｈ 居民健康程度 ３．７１１４ １．０８２８ １ ５

ｗｏｒｋ 平均周工作时长（小时） ２８．７１６６ ２８．０９９３ ０ ８８

ｔｇｄｐ 城市ＧＤＰ对数 ２２．７９ １４．３７ ０．８５ ６０．４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主观环境认知得分 ４．０５２４ １．４１８７ １ ７

ＳＯ２ 城市ＳＯ２排放量（万吨） ７２．８０ ４０．９４ ９．３８ １７４．８８

ｗｗ 废水排放量（千万吨） ２６７．８６ １６９．９５ ２１．９９ ８３８．５５

ｓｗ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百万吨） １０６．８０ ８８．４３ １１．０４ ４５５．７６

ｉｎｄｅｘ 环境污染指数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４１８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生态环境是一个大整体，各种环境指标之间

可能会互相影响。本文利用ＶＩＦ检验来检查变量
之间，特别是各个环境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

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个解释变量的 ＶＩＦ值较

低，均值为２．７７。其中城市 ＧＤＰ、城市 ＳＯ２排放
量、废水排放量与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这四个变量

的ＶＩＦ值相对较高，在４．５左右，但仍然小于１０。
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多重

共线性的ＶＩＦ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ＶＩＦ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ＶＩＦ值

ｉｎｃｏｍｅ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０．７７

ｈｅａｌｔｈ 居民健康程度 １．１１

ｗｏｒｋ 平均周工作时长（小时） １．０１

ｔｇｄｐ 城市ＧＤＰ对数 ４．３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主观环境认知得分 １．１１

ＳＯ２ 城市ＳＯ２排放量（万吨） ５．０３

ｗｗ 废水排放量（千万吨） ４．０８

ｓｗ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百万吨） ４．２１

　　　　　　　　均值 ２．７７

四、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本回归模型

为研究环境污染类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首先以“三废”（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和居民

主观环境认知得分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然后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区域差异的

事实，进行分区域回归。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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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β０＋β１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ｉ）＋β２ｈｅａｌｔｈｉ
＋β３ｗｏｒｋｉ＋β４ｌｏｇ（ｔｇｄｐｉ）＋β５ＳＯ２ｉ＋β６ｗｗｉ＋

β７ｓｗｉ＋ｕｉ （６）
由于被解释变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是一个有序响

应变量，赋值为 １，２，３，４，５，而有序变量相邻
选项之间的距离存在不可比性，直接采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因此，本文借鉴 Ｋｎｉｇｈｔ等（２００９）［１９］的处理方
法，选择定序响应模型（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ｍｏｄｅｌ）
进行分析。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适用于被解释
变量不能直接测量、属于隐含的离散变量的情

形。如表３，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是利用Ｏｒ
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全国样本和分区域样本进
行回归的结果。

　表３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模型１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２

东部地区

模型３

中西部地区

控制变量

个人年收入的对数（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１５３）

居民健康程度（ｈｅａｌｔｈ）
０．１９２１

（０．０１１８）

０．２７０

（０．０２０３）

０．１８５０

（０．０１５２）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ｗｏｒｋ）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６）

城市ＧＤＰ的对数（ｔｇｄｐ）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４７）

核心解释变量

主观环境认知（ｅｒ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１１７）

城市ＳＯ２排放量（ＳＯ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２２８１

（０．０８０３）
－０．０２８８（０．０５２１）

废水排放量（ｗｗ）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４９９２

（０．０７６９）

－０．２９２５

（０．０５６３）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ｓｗ）
－０．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９６３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７１８

（０．０４３２）

观测值 ８６３４ ３６２５ ４８５１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９６７３．４６７１ －４０２９．９９２ －５３８７．４６３４

Ｒ２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２５９

卡方检验统计量 ４９５．６６ ２１８．９８ ２８６．０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从模型１可以看出，除了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以外，其他变量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

明主观环境认知与客观环境质量均对居民幸福感

有影响。其中，βｉ值最大的是居民健康程度，系

数绝对值为 ０．１９２１。但是，在三个环境指标当

中，ＳＯ２的提高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低，收入仍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

对于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废水排放量这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环境质量而言，居民对 ＳＯ２排放量的切

身感受不是很明显。

模型２和模型３分别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不同地域的居民幸福感影响

因素是否会存在不同。从模型２的回归结果来

看，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除了需要

高收入以外也需要良好的环境质量，所以所有环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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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指标均对东部地区的居民幸福感产生影

响。但是，ＳＯ２和废水增加会对幸福感产生正向

影响。从模型３的回归结果来看，除了 ＳＯ２排放

量以外，所有变量均显著。与模型１相比，模型３

除了ＳＯ２排放量的显著性以外，最大不同是 ＧＤＰ

对数βｉ值的符号，其中原因会在进一步检验中进

行分析。总之，从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看，居民幸

福感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差异。

（二）进一步检验：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基本模型１、２和３的对比发现，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ＧＤＰ对居民幸福感既可

能产生正向影响也可能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

是因为客观环境质量的高低会带来 ＧＤＰ的变

化。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ＧＤＰ

增长率和幸福感呈负相关。居民对改善生活水

平的需求没有那么迫切，而对环境质量的要求

比较高，不愿意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来发展

经济，很难容忍 ＧＤＰ提高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

降。反之，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

ＧＤＰ增长率和幸福感呈正相关。虽然ＧＤＰ的提

高会带来环境质量的下降，但会显著提高居民

收入水平。

为进一步探讨ＧＤＰ、环境污染与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机制，对模型的核心指标进行交互项处理。

具体来说，引入ＧＤＰ对数和环境污染指数的交互

项，来探讨它们之间的传导机制。设立无交互项

的模型４和有交互项的模型５分别如下式（７）和

（８）所示：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β０＋β１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ｉ）＋β２ｈｅａｌｔｈｉ＋

β３ｗｏｒｋｉ＋β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β５ｌｏｇ（ｔｇｄｐｉ）＋β６ｉｎｄｅｘｉ＋

ｕｉ （７）

在式（７）中，ｉｎｄｅｘｉ是环境污染指数，其他变

量与模型１相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β０＋β１ｌｏｇ（ｉｎｃｏｍｅｉ）＋β２ｈｅａｌｔｈｉ＋

β３ｗｏｒｋｉ＋β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β５ｌｏｇ（ｇｄｐｉ）＋β６ｉｎｄｅｘｉ＋

β７ｔｇｄｐｉ×ｉｎｄｅｘｉ＋ｕｉ （８）

在式（８）中，新加入的解释变量 ｔｇｄｐｉ×ｉｎｄｅｘｉ
表示ＧＤＰ对数和环境污染指数的交互项，其他变

量与模型４相同。

检验结果发现，有交互项的模型５的Ｒ２比无

交互项的模型４的Ｒ２要高，说明增加交互项有一

定合理性，也反映了经济发展和客观环境质量具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模型４

无交互项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５

有交互项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６

ＯＬＳ

模型７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

控制变量

个人年收入对数（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７７４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１３２７

（０．０２０１）

居民健康程度（ｈｅａｌｔｈ）
０．２０５３

（０．０１１８）

０．２０４５

（０．０１１８）

０．１５３６

（０．００８６）

０．３６８６

（０．０２１６）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ｗｏｒｋ）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８）

城市ＧＤＰ对数（ｔｇｄｐ）
－０．０７９９

（０．０２０６）

－０．４７９６

（０．１２７６）

０．２９７５

（０．０９１７）

－０．９８８９

（０．２２７９）

解释变量

主观环境认知（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１４９）

环境污染指数（ｉｎｄｅｘ）
１３．１７１

（３．４７８３）

－２２１．４２

（７３．９７）

１４１．２０

（５３．３０）

－４４２．４５

（１３２．２２）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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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交互项 环境污染指数对数
－

－

１２．１９

（３．８４）

７．７０６５

（２．７６５９）

２４．４４

（６．８６）

观测值 ８６６９ ８６６９ ９３７３ ９３５９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９６７９．７１０９ －９６７４．６６７１ － １０８０８．０５２

Ｒ２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７０２ ０．０３１４

卡方检验统计量 ４７５．５４ ４８５．６３ ０．０７０２ ７００．２６

　　对比无交互项的模型 ４和有交互项的模型

５，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首先，就客观环境质量而言，环境污染指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模型５中，环境污染

指数的βｉ值为负，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环境污染越严重居民幸福感越低。并且，模

型５中环境污染指数的βｉ绝对值为２２１．４２，说明

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非常大。这进一步

验证了假说１，即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有

显著影响。

其次，就主观环境认知而言，模型４和５的回

归结果均表明，居民幸福感同样受主观环境认知

的显著影响。其主要原因是，主观环境认知与居

民幸福感同样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当居民感受

到周围环境恶化的时候，居民的效用会降低，从而

降低主观幸福感。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说２，即居

民幸福感与主观环境认知呈正相关。

再次，就ＧＤＰ对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交互项而

言，环境污染指数和 ＧＤＰ对数的交互项在１％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即给定其他因素不变，ＧＤＰ

和客观环境质量共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环

境污染指数和 ＧＤＰ对数的 βｉ值均为负，而它们

的交互项的βｉ值为正，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

况下，ＧＤＰ的增长速度越慢，客观环境质量对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越大。这揭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在当前中国的存在。当经济高速发展时，ＧＤＰ

增长速度较快，那么居民幸福感可能更多地来源

于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物质水平的飞跃。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比较弱，更加在意

自己收入的提升，原因即在此处。在经济发展的

后期，特别是 ＧＤＰ增长速度变慢且平稳时，物质

生活提高幅度的变化率变慢，人们的幸福感就受

客观环境质量的影响比较大。因此，相对于提高

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比较注重环境质量

的提升，环保意识比较强。

最后，就控制变量而言，对比模型５中所有变

量的βｉ值，平均工作时长的 βｉ值是最小的。说

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工作时间

（来增加收入）对提高居民幸福感的作用相对较

小。而健康评价βｉ的绝对值为０．１９，相对较大，

说明身体健康对人们的幸福感影响较大。另外，

代表个人收益的个人收入的βｉ为正值，而代表社

会总收益的 ＧＤＰ增长率的 βｉ为负值，可能是因

为相对于个人收入增长直接提升的幸福感，粗放

型ＧＤＰ增长模式带来了负外部性，即引起了严重

的环境污染，从而降低居民幸福感。

（三）稳健性检验

采用逐步剔除解释变量的方法，并运用 ＯＬＳ

和ＯｒｄｅｒＰｒｏｂｉｔ两种估计手段，对本文建立的模型

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４。对于同一组变量，

进行了模型５、模型６和模型７这三种不同方法的

回归。对比三种回归方式的结果，发现无论用哪种

方法进行回归，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基本没有变

化。总之，检验结果表明，各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

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表明在弱化变量间内生

性问题的情况下，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主观环境认知和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

有重要影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主观环境认知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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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利用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３）微观数据和环境监测数

据，构建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实证检验了主观环境

认知和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

发现：第一，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

响，居民幸福感与主观环境认知的满意度评价呈负

相关；第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中国东部和

中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差异；第三，包含环境污染指

数和ＧＤＰ交互项的模型表明，ＧＤＰ和客观环境质

量共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ＧＤＰ增长速度越

慢，客观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越大，部分

揭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在当前中国的存在。

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的快速增长，社会主要

矛盾已发生深刻变化、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亦逐步

加快，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特别是对高质量的环境

质量需求日益强烈。在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阶段，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

感，既要加强生态环境的宏观保护，也要关注居民

周边环境质量的微观提升。虽然经济发展和个人

收入的提高依然对提高中国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

作用，但是在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要清晰地认识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加强生态环

境的宏观保护。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后期，要坚

持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注重

居民周边环境质量的微观提升，从而提高居民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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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及其收入互动关系的联合考察


●　黄增健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利用中国流动人口数据，通过构建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及其收入反馈效应联合考察模型，联合考察流动人
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及其对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以验证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与其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

明，联合考察结果与单独考察的实证结果在总体上保持了一致性，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及其收入对健康

投资的反馈效应具有稳健性；单独考察与联合考察表现出某些细节上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一方面，流动人口健

康投资对其收入的作用力度上存在差异，即联合考察结果中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对其收入的负面冲击比单独考察的

更大；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存在差异，即流动人口收入对其自家支付费用和非住院医

疗费用影响更加显著；联合考察比单独考察拥有更多的信息，对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反映的也更加充分，联

合考察具有更加可靠的现实效应。为提高流动人口健康投资水平，促进流动人口收入增长，需要在统筹城乡医疗

保障制度体系、实现医疗服务均等化、通过健康宣传提高流动人口健康投资意识等方面做出持续努力。

关键词：流动人口；健康投资；收入效应；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６１；Ｇ９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６３１０

　　一、引言

健康是人类发展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更高

的健康水平不只是个人的追求亦是一国经济发展

的必须条件。流动人口作为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但是大多数农民工以健康换收入、带病返乡的现

状不容忽视，城市的发展不应该由农村来买单。

因此，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引人关注：一方面，由

于中国福利制度安排的属地性质，流动人口的户

籍所在地多与工作所在地存在差异，流动人口往

往被排斥于很多城市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之外，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成本

和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意愿（江胜名、吴

石英，２０１６）［１］；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
使得农村输出“健康”的人力资源，而接收“不健

康”的人口群体。考虑到农村与城市在健康投资

之间的巨大差距，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问题理应

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健康固然可以增加收

入，但是只是注重收入的增长而不重视健康投资，

健康作为一种存量迟早会被消耗殆尽，届时生存

都存在问题，何谈收入呢？由此，不论是从个人层

面简单追求收入上升还是国家层面片面追求

ＧＤＰ增长都是行不通的，要注重健康投资，提高
健康水平以达到“健康增加收入、收入促进健康”

的良性循环，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也是

践行“健康中国”的具体行动。健康作为流动人

口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对其收入增长具

有重要作用，同时流动人口收入也对其健康投资

具有显著反馈效应。换句话说，健康状况的改善

会使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有利的就

业状况，而良好的就业状况以及制度保障能有效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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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１］，进一步提高收

入，进而用于改善健康状况———两者相互关联、互

为因果。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１９７２）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
点———收入与健康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的正向关系，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和互动机制［２］。目前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仍然不

够，农村居民消费更多依赖的是家庭存量资产

（即储蓄）和收入（陈冲、杨华秀，２０１７）［３］，健康
投资作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种表现形式更多依赖

于个人收入。因此，彰显收入和健康之间的作用

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健康投资与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关

系，所以，健康的内生性问题不可回避①，否则将

会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例如，Ｈａｖｅｍａｎ
等（１９９４）利用美国 ＰＳＩＤ数据发现，健康状况不
良对工资有负面影响，并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

后负面影响会更大［４］。内生性往往导致拟合的

参数存在偏差或者显著性水平低而难以通过各

类检验，依据原始数据难以最终得出确切的结

论。实证研究中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三种情

况———变量测量误差、遗漏变量、联立内生

性———而本文研究的内生性问题主要侧重于联

立内生性。一方面，由于本文核心变量收入水

平与健康投资的测量，采用的都是现有文献较

为成熟的指标体系，测量误差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忽略；另一方面，依据现有文献研究的结

果，本文加入了较多的控制变量，以尽可能控制

与健康投资有可能相关的遗漏变量的影响。然

而，本研究中，收入水平与健康投资两者之间存

在相互影响，这必然造成联立内生性问题。本

文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

以消除模型估计偏差，得到可靠的研究结果。

一般情况下，工具变量法、联合估计这两种方法

都可以解决上述实证问题，但相比较而言，运用

工具变量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这一偏

误对计量结果的影响，但是从实证方法角度而

言，联合估计方法是更加可靠的解决办法。因

此，为了准确的估计流动人口（本研究所指的流

动人口主要是由乡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

体）健康投资与收入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

究拟采用联合估计模型，即将流动人口健康投

资的收入效应与其收入对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

纳入同一模型之中，展开系统性联合估计，这样

可能会比工具变量法估计效果更好。为此，这

就需要联合考察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及其收入

反馈这两个问题，这也是联合考察的实证意义

所在。

二、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一）计量模型构建

依据上述分析，在此需要构建两个系统子模

型：一是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模型；二是

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模型。

首先，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模型。

本研究是利用Ｍｉｎｃｅｒ工资方程的基准模型，在此

模型中加入健康投资变量，构建流动人口健康投

资的收入效应模型，其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ｉｎｃｏｍｅ＝α０ ＋β１ｅｄｕ＋β２ｅｘｐ＋β３ｅｘｐ
２ ＋

β４ｈｅ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δ０ｉΣＸ０ｉ＋μ０ （１）

其中，ｉｎｃｏｍｅ、ｅｄｕ、ｅｘｐ、ｈｅ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Ｘ０ｉ分别表

示收入、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健康投资和其它

影响收入的控制变量。

其次，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

应模型，其联立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ｅｌｆ＝α１＋λ１ｉｎｃｏｍｅ＋δ１ΣＸ１＋μ１
ｅｘｐｅｎｓｅ＿ａｌｌ＝α２＋λ２ｉｎｃｏｍｅ＋δ２ΣＸ２＋μ２　 　（２）

ｅｘｐｅｎｓｅ＿ｎｏｔ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α３＋λ３ｉｎｃｏｍｅ＋δ３ΣＸ３＋μ３
ｅｘｐｅｎｓｅ＿ｏｔｈｅｒｓ＝α４＋λ４ｉｎｃｏｍｅ＋δ４ΣＸ１＋μ










４

其中，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ｅｌｆ、ｅｘｐｅｎｓｅ＿ａｌｌ、ｅｘｐｅｎｓｅ＿

ｎｏｔ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ｅｘｐｅｎｓｅ＿ｏｔｈｅｒｓ分别表示流动人口

自家支付费用、住院总费用、非住院者医疗费用和

非住院者的其它费用。

在两个系统子模型构建的基础上，为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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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健康在收入方程中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已被诸多研究者所证实。例如：王一兵和张东辉（２００７）发现有的国内学者在分析中国城镇居民的健康需求问题时没有考虑
收入的内生性问题，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可能有偏。李力行和吴晓瑜（２０１１）利用国与国之间在实施大范围免疫计划的不同时间作为健康的外生冲击，将解决健康内生性的工具变
量设定为三剂次的“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免疫接种率，之后通过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解决内生性的问题。李树森（２０１０）将健康内生性的工具变量设定为２００２年农民的
生病总天数和医疗费用总支出，以解决健康内生性问题。



的考察健康投资与收入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将

两个子系统模型进行联合，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

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及其收入反馈联合考察模

型为：

　　　　

ｉｎｃｏｍｅ＝α０＋β１ｅｄｕ＋β２ｅｘｐ＋β３ｅｘｐ
２＋β４ｈｅ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δ０ｉΣＸ０ｉ＋μ０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ｅｌｆ＝α１＋λ１ｉｎｃｏｍｅ＋δ１ΣＸ１＋μ１
ｅｘｐｅｎｓｅ＿ａｌｌ＝α２＋λ２ｉｎｃｏｍｅ＋δ２ΣＸ２＋μ２　　　　　　　　　　　　　　　　　　　　（３）

ｅｘｐｅｎｓｅ＿ｎｏｔ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α３＋λ３ｉｎｃｏｍｅ＋δ３ΣＸ３＋μ３
ｅｘｐｅｎｓｅ＿ｏｔｈｅｒｓ＝α４＋λ４ｉｎｃｏｍｅ＋δ４ΣＸ４＋μ













４

　　其中，每个变量与两个子系统模型中的变量
的涵义保持一致。

（二）估计方法选择与说明

联立方程较好地反映了流动人口收入对其

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这一相互作用机理，而恰

是这一机理为本研究带来另一研究难题，即流

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是一多阶

段序列作用的复杂过程。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当

期收入影响的是下一期的健康投资，而下一期

健康投资带来的收入回报是再下一期的收入，

以此类推。该作用机理要求所研究的数据最好

是一个面板数据，其现实表现是需要研究者对

同一批流动人口（截面数据）进行多期跟踪调查

（时序数据）。但现实中，依靠个人或小团队完

成这样的追踪调研显然存在巨大困难。本研究

所用的数据便是一典型的截面数据，难以满足

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机理对

数据的验证要求。

但比较幸运的是，该问题已经得到较好的

理论与实证的解释与处理，其解决办法主要依

赖于经济学中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及其实践的

方案和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理论。生命周期消

费理论由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Ｂｒｕｍｂｅｒｇ和 Ａｎｄｏ于 １９５４
年提出，该理论的核心是，消费者的当期消费不

仅取决于目前收入，同时还受到消费者未来收

入预期、资产总量和年龄的影响。消费者在不

同的阶段收入不同，其与年龄大致呈倒 Ｕ型关
系，消费者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做出不同的消

费选择集。在预算约束下，消费者总希望将自

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支出中进行最优分

配。而实际的难题是：一方面消费者既不知道

自己一生之中究竟能挣多少钱；另一方面，研究

者也无法跟踪每一个消费者一生去统计他们的

收入之和。实践研究为了克服这个难题，采用

的方法是在同一个时点去观察不同年龄阶段人

的收入情况———因为按照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

理论，一定的生命事件在个人意愿与环境约束

下必须在恰当的时间发生，这也是社会和家庭

对个人的角色期待：如 ３周岁时一般都会选择
上幼儿园；如果大学前辍学，一般农村孩子会选

择２０岁左右结婚等。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在
同一个生命节点有特定的安排，虽然个体不同，

但在相同年龄段所做的事情大体相似。按照这

种思路，研究者不用劳心费力去追踪某一个研

究对象的一生，可以采用观察不同年龄段人的

收入情况来获知一个人（尤其是具有相同背景

的人）一生能获取多少收入，再根据这个收入约

束来优化一个人一生不同时期的消费。这种处

理问题的方式也得到诸多实践检验结果的支

撑。如，李蕾和吴斌珍（２０１４）基于生命周期理
论研究家庭结构与储蓄率关系时发现，以个人

为研究对象时个人年龄与个人储蓄率呈现倒 Ｕ
型关系［５］。该处理方式也为本研究克服流动人

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的多阶段问题

带来了有益启发。

根据生命历程理论，研究中假设每一个外出

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务工轨迹，然后再结合生

命周期消费理论，可以把观察同一个流动人口在

不同务工阶段的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情况，转化

为观察不同务工阶段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

的情况。

本研究拟采用似不相关估计法 ＳＵＲ（Ｓｅｅｍ
ｉｎｇｌｙ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似不相关
估计的基本原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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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共有ｎ个方程，每个方程其有 Ｔ个观测
值，Ｔ＞ｎ。ｙ＝Ｘβ＋ε，考察扰动项 ε的协方差矩
阵：Ω＝Ｖａｒ（ε１…εｎ）

Ｔ。记第 ｉ个方程的方差为

σｉｉ，则有：

Ω＝

σ１１ＩＴ　σ１２ＩＴ　…　σ１ｎＩＴ
　　 　 … 　

σ２１ＩＴ　σ２２ＩＴ　…　σ２ｎＩＴ
σｎ１ＩＴ　σｎ２ＩＴ　…　σｎｎＩ













Ｔ

　 ＝

σ１１　σ１２　…　σ１ｎ
　 　… 　

σ２１　σ２２　…　σ２ｎ
σｎ１　σｎ２　…　σ













ｎｎ

ＩＴ （４）

假设第ｉ个方程的ＯＬＳ残差向量为 ｅｉ，则 σｉｉ

的一致估计量为σｉｉ
＾ ＝１Ｔｅ＇ｉｅｊ。因此，

Ω＾＝

σ１１
＾　σ１２

＾　…　σ１ｎ
＾

σ２１
＾　σ２２

＾　…　σ２ｎ
＾

　　 …　

σｎ１
＾　σｎ２

＾　…　σｎｎ


















＾

ＩＴ （５）

可得似不相关估计量：βＳＵＲ
＾ ＝（Ｘ′Ω－１

＾
Ｘ）－１Ｘ′

Ω－１ｙ。
如果各方程随机扰动项不相关（包括不同时

期自相关或同期相关），那么似不相关估计与单

一方程估计并无差别，所以使用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卡方检验来验证ＳＵＲ估计的适用性。

本文并未采用常用的２ＳＬＳ估计方法的原因
在于，２ＳＬＳ估计方法相对于 ＳＵＲ估计方法，其估
计功效较低，而且不能较好地反映各个方程之间

的系统联系，该估计方法不利于本文的实证模型

分析。整体来看，本文采用ＳＵＲ估计方法原因在
于：一是考虑到联立方程估计的特殊性。对于一

个多方程的系统，如果对每个方程进行普通最小

二乘法估计则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单一方程最小

二乘法由于忽略不同方程之间随机扰动项可能存

在的相关性，此时采用似不相关估计对整个方程

进行系统估计时是有效率的。二是基于流动人口

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由于无法观测到

每一个流动人口在不同阶段的收入回报对其健康

投资的反馈效应，经过问题转化后，在考察不同个

体不同阶段的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时，

可以通过构造联立方程中不同单方程的随机干扰

项之间的联系来反映这一情况，而似不相关估计

恰是对联立方程中不同单方程的随机干扰项之间

联系展开有效估计的方法。

三、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及说明

由于本研究考察的是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与其

收入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应由两个子系统构

成，即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和流动人口

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因此，相关变量的

选择也围绕这两个子系统展开。

在国内外最近关于健康投资领域的研究中，

学者都对健康投资的范畴给出了不同的界定。

Ｓｃｈｕｌｔｚ等（２００２）认为医疗保健是人力资本投资
的体现，医疗保健方面用于增加健康存量的投资

是健康投资［６］。王煜等（２００９）认为健康投资是
为了预防治疗疾病、恢复健康和发展人们最普通、

最基本的劳动生产能力、社会活动能力而消耗的

经济资源，即健康是投资的结果［７］。本文中对于

健康投资的的范畴是基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

和中国家庭收入项目（ＣＨＩＰ）调查数据而给出的
狭义的和单一性的健康投资范畴。本文认为流动

人口的健康投资是为了保证其现有的基本健康状

况需要和预防未来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无论在

其户籍所在地或是暂居地，个人所支出的医疗卫

生费用，既包括应对临时生病或长期疾病所支出

的门诊费、医疗费等，也包含能够在未来降低风

险、提供保障的医疗保险金支出。但是，往往由于

流动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占绝大部分比例，身体

素质好不易患长期疾病，且患感冒、发烧等临时

性疾病的概率较低，导致支付医药费等支出具

有金额小、间隔时间长的特点，使得研究人员难

以进行精确的统计工作，因而流动人口所支付

的门诊费、医疗费这一部分暂不纳入到数据的

统计范畴中去。至于因工作原因所导致的职业

病或因工负伤，都会在个人所缴纳的医疗保险

金数额和种类中有所体现。在之前国内外诸多

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并且基于本文针对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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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健康投资这一侧重点，同时兼顾到涉及的流

动人口关于健康投资的可得数据相对较少的问

题，选取流动人口医疗费用支出作为流动人口

健康投资的衡量指标。

本文的核心变量即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

一般用流动人口的医疗费用支出表示。因我国目

前针对流动人口的医疗政策尚存在区域差异———

这里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目前医疗政策具

有强烈的属地色彩，即只解决当地户籍人口的医

疗报销问题，二是指国内不同省市的医疗政策具

体实施时又存在一定的差别，如某些省份可以实

现省内跨市级层面费用报销，而另一些省份可能

只能就地就近报销———为此，很多流动人口在选

择就医时，存在住院（病情严重时）与非住院（病

情轻微或者自己并不知道病情严重时）两种情

形。结合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成人调查问卷情形，为更
好地呈现流动人口的健康投资情况，本研究流动

人口健康投资主要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住院

总费用，包括过去１２个月内用于医疗方面的费
用，如医药费、治疗费、病房费，也包括用于住宿、

吃饭、请看护等方面花的钱；二是非住院医疗费

用，即没有住院但因伤病所支出的医疗费用；三是

未住院者其它伤病费用，即没有住院但因伤病所

产生的其它非医疗费用；四是自家支付的伤病费

用，即流动人口因病自付的费用，区别于国家医疗

政策报销的费用。由于流动人口医疗费用支出＝
自家支付医疗费用 ＋医疗报销，但考虑到流动人
口并非居住在出生地，一般难以享受到生活地政

府的医疗报销或补贴政策，因此，本研究拟选用

“自家支付医疗费用”作为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

替代指标，对其加以分析以判断流动人口健康投

资与收入之间的互动作用。

考虑到已有研究认为健康投资对收入的影响

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进一步为“自家支付医

疗费用”这一健康投资指标寻找工具变量以期削

弱其内生性对回归模型的影响。考虑到工具变量

的特殊性质，拟选用“周均锻炼频繁”作为“自家

支付医疗费用”的工具变量。其理由是：一方面

“周均锻炼频繁”与“自家支付医疗费用”存在高

度负相关性，因为每周锻炼频率越高，流动人口健

康状况将越好，那么每年自家支付的医疗费用也

将越少；另一方面，“周均锻炼频繁”与收入没有

直接相关性。刘林平和张春泥（２００７）的研究表
明收入内生取决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８］，

而每周锻炼次数并不属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存

量范畴。因此，本研究认为“周均锻炼频繁”是流

动人口健康投资替代指标“自家支付医疗费用”

的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

１．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子系统
被解释变量选择流动人口的人均年收入，选

择健康投资（主要选用自家支付医疗费用、周均

锻炼频率两个指标衡量）作为解释变量。另外，

选择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

况、工作时间、工作经验等作为影响流动人口健康

投资收入效应的控制性变量。

２．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子
系统

选择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主要选用自家支付

费用、住院总费用、非住院医疗费用和非住院其它

费用四个指标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人均

年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可能还有如流动人

口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会对其健康投资产生

影响，因此，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

况、工作时间、工作经验、健康状况等作为影响流

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控制性变量。

关于以上所选变量的定义如下：对于人均年

收入、自家支付费用、住院总费用、非住院医疗费

用、非住院其它费用、周均锻炼频率、年龄、工作时

间、工作经验用实际值表示；性别以女性作为参照

性别，即男性赋值为１，女性赋值为０；对于受教育
程度，文盲赋值为１，小学赋值为２，初中赋值为
３，高中赋值为４，大专赋值为５，大学赋值为６；对
于婚姻状况，以未婚作为参照系，已婚赋值为１，
其他（包括未婚、同居、离婚、丧偶）赋值为０；对于
健康状况，评价结果为“非常健康”赋值为１，“很
健康”赋值为２，“比较健康”赋值为３，“一般”赋
值为４，“不健康”赋值为５；对于健康比较（主要
是与上一年相比），比较结果为“更好”赋值为１，
“没有变化”赋值为３，“更差”赋值为５。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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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ＣＦＰＳ①（２０１４）成人问卷
部分，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同时排除一些不符合

条件，比如非流动人口、年龄偏大或偏小，以及遗

漏部分重要变量的样本，共获有效样本２６１９个。
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从个性特征来看，抽样的流

动人口中女性比例（４３％）低于男性比例；年龄以中
年为主，平均年龄为４０．５２岁；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
中和高中为主；７８％的流动人口均已婚。从经济特
征来看，抽样的流动人口年均总收入为２９０１８．３２元
（这个收入水平并不理想）。从工作时长来看，流动

人口每周的工作时间约为４７．７小时，工作年限平均
为２．５５年，可见，流动人口每周的工作天数为六天
（每天按８小时计算）。从健康状况看，流动人口的
健康状况相对良好；与上一年相比较，健康状况稍微

变差了一点，幅度很小；每周平均锻炼次数为４．５４
次。从医疗支出情况来看，在过去一年中，自家支付

的人均医疗费用为１９０５．５４元，年人均住院总费用
为９８０．１９元，年人均非住院医疗费用为６０１．６４元，
年人均非住院其它费用为１９２．０２元。

　　四、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及其收入
反馈拟合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拟合结果分析
表１和表２中的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卡方检验结果

显示，各方程之间的残差项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

此，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ＳＵＲ估计方法是科学的、
合适的。另外，两个表中对应的Ｆ检验及卡方检验，
都表示本文所用实证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表１ 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回报单方程与联立方程结果比较

指标 模型１（单方程） 模型１（联立方程） 模型２（单方程） 模型２（联立方程）

年龄
９６．３２

（１７２．３６）

１５３．４１

（１６８．５５）

１２７．３８

（１７２．２７）

１２９．２０

（１６８．５０）

性别
１０３５１．１２

（３３１２．１２）

９８０７．１５

（３２３９．４５）

１１４７２．５３

（３２７９．６８）

１１４８０．７１

（３２０７．９４）

受教育程度
５２８１．５２

（１３５６．７５）

５０７６．４３

（１３２６．９８）

５６６６．１３

（１３４２．７６）

５６７０．９４

（１３１３．４０）

婚姻
４８９７．３４

（４０４４．４１）

４１７６．５７

（３９５５．３３）

６２８９．７１

（４００２．０６）

６２８２．６４

（３９１４．５１）

工作时间
４７．７４

（９６．８４）

４４．６０

（９４．７３）

６１．８３

（９６．４４）

６２．０６

（９４．３４）

工作经验
７０．９８

（７７８．１４）

１４．３９

（７５７．６６）

１８４．１１

（７７０．４１）

２０９．８１

（７５３．４１）

工作经验平方
－７．１６

（２４．６８）

－６．９３

（２４．０２）

－９．６８

（２４．５１）

－１０．５７

（２３．９８）

健康投资

（自家支付医疗费用）

－１．３１

（０．８７）

－２．４９

（０．８６）

－

－

－

－

健康投资

（周均锻炼频率）

－

－

－

－

－１３４５．８３

（６４６．１７）

－１３７０．２６

（６３１．９０）

Ｆ值 ２．５２ － ２．５９ －

卡方值 － ２１．３４ － ２４．３９

ＢＰ卡方 － ２４．８１ － ２４．８１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０％、５％、１％；受教育程度按照问卷的有序分类标记为准，其估计系数只表示随着受教育程度升

高，流动人口的收入变化方向，而无具体的大小意义；括号内为标准误；常数项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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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ＦＰＳ（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
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表２ 流动人口收入对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单方程与联立方程结果比较

指标
单方程 联立方程 单方程 联立方程 单方程 联立方程 单方程 联立方程

自家支付费用 住院总费用 非住院医疗费用 非住院其它费用

年龄
３２．１８

（１２．９９）

３２．７４

（１２．９９）

１．４８

（１４．５３）

１．６７

（１４．５３）

２１．５０

（１１．９１）

２１．９０

（１１．９１）

７．７８

（５．９２）

７．８８

（５．９３）

性别
－２９３．７２

（２５３．０１）

－２１２．０８

（２５２．９４）

－１１２．９９

（２８２．９４）

－８４．９８

（２８２．９４）

－５６．３２

（２３１．８４）

２．０８

（２３１．８０）

－２６９．７５

（１１５．３９）

－２５６．１３

（１１５．３９）

受教育程度
－５１．１１

（１０６．０４）

－１０．９７

（１０５．９８）

－１７９．６１

（１１８．５８）

－１６５．８３

（１１８．５８）

１０２．１３

（９７．１６）

１３０．８５

（９７．１３）

－８６．２６

（４８．３６）

－７９．５７

（４８．３６）

婚姻
－４６６．５６

（２９９．７９）

－４２４．１２

（２９９．７７）

－１３４．１６

（３３５．２７）

－１１９．６０

（３３５．２７）

－４０７．２４

（２７４．７１）

－３７６．８９

（２７４．７１）

２．４１

（１３６．７３）

９．５０

（１３６．７４）

工作时间
－０．１４

（７．２５）

－０．２１

（７．２６）

－０．９５

（８．１１）

－０．８３

（８．１２）

－１．０１

（６．６５）

－０．７６

（６．６５）

－０．６１

（３．３１）

－０．５５

（３．３１）

工作经验
－２２．４２

（２０．４９）

－２３．４６

（２０．４９）

１９．９６

（２２．９２）

１９．６１

（２２．９２）

－１０．４１

（１８．７８）

－１１．１６

（１８．７８）

－３．５８

（９．３４）

－３．７６

（９．３５）

健康状况
５３７．１６

（１１６．５９）

５２６．２５

（１１６．０４）

２９６．４５

（１３０．３８）

２９２．８５

（１３０．３２）

４２７．１８

（１０６．８３）

４１９．６６

（１０６．５３）

１１８．０９

（５３．１７）

１１６．３４

（５３．１４）

人均年收入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２４）

Ｆ值 ２．５４ － ２．０９ － ２．５３ － ２．０４ －

卡方值 － ２２．４１ － １６．６４ － ２１．５２ － １６．９８

ＢＰ卡方 － ２４．８１ － ２４．８１ － ２４．８１ － ２４．８１

　　注：健康状况是按照从非常健康到不健康的降低排序，其估计系数同受教育程度相似，表示随着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恶化，其健康

投资的变化方向，而无具体的大小意义；其余的同表１。

　　实证研究结果（如表１和表２中联立方程模

型所示）表明：一方面，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在１％

的显著性水平对流动人口的收入状况产生正向影

响。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

的收入水平也会随着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大幅

度提升。当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替代指标用“自

家支付医疗费用”表示时，实证结果观测到１％以

内的显著性，即当流动人口出现患病情况，其医疗

费用将对其收入增长平均产生２．４９的负向冲击

作用。诸多研究已证实健康投资对收入的影响存

在内生性问题。比如，王一兵和张东辉（２００７）发

现有的国内学者在分析中国城镇居民的健康需求

问题时没有考虑收入的内生性问题，导致模型估

计结果可能有偏［９］。李力行和吴晓瑜（２０１１）利

用国与国之间其在实施大范围免疫计划的不同时

间作为健康的外生冲击，将解决健康内生性的工

具变量设定为三剂次的“白喉—破伤风—百日

咳”免疫接种率，之后通过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

估计解决内生性的问题［１０］。李树森（２０１０）将健

康内生性的工具变量设定为２００２年农民的生病

总天数和医疗费用总支出，以解决健康内生性问

题［１１］。根据已有的研究及上述的研究结论，在此

需要寻找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避免模型

估计结果的有偏性。考虑到工具变量的特殊性

质，本研究以“周均锻炼频繁”作为“自家支付医

疗费用”的工具变量。如此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

两点：一是“周均锻炼频繁”与“自家支付医疗费

用”两指标之间呈现高度负相关关系；二是流动

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近乎唯一决定于收入［５］，而

收入与周均锻炼频繁并无直接相关性。因此，选

用“周均锻炼频繁”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将

“周均锻炼频繁”作为流动人口健康投资替代指

标的工具变量后，其回归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周均

锻炼频繁对其收入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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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自家支付医疗费用”对

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流

动人口健康投资确实与其收入水平之间具有显著

的相关关系———即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

部分，是决定流动人口收入的显著性变量。

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人均年收入对其自家支

付费用和非住院医疗费用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
具有负向反馈效应，对住院总费用和非住院其它

费用分别具有正向或负向的反馈效应，但影响不

显著。这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流动人口会

显著性的减少其自家支付费用和非住院医疗费用

的投资；流动人口虽然会增加其住院总费用的投

资，减少非住院其它费用的投资，但增加或减少力

度都不大。该结论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流动人

口由于医疗政策的限制，当其患病住院时愿意付

出较多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医疗费用的高昂，其

支付意愿并不是很高，他们只愿意付出医治其自

身疾病以获得工作所需要的基本健康状况的医疗

费用，所以，呈现出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对其住院总

费用的影响不显著。当流动人口患病，但不需要

住院时，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不愿意支付较大的医

疗成本。显而易见，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流动人口

收入水平与其非住院其它费用之间的相关关系并

不显著。

（二）联合方程与单方程拟合结果的比较

将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和其收入对

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联合考察，笔者发现其回

归结果总体呈现一致性，但细节具有一定的差异

性。结合表 １和表 ２中的回归结果，其表现主
要是：

一方面，单独考察与联合考察的总体一致性。

主要体现有两点：一是就对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

收入效应的单独考察或联合考察，其健康投资指

标对其收入的作用方向始终保持一致，即患病将

对其收入产生负面冲击作用。二是就对流动人口

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的单独考察还是联

合考察，其拟合结果无论是作用方向还是显著性

均保持一致。以上比较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健康

投资的收入效应及其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

应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另一方面，单独考察与联合考察的细节差异

性。主要体现也有两点：一是就考察流动人口健

康投资的收入效应而言，单独考察与联合考察的

拟合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对其收入的作

用在力度上存在差异。联合考察的拟合结果表明

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对其收入的负面冲击更大。二

是就考察流动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

而言，单独考察与联合考察的拟合结果表明，流动

人口健康投资对其收入的影响在显著性上存在差

异。联合考察的拟合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收入对

其自家支付费用影响更加显著，作用力度也加强，

但对其住院总费用的影响变得并不显著；对其非

住院医疗费用影响更加显著，作用力度也加强；对

其非住院其它费用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但作用方

向却由正反馈转为负反馈。考虑到联合考察是从

系统视角来分析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与其收入反馈

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联合考察将比单独考察拥

有更多的信息，对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反

映的也更加充分，因此笔者认为联合考察具有更

加可靠的现实效应。

综上所述，对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

应及其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的系统性

分析结果，既在总体上支持了单方程实证分析

的结果，又从细节上进一步完善了单方程存在

的不足。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及其收

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的联合考察具有丰

富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流动人口离开生活地，

即失去了国家医疗政策在户籍地给予补贴的机

会，其自身的健康投资及其收入的反馈事实上

是一个自我救助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分析流

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及其收入对其健康

投资的反馈效应时，应该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来

处理而不是片面的分裂开来。这也恰是联合考

察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健康投资

包括两个板块，即疾病预防与疾病治疗，但本研

究在处理过程中一直关注的是疾病治疗这一板

块，所以回归结果一直表现出流动人口健康投

资对其收入的负向冲击。相比较单方程或收入

对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反馈效应的整体考察（联

立方程），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及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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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的联合考察同时关

注两种效应在流动人口身上的反应，其现实含

义同样是强调流动人口在自身收入与其健康之

间的一种自主均衡，这对于进一步认识流动人

口的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中国流动人口数据，在构建流

动人口健康投资收入效应与流动人口收入对其

健康投资反馈效应两个子系统的基础上，通过

构建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及其收入反馈效应联合

考察模型，联合考察了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

入效应与其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以

验证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与其收入之间的互动关

系。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联合考察结果与单独考察的实证结

果在总体上保持了一致性。不管是单独考察还

是联合考察，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对其收入及其

收入对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的作用方向始终保

持一致，表明流动人口健康投资的收入效应及

其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的实证结果均

具有稳健性。

第二，单独考察与联合考察表现出某些细节上

的差异性。流动人口健康投资对其收入的作用在

力度上存在差异。联合考察结果中流动人口健康

投资对其收入的负面冲击比单独考察的更大；流动

人口收入对其健康投资的反馈效应存在差异，联合

考察结果显示，流动人口收入对其自家支付费用和

其非住院医疗费用影响更加显著，作用力度也加

强；对其住院总费用的影响变得并不显著；对其非

住院其它费用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但作用方向却由

正反馈转为负反馈。

第三，考虑到联合考察是从系统视角来分析

流动人口健康投资与其收入反馈效应之间的相互

作用，联合考察将比单独考察拥有更多的信息，对

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反映的也更加充分，

因此本研究认为联合考察具有更加可靠的现实

效应。

健康作为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既对其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反之，流动人

口的收入也会对其健康投资具有显著的反馈效

应。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为提高流动人口健康投

资水平，促进流动人口收入增长，有必要完善以下

政策措施：

首先，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实现城乡

医疗保障体系并轨，逐步消除户籍限制，实现医疗

服务均等化。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

务均等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继续推进基

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示范试点工作，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提高流动

人口家庭发展能力，率先在卫生计生领域推动社

会融合。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应用，推进信息共享，

完善信息采集机制。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社

会组织的作用，加强信息平台的共建共享。支持

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

评估机制。

其次，通过健康宣传等途径提高流动人口的

健康投资意识。强化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

提升其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水平。进一步大力推

进和实施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计划，开

展新市民健康城市行———全国流动人口健康促进

宣传活动。

最后，推进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

等工作，提升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服务水平。同时，

会同有关部门，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加快推进基

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大力实施健康

扶贫工程，为流动人口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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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郑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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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行为会促进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吗？
———基于 ＣＦＰＳ数据的实证研究



●　贾昊文，王晓全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随着我国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现象逐渐增多，外出打工人员面临的各类风险也日渐增加。在社会保险保障
体制运行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外出打工者的家庭是否会通过商业保险来保障其风险呢？首先，研究采用 ＣＦ
ＰＳ２０１４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行为对其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其次，采用家庭土地资产作
为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分析，且通过变量的替换证实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最后，通过交互项的

回归检验认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农村地区整体受教育程度不足与社会交往效率较低。研究有助于认识农村居

民商业保险参与不足的原因，对保险公司推广产品和政府制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外出打工行为；农民工；商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４６５（２０１９）０２０７３１０

　　一、引言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广度和深度正在逐年

增加，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８６５２万人，占

全国总就业人员的 ３６．９％，其中外出农民工

１７１８５万人，占总农民工数量的６０％①。农村居

民外出打工行为对优化劳动力产业结构、提高劳

动生产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推动我国城市化

进程、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

（齐明珠，２０１４［１］；万晓萌，２０１６［２］；姚志春等，

２０１６［３］；赵周华，２０１９［４］；王琼等，２０１７［５］）。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可以充分发挥人口数量优

势，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农村

家庭劳动力转移可以使家庭人均收入提高１０．６％

（向国成，２０１３）［６］。

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农村居民在外出打

工过程中同样会面临健康、意外与养老等多重风

险。首先，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

康水平会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外出打工收入，健

康水平越高则打工收入越高 （秦立建等，

２０１３）［７］。由于我国农民工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

参差不齐，有许多人从事身体负荷较大的工作，再

加上健康风险意识不足，会增加其患病的可能。

解垩（２０１１）［８］研究发现健康是促进农村外出打

工劳动力退出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的退出必定

会对减少家庭经济收入，还可能会出现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现象，进而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其次，

因为我国农民工有很大一部分从事危险程度较高

的工作，如高空坠落或触电等意外风险带来损失

的可能性也较大。与健康风险不同，这类意外风

险一旦发生便可能会使人长时间或永久丧失劳动

能力；又由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多以青壮年为主，对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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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而言则可能会丧失永久性的收入来源（杨祥

禄等，２０１２）［９］。最后，由于我国农村家庭金融市

场参与程度低，金融资产配置方式相对单一（宗

庆庆等，２０１５）［１０］。家庭养老资产配置严重不足，

在农村家庭中，老年人面临养老困境时仍然倾向

将期望寄托于子女身上（于长永，２０１５）［１１］。当子

女作为转移劳动力回流至农村时不单要考虑自身

的养老问题，还要考虑对父母的赡养支出，导致自

身养老风险增加。

如何保障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面临的各类风

险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相关风险，国

家旨在通过社会保险等方式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在

城市打工的过程进行风险保障，但在实际运作过程

中效果却并不理想。Ｚｏｎｇ（２０１７）［１２］对甘肃省农民

工参与社保情况进行抽样调查时发现，参与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的农

民工比例依次为４６．７％、５７．１％、１６．５％、９．３％和

２２．５％，总体参与程度较低，对此国内外学者也有

深入的探讨。Ｇａｏ等（２０１２）［１３］在研究我国社会保

险参与状况时发现，只有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雇

主才会倾向于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Ｃｈｅｎｇ等

（２０１４）［１４］在研究北京市乡城转移劳动力社保参与

状况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由于农民工的流

动性较强、专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雇主往往不会

与之签订长期工作合同。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

会增加雇主成本，另在相关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又

存在着许多不合规的用人单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

雇主拒绝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结果；另外，程名

望等（２０１０）［１５］研究发现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认识

仍比较模糊，对保险和就业风险的预防作用并没有

足够的认知。由于农民工个体也需要为参与社会保

险缴纳相应的费用，个体认知能力不足和参保意识

薄弱也会限制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Ｆｅｉ，２０１３）［１６］。

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性风险保障产

品，对社会保险具有一定的替代与补偿作用

（Ｗｅｎｊｉｏｎｇ，２０１４）［１７］。由于本研究的侧重点是农

村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因此着重参考了有关

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文献。从家

庭经济因素角度上考虑，刘宏等（２０１２）［１８］研究认

为影响居民商业保险行为的因素为家庭经济购买

力；很显然只有具备一定的家庭财富，才会有能力

支出保费、配置商业保险。从家庭人口结构的角

度上考虑，樊纲治等（２０１５）［１９］提出家庭少儿占比

对家庭人身保险的参与具有显著正影响，而家庭

就业者占比对家庭商业人身保险需求具有抑制作

用。从人口统计因素角度上考虑，蒲成毅等

（２０１２）［２０］认为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获取和处理

信息，进 而 会 促 进 商 业 保 险 的 购 买；Ｙｏｇｏ

（２０１６）［２１］提出个体的健康因素也会影响保险产

品的购买，中老年人对健康风险的评估与对未来

医疗支出的预算会对中老年家庭的资产配置具有

重要影响，对未来健康情况预估不乐观的家庭会

更倾向于配置商业保险。同时，个体对保险的信

任水平也会影响保险购买，王宏扬（２０１７）［２２］提出

中国居民的商业保险需求程度较低，主要原因是

对保险产品的不信任。最后，从社会因素角度考

虑，吴玉锋（２０１８）［２３］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

本因素会显著影响城乡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

许荣等（２０１３）［２４］和刘宏等（２０１２）［１８］研究发现居

民的社会信任及社会互动等因素也会影响保险需

求，同时城乡社保对居民商业保险的参与也具有

显著的影响作用。

在社会保险机制在农民工群体中运行不顺

利、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社会保险认可程度不高的

背景下，农村家庭是否会通过购买补充商业保险

的行为来保障自己的风险呢？本文认为农村转移

劳动力对农村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行为受到

“拉力”和“推力”两方面影响。“拉力”是指农民

工可以通过外出打工获取额外收入，增加家庭购

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同时在外出打工期间也会

丰富自己的社交渠道与信息来源，增加金融知识

并且降低商业保险信息获取成本，从而促进家庭

购买商业保险等（刘宏等，２０１２［１８］；许荣等，

２０１３［２４］；Ｍｏｕｒｅ，２０１５［２５］）。应注意到，农民工拒

绝参与社会保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工

个体风险意识薄弱。Ｂｏｎｓａｎｇ（２０１５）［２６］提出风险

态度会影响居民家庭各类资产的配置情况，如果

家庭具有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则会倾向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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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产品以规避风险，可以据此推断农民工家庭

会由于风险意识不足而拒绝购买商业保险。农民

工对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和信任程度不足也同样

会抑制家庭购买商业保险行为 （秦芳等，

２０１６）［２７］。因此“推力”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在外

出打工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对保险产品产生的不信

任，或由于自身风险意识不足和认知水平不够而

导致的对商业保险产品的抗拒性。

对于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行为本身对农村家

庭购买商业保险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一方面

有利于探寻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家庭风险认知及

保险配置的作用，以促使其做出更合理的家庭

资产配置决策；另一方面有利于揭示在社会保

险保障机制运行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作为补

充产品的商业保险对农村家庭中所面临风险的

补充保障情况。以往的学者在研究我国劳动力

转移现象时，大都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侧重点

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或劳动力市场等。本研究的

创新之处在于转换了传统的研究视角，考虑到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

与我国社会保险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将研究的

侧重点放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对家庭商业保

险购买决策的影响上，是对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有关风险保障理论的丰富，同时也是对商业保

险需求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二、数据与变量介绍

（一）数据来源

采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２０１４年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ＣＦ

ＰＳ）数据。其调查规模覆盖了全国２５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经过数据清理后得到超过５９００个有

效的农村家庭样本，其中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

比例为５１．１％，没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比例为

４８．９％。户主作为农村家庭中主要的经济决策

人，样本中户主的平均年龄为５１．８岁，其中男性

占比为６８．８％，女性占比为３１．２％。

（二）变量定义

由于是重点研究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行为对家

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因此对外出打工变量的

处理十分重要。ＣＦＰＳ２０１４问卷中“过去１２个月，

您家是否有人帮其他农户做农活（如帮人种田、

养牲口等）或外出打工（如去城市打工）挣钱？”可

以反映被调查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外出打工。参考

现有文献的做法并结合问卷的结构，将农村居民

外出打工的有关变量定义为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外

出打工（若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外出打工，则该变

量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及家庭中外出打工成员的

数量占家庭中总人口数量的比值。

被解释变量的定义。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问卷中

“过去１２个月，您家用于购买商业性保险的支出

是多少？”可以反映家庭中是否购买了商业保险

及商业保险的参与程度。参考秦芳（２０１６）［２７］的

做法，将被解释变量定义为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

险（若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则该变量取值为１，否

则为０）及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占总支出的

比值。

参考秦芳（２０１６）［２７］和许荣（２０１３）［２４］的做

法，在实证过程中还控制了以下几个变量：家庭的

财富情况会影响家庭参与包括商业保险在内的各

项金融资产配置，因此采用家庭收入、存款等变量

的对数值衡量家庭财富。为控制社会保障对商业

保险参与决策的影响，构造了家庭社会保障情况

的虚拟变量，若家庭中有成员参与了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则该虚拟变量为１，否则为０。家庭人口

规模直接设置为家庭中的人口数量。此外，将可

能作为重要影响渠道的社会交往程度也作为控制

变量，参考有关文献后，将其度量方法定义为家庭

社会礼金支出的对数值。同时，已有文献证明人

口特征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情

况以及健康自评程度等因素也会对商业保险的参

与决策具有影响。考虑年龄的非线性影响，控制

了户主的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户主性别构造为

虚拟变量，男性为１，女性为０；户主受教育程度构

造为虚拟变量，若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大于 ９年

（初中以上学历），则该变量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户主婚姻状况设定为虚拟变量，在婚（含有配偶）

取值为１，其他情况（离婚、未婚、丧偶等）则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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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健康情况由自评不健康到自评很健康分别设

置，评分为０至５。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从表１可以

看出仅有２０％左右的农村家庭购买了商业保险，

其中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占５２．５％，商业保险

参与程度很低。相较于未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来

说，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情

况与外出打工人数占家庭总人口数的比值也无显

著差异，表明农村家庭劳动力转移现象可能对家

庭购买商业保险行为没有明显的影响。造成整体

商业保险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居民风

险意识不足或保险认知落后等。而在购买商业保

险的家庭中，家庭收入、家庭存款、户主教育程度、

健康自评状况和作为衡量社会交往能力的礼金支

出都高于未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同时户主年龄

相对较小，结果符合现有文献中有关家庭商业保

险需求因素的研究结论，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状况

与家庭婚姻状况在购买商业保险与未购买商业保

险的家庭中无显著差异。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购买商业保险 未购买商业保险

观测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外出打工情况 ９９２ ０．５２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８５３ ０．５０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打工人数占比 １００３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９３３ ０．２０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家庭收入 １００３ １０．２７５ ０．０００ １３．０６２ ４９３３ ９．８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３．０５５

家庭存款 １００３ ５．０６２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２２ ４９３３ ３．５９８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２２

社会养老保险 １００３ ０．７８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９３３ ０．７５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年龄 １００３ ４７．３４９ ２０．０００ ８６．０００ ４９３３ ５２．６４５ １７．０００ ９２．０００

性别 １００３ ０．６９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９３３ ０．６８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１００３ ０．９４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９３３ ０．８７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教育程度 １００３ ０．６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９３３ ０．４３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健康自评 １００３ ３．０９５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９３３ ２．８３９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家庭人口规模 １００３ ４．５１２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４９３３ ３．９７８ １．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社会礼金支出 １００３ ３．２４１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１８ ４９３３ ２．３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０６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根据前文，对于农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行为

对该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研究，将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Ｐｒ（ｃｏｍｍｉｎｓｕ＿ｄｍｉ＝１）＝Φ（α＋βＸｉ＋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ｉ） （１）

其中ｃｏｍｍｉｎｓｕ＿ｄｍｉ表示被调查家庭中是否

购买了商业保险，若该家庭中购买商业保险则该

变量取值为１，否则０；Ｘｉ为关注变量，表示家庭

中是否有成员外出打工及外出打工人数占家庭总

人数的比值；ｃｏｎｔｒｏｌｓ为前文所描述的各控制变

量，εｉ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同时，对

农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行为对该家庭商业保险购

买程度的影响，将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

ｙｉ ＝α＋βＸｉ＋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ｉ （２）

Ｙｉ＝ｍａｘ（０，ｙｉ） （３）

其中ｙｉ 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表示最优的

保费支出水平；Ｙｉ是可以观测到的保费支出水

平，表示商业保险参与程度，用家庭商业保险保费

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其他变量的设

置与上文中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相同。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行为对其家庭商业保险

购买的影响如表２所示，表２第（１）列至第（４）列

是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２）列与第（４）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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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均控制了省区宏观效应。可以看出，农村家庭

中劳动力外出打工行为是显著抑制了其家庭购买

商业保险。相较于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来

说，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

性会降低１２．４％，并且家庭中外出打工人员所占

比重越大，则该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越低。

在控制了省份地区固定效应后，外出打工行为对

其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不变，但显著性水平

降低。如前文所述，在农民工对社会保险参与程

度不高的情况下，商业保险理应作为其替代产品，

但回归结果显示外出打工的行为会显著抑制其家

庭购买商业保险，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

下几方面。第一，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需求最重要

的因素是家庭的风险意识（Ｏｕｔｒｅｖｉｌｌｅ，２０１５）［２８］，

然而当前许多农村家庭不能很好的识别所面临的

各种风险（Ｆａｎｇ，２０１６）［２９］。在农村地区外出打工

行为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其家庭并未将这种现象

视为一种存在风险的现象，只是习惯并且适应了

这种获取收入的方式。第二，农村地区由于教育

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农村家庭的认知能力普遍较

低。从农村外出打工的人员往往由于教育程度受

限，工作性质与工作环境也很难有助于提高认知

能力，其结果便是整个家庭的认知能力水平不足。

认知能力包括了对风险的认知以及对商业保险

产品的认知。研究发现相比于认知能力低的家

庭而言，认知能力较高的家庭会更准确地识别

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并且更倾向于通过商业保

险的方式进行保障（Ｃｈｒｉｓｔｅｌｉｓ等，２０１０）［３０］。第

三，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方式较为传统，

《２０１７年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显示，银行存

款这一传统保守的资产配置方式仍然是大多数

农村家庭的首选。总体来看，相对贫困的家庭

条件会促使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收

入绝大部分都直接用于家庭生活支出，少部分

结余也不倾向于投入风险市场，而是选择存入

银行这种相对安全的金融机构。最后，居民外

出打工期间雇主为其购买部分保险会对其家庭

保险购买产生一定的“挤出”作用，而且打工行

为会显著提高其家庭经济收入，而经济收入的

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风险应对能力，进

一步减少商业保险的支出。上述几方面原因虽

针对全部农村家庭，但从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家

庭来看，由于其家庭中主要经营者会在不同的

环境中面临更多的风险，且承担着各类风险的

劳动所得收入还会面临不合理配置，一旦风险

事故发生对这类家庭实则损失更大。

　表２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行为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

变量名称
对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 对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程度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是否外出打工
－０．１２３９ －０．０４７５ － －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４５ － －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４６１） － －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８） － －

打工人数占比
－ － －０．１８９８ －０．０６７６ － －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７９

－ － （０．０８３４） （０．０８６５） － －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１１）

家庭收入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４）

家庭存款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社会养老保险
０．１５００ ０．１７５０ ０．１４０６ ０．１６７９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４８８）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６）

年龄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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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性别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６０）

婚姻状况
０．１３３４ ０．１２８５ ０．１５５５ ０．１４８１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８０３）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７９９）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０４）

教育程度
０．２６２７ ０．２６８９ ０．２５９４ ０．２６５１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８）

健康自评程度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６）

社会礼金支出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常数项
－２．１９８５ －２．３７１８ －２．３３９９ －２．５０７３ －０．２８４６ －０．２９５９ －０．３０４４ －０．３１４１

（０．３１９４） （０．３３２２） （０．３１３４） （０．３２６２）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４２６）

省份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５８４５ ５８４３ ５９３６ ５９３４ ５８４２ ５８４２ ５９３３ ５９３３

　　注：表中报告的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显著。

　　表２第（５）至（８）列验证了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回

归结果，其中第（６）列与第（８）列均控制了省区

宏观效应。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家庭中有劳动

力外出打工对商业保险购买程度的影响是显著

负相关的，且家庭中外出打工人数占比越高，商

业保险购买程度越低。在控制了省区固定效应

后，影响符号不变，但显著性水平降低，这个结

果与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结果一致。家庭收入、存款等物

质财富衡量指标都对其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行

为具有显著正影响，其原因可能是物质财富是

商业保险消费的必要前提条件。与前文假设结

果不同，家庭社会保险的参与会显著促进商业

保险的购买，两者并不是替代作用，因此可以推

断家庭的风险意识与保险意识才是促进保险消

费的关键因素。婚姻状况为已婚，且家庭人口

规模较大的农村家庭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

这是因为家庭中人口规模越大，则面临的各类

风险也会越高，且购买保险的行为也是对婚姻

中伴侣以及家庭其他成员负责任的表现。最

后，教育程度与衡量社会交往能力的社会礼金

支出都对农村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具有正向影

响，这个结论也符合现有文献的有关结论。

（二）内生性讨论

前文的实证模型可能由于存在解释变量与

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基准

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行为会对家庭

商业保险购买产生抑制作用。但同时，购买商

业保险的行为由于会降低家庭未来发生大额经

济损失的可能性，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又相应会

降低财富积累目标，减少外出打工行为；反之，

未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村家庭会面临更大的经济

损失风险，对收入的要求更高，更倾向于做出外

出打工的决策。

选用家庭土地资产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

归，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农村家庭所处地区的

耕地面积会显著影响其成员进行外出打工的行

为。一般来讲家庭中耕地面积越大，则其家庭

成员会更倾向于在家务农，而不选择外出打工

（郭力等，２０１１）［３１］。考虑到问卷中并未调查家

庭耕地面积大小，因此选取农村家庭土地资产

作为该家庭耕地面积的替代变量。第二，农村

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决策，往往不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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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庭耕地面积大小即土地资产大小的影响，

而是其户主根据其家庭中各种复杂的实际状况

独立决策的结果。因此，家庭土地资产对解释

变量内生，而对被解释变量外生，可以作为工具

变量以检验内生性；考虑到数据的性质，在回归

中对土地资产进行对数化处理。

工具变量替代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其中偶数列均控制了省区宏观效应。从表３可

以看出，一阶段估计 Ｆ值表示所选择的工具变

量不为弱工具变量，且除第（５）列外所有工具变

量回归的结果均通过了 Ｗａｌｄ检验，表示其具有

内生性。总体来看，工具变量回归系数远大于

基准模型回归，且在控制省区固定效应后结果

更为显著，表明原模型可能很大程度上低估了

外出打工对其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抑制效应。

考虑到不同省份的地区固定效应，农村家庭劳

动力外出打工的行为会更显著抑制其家庭购买

商业保险。

　表３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名称
对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对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程度的影响（Ｉｖ－Ｔｏｂｉｔ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是否外出打工
－０．７１５２ －０．９０８０ － － －０．０７１３ －０．０９２５ － －

（０．３１６８） （０．２９８５） － －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３４４） － －

打工人数占比
－ － －１．４６７２ －１．７９９１ － － －０．１４３９ －０．１８０８

－ － （０．６１０９） （０．５８０６） － － （０．３８８１） （０．４３７６）

一阶段估计Ｆ值 １２６．４４ ５８．７６ ７７．７１ ３７．７６ １２６．３３ ５１．６８ ７７．７０ ３６．０２

省份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５８５５ ５８５３ ５９６５ ５９４４ ５８５２ ５８５２ ５９４３ ５９４３

ＷａｌｄｔｅｓｔＰ值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１２０２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８８０ ０．００６５

　　注：表中报告的系数为回归系数，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显著；其他变量已控制。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模型的稳健性，将有关解释变量

与被解释变量进行重新处理。首先，将解释变量替

换为打工人数并带入基准实证模型，结果如表４中

（１）至（４）列所示，其中前两列和后两列分别为

Ｐｒｏｂｉｔ与Ｔｏｂｉｔ模型回归结果，该结果显示在未控

制省区固定效应的回归中打工人数每增加１人，会

使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降低６．４１％，购买程

度降低０．８％，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随后，使用

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作为衡量购买程度的指标，

保持解释变量为打工人数不变，使用Ｔｏｂｉｔ模型处

理，回归结果如表４中（５）至（６）列所示，该结果显

示打工人数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程

度。证明基准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对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 对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程度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打工人数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３８ －０．６６４２ －０．３０９３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８） （０．２０６６） （０．２０７９）

常数项
－２．４３８１ －２．５７６６ ０．１３５５ ０．１３３４ －２５．２６００ －２５．７９９５

（０．３１６２） （０．３２８８）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４２９） （０．２９０４） （３．２５５７）

省份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５９５６ ５９５４ ５９５３ ５９５３ ５９５６ ５９５６

　　注：表中报告的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显著；其他变量已控制；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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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影响机制分析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行为会

降低其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

本研究在进行影响机制分析的过程中，增加了家庭

社会礼金支出和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外出打工的交

互项，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外出

打工的交互项，其原因为以下两点。首先，家庭中

有成员外出打工应当会拓宽该家庭的社会交往渠

道，从而增加该家庭获取保险相关信息的可能性，

进而增加购买商业保险；其次，由于农村地区的教

育质量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在外出

打工时选择的行业与岗位也会有差异，这可能也会

影响其家庭做出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决策。

在上述两个交互项的处理中，将家庭社会礼

金支出变量重新定义为虚拟变量，若该家庭进行

了社会礼金支出，则该变量为１，否则为０；户主受

教育程度变量处理方法不变，即受教育程度为初

中及以上，则该变量为１，否则为０，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５所示。该分析结果显示，两组交互项变量

的正向边际效应与显著性水平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与

Ｔｏｂｉｔ模型中都极高。具体来说，在未控制省份变

量的样本中，对于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若该家

庭中有社会礼金支出则该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

能性会提高２１．９３％，户主受教育水平若为初中

及以上则该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会提高

２３．１２％，促使外出打工对农村家庭是否购买商业

保险的影响总体转变为正向，对商业保险购买程

度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产生

巨大差异。因此可以推断在基准回归中外出打工

对其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负影响，极大程度上是

由于农村地区整体受教育水平不足且社会交往效

率低下导致。

　表５ 影响机制的交互项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对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程度的影响（Ｔｏｂｉｔ模型）

（１） （２） （３） （４）

是否外出打工
－０．２６２４ －０．１８５３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５１０）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５）

礼金支出×是否外出打工
０．２１９３ ０．２４７６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８３４） （０．０８４５）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０８）

教育程度×是否外出打工
０．２３１２ ０．２２３３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７５）

常数项
－２．１２０９ －２．３２８７ －０．２８０４ －０．２９６１

（０．３１７８） （０．３３０５）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２９）

省份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５８６５ ５８６３ ５８６２ ５８６２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２０１４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ＣＦＰＳ）

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打工

行为对其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

庭中有成员外出打工的行为会显著降低其家庭商

业保险购买的可能性与购买程度。在讨论内生性

问题时选用家庭土地资产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替代

回归，发现外出打工和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存在互

为因果的影响，基准回归可能高估了外出打工对

该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抑制作用。随后，通过对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证明基准模型

具有稳健性。最后，交互项回归分析表明农村居

民外出打工行为抑制其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两个

重要渠道是农村地区整体教育程度不足且社会交

往效率低下。

在社会保险保障制度运行状况并不是非常理

想的前提下，商业保险由于其相对自主的特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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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于社保体制之外的农民工的风险保障的有效

替代产品。对农民工群体及其家庭提供有效的风

险保障，是稳定社会秩序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前提。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尝试从以下三方面

提出针对性建议：

第一，农民工家庭要树立风险认知、增强保险

意识。在家庭收入增加的同时，更应客观理性地

看待自己及家庭成员面临的风险，强化风险保障

理念；提升家庭社会交往能力，拓宽信息获取

渠道。

第二，商业保险公司在宣传保险产品时，要结

合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缺乏、整体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实际情况，实施丰富多元化的保险推广手段，

降低农民工家庭信息获取成本；更多地关注农民

工群体及其家庭的保险需求，开发更适合他们的

保险产品，从而对其提供有效的风险保障。

第三，国家在继续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

设的同时，应以更清楚、更简洁的方式对全民进行

基础风险意识普及；更多地关注到农民工家庭等

相对弱势群体，在帮助其收入提高的同时更应注

意到他们的风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在出台相关

商业保险政策时，要考虑到农民工等特殊职业群

体，将保险保障落实到社会最基层。

参 考 文 献

［１］齐明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

研究［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４）：１２７

－１３５．

［２］万晓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

计量研究［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２－３１．

［３］姚志春，尚海洋，毛必文．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

增长的真实贡献研究———基于机会成本视角下分析

［Ｊ］．资源开发与市场，２０１６（１）：５１－５５．

［４］赵周华．少子化、老龄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理论分析

与实证检验［Ｊ］．兰州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６）：４３－５３．

［５］王琼，何哲飞．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差异研究［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６）：７０－７６．

［６］向国成，曾小明，韩绍凤．农村家庭异质性、转移就业

与收入回报———基于匹配估计量的经验分析［Ｊ］．中

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３（１１）：４６－５６．

［７］秦立建，陈波，秦雪征．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

影响分析［Ｊ］．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１３（６）：１１０－１２０．

［８］解垩．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Ｊ］．世界经济文汇，

２０１１（１）：１０９－１２０．

［９］杨祥禄，侍慧宇，李华．农村人口结构特点与推进农村

劳动力有序转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Ｊ］．农村经

济，２０１２（４）：９９－１０３．

［１０］宗庆庆，刘冲，周亚虹．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

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的证据［Ｊ］．金融研究，２０１５（１０）：９９－１１４．

［１１］于长永．农民养老风险、策略与期望的代际差异［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５（３）：２４－３２＋１１０．

［１２］ＺｏｎｇＸ，ＧｕａｎＸ，ＧａｏＹ，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

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Ｊ］．Ｅｕｒａｓ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３（１）：７９４９－７９６０．

［１３］ＧａｏＱ，ＹａｎｇＳ，ＬｉＳ．Ｌａｂｏ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Ｊ］．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２３：１１９５－１２０５

［１４］ＣｈｅｎｇＺ，ＮｉｅｌｓｅｎＩ，ＳｍｙｔｈＲ．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ｕｒｂａ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４，４１：２４３－２５２

［１５］程名望，史清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一个基于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实证分析［Ｊ］．

经济评论，２０１０（４）：４９－５５．

［１６］ＦｅｉＧ＆Ｚｈａｎｘｉｎ，Ｚ．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ｆ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ｕｒＭａｉｎＣｉｔｉｅｓ［Ｊ］．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２０１３，３．

［１７］ＷｅｎｊｉｏｎｇＨ．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９）：００８．

［１８］刘宏，王俊．中国居民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研究———基

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角度［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２

（４）：１５２５－１５４８．

［１９］樊纲治，王宏扬．家庭人口结构与家庭商业人身保险

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的实

证研究［Ｊ］．金融研究，２０１５（７）：１７０－１８９．

［２０］蒲成毅，潘小军．保险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金融

机理研究［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增刊１）：１３９－１４７．

—１８—

贾昊文，王晓全 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行为会促进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吗？



［２１］ＹｏｇｏＭ．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Ｃｈｏｉｃｅｉｎ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ａｎｄ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Ａｎｎｕｉｔｉｅｓ，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ｓｋｙＡｓｓｅｔ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８０：１７－３４．

［２２］王宏扬．中国家庭商业人身保险需求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Ｊ］．金

融论坛，２０１７（３）：５１－６５．

［２３］吴玉锋．社会阶层、社会资本与我国城乡居民商业保

险购买行为———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的调查数据［Ｊ］．中

国软科学，２０１８（６）：５６－６６．

［２４］许荣，张迪，吉学．新农合对农户商业医疗保险需求

影响的研究［Ｊ］．保险研究，２０１３（３）：１２０－１２７．

［２５］Ｍｏｕｒｅ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Ｃｈｉ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ｎｓ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６，１５（２）：２０３－２２３．

［２６］ＢｏｎｓａｎｇＥ，ＤｏｈｍｅｎＴ．Ｒｉｓｋ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ｇ

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１１２：１１２－１２６．

［２７］秦芳，王文春，何金财．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

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的实

证分析［Ｊ］．金融研究，２０１６（１０）：１４３－１５８．

［２８］ＯｕｔｒｅｖｉｌｌｅＪ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Ｌｉｆ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ｓ，２０１５，２９（１）：９７－１１１．

［２９］ＦａｎｇＨ．Ｌ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Ｍ］／／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Ｈｏｌ

ｌａｎｄ，２０１６，１：２３７－３０９．

［３０］ＣｈｒｉｓｔｅｌｉｓＤ，ＪａｐｐｅｌｌｉＴ，ＰａｄｕｌａＭ．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Ｃｈｏｉｃｅ［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５４（１）：１８－３８．

［３１］郭力，陈浩，曹亚．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农

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地

区６省的农户调查［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１（６）：４５

－５３．

Ｗｉｌｌ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ｉｒ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ＦＰＳＤａｔａ

ＪＩＡＨａｏ－ｗｅ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ｕａ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１１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ｕｒａｌ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ｉｒ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ｆａｃｅｄｂｙ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ｎｏｔｗｏｒｋ

ｉｎｇｗｅｌｌ，ｗｉｌｌ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ｒｒｉｓｋ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ｒｕｒ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ｉｒ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ｏｎ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ｄａ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ｆａｍｉｌｙｌａｎｄａｓｓｅｔ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ｓ，ｉｔｉ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ｅｌｐ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ｗｈｙ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ｄｏｎｏｔｂｕｙｍｕｃ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ｍ

ｐａｎｉｅ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ｍａｋ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张宏峰）

—２８—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２期



总３５卷　第２期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９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ｐｒ．，
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

２０１９

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深度衔接研究



●　雷兴长

（兰州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要：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不仅是民族贫困乡村的发展问题，而是整个民族
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有些贫困问题，需要脱贫措施与振兴战略的深度衔接，逐一化解。一要推动生态扶贫与生

态开发的深度衔接；二要推动传统农牧业脱贫与现代农牧业振兴的深度衔接；三要推动民族乡村文化与现代科学

文化的深度衔接；四要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与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振兴协作的深度衔接。

关键词：民族地区；脱贫振兴；深度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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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脱贫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基础。既要

积极利用当前国家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特殊优惠政

策，打好脱贫攻坚战；更要大胆利用好国家对深度

贫困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做好精准脱贫与乡村

振兴的衔接工作。推动脱贫措施与振兴战略的有

效对接，为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

物质基础。

　　一、推动生态扶贫与生态开发的
深度衔接

　　自然生态环境是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生存与发

展的客观基础，也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都要面对的一大难题。深度贫困民族地区陷入贫

困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生态贫瘠、自然环境恶劣。

在精准扶贫脱贫阶段，民族贫困地区要通过自然

生态保护，实现生态脱贫、生活脱贫；在民族乡村

振兴阶段，民族贫困地区要通过绿色生态开发，实

现生态产业振兴、环境绿色美丽。

（一）客观正视深度民族贫困地区的自然生

态环境因素

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正视深

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因素。由于历史

演变过程中的诸多复杂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大多

都生活在自然环境严酷、自然生态贫瘠的地域。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任何一个民族都要面对这一客观现实。

自然生态贫瘠是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无法回避

的客观因素。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藏族

生活的主要地域是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区域。高海

拔、气候寒冷、极度缺氧、物种稀少、生长期短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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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聚居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主要特征，对藏族农牧

业生产和农牧民生活的限制性影响极大。同为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新疆南疆四地州，雪

山冰川、高原大山、沙漠、戈壁是其自然生态环境

的主要特征，维吾尔族等民族只能生活在地域面

积极为有限的绿洲之中，农牧业生产和民众生活

受到较大限制。同样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民

族地区的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和甘肃临夏州，

地处青藏高原的外边缘，雪山冰川、山高沟深、土

地贫瘠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极大地制约着在当地

居住生活的各个民族的经济发展。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有普

遍存在的生态贫瘠问题，又有各自不同的特殊自

然环境问题。实施乡村脱贫与振兴，必须要深度

了解民族地区面对的自然生态贫瘠的客观情况和

民族乡村所处的人文发展环境的具体情况，尤其

是要掌握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内在

规律和可利用价值，要敢于、善于把自然生态劣势

转化为自然生态优势，增强脱贫振兴措施的客观

性、科学性、前瞻性。如果认知准确、准备充分、对

接恰当，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劣势，也有可能会

成为民族乡村脱贫振兴的一大优势。

（二）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绿色开发的关系

严酷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时是很难改变的。对

自然生态贫瘠，认真对待，积极努力，也是有可能化

解这一生态难题的。关键在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

要科学准确把握生态保护与绿色开发的关系，善于

将自然生态劣势，转化为民族乡村生态优势，转化

为生态经济发展的优势，创造更多更好的具有民族

地域特色的生态产品，提供更多更好具有绿色特色

的观光服务，促进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

在脱贫攻坚阶段，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要坚守

自然生态保护的底线，通过生态保护实现生态脱

贫、生活脱贫，而且生态保护要有力，生态脱贫要

坚决：一是对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民族

村落，要加紧实施“生态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力

度要大，态度要坚决，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保护和生

态贫瘠问题；二是通过扩大生态保护补偿，推进深

度贫困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事业，解决保护区的民

族贫困乡村的人口贫困问题；三是通过增加生态

保护工作岗位，推动一些贫困农牧民身份转

换———由传统农牧业的生产经营者转化为拥有工

资收入的生态保护职工，从根本解决他们的贫困

问题；四是对自然生态贫瘠、日照资源丰富的民族

村落，要把鼓励支持发展设施农牧业项目作为主

要脱贫措施，推动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与进步，

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五是对自然生态独特、

自然风光优美、自然景色迷人的民族村落，通过非

农牧业产业项目脱贫，创建自然风景旅游特色民

族村镇和打造旅游精品线路，形成旅游服务产业

链。通过生态保护实现脱贫，通过绿色开发实现

振兴，使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最终实现自然生态保

护与绿色生态开发的有机衔接。

（三）坚守、应用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

规律

通过遵守自然生态环境变化规律，推动生态

保护与绿色开发的内在衔接。深度贫困民族地区

的各级政府，要善于发现、遵守、利用自然生态环

境的变化规律，构造自然生态保护与绿色生态开

发深度衔接的共同基础。

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不论是推动脱贫攻坚

战，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遵守自然生态

规律，要有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战略

取向：一是顺应自然，遵守自然生态环境的运行规

律，这是民族乡村脱贫振兴的基本取向；二是利用

自然，积极应用自然生态环境变化规律，为农牧业

发展服务———顺势而为，这是民族乡村脱贫振兴

的能动取向；三是改造自然，在不违背自然生态规

律的基础上，利用科学技术，强化对自然要素的再

构造、再利用，推动农牧业生产发展，这是民族乡

村脱贫振兴的个别取向。

要想尽量减少严酷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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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度约束，民族乡村脱贫振兴的

特殊取向，就是要向非农牧业产业倾斜，发展工商

产业。在一般情况下，工商产业发展对自然生态

环境的依赖程度并不大，大多数现代工商产业甚

至可以超脱于自然生态环境，独自生存发展。因

此，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应该在现代产业发展领域

投入更多精力、资金、资源，摆脱自然生态环境不

利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约束。

　　二、推动传统农牧业脱贫与现代
农牧业振兴的深度衔接

　　经济是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共

同物质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是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的主要推进途径。通过调整结构，深化农

牧区供给侧改革，推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传统

农牧业脱贫项目与现代农牧业振兴产业的有机

衔接，使脱贫项目更接地气，振兴战略更有生

命力。

（一）找准深度民族贫困地区经济构成的

短板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根源主要是经

济基础薄弱，具体表现在地区经济结构的严重滞

后。在民族地区的经济构成中，传统农牧业经济

所占比重过大，现代农牧业产业发展落后，工商业

经济占有量太少。民族地区经济落后还表现在生

产专业化程度偏低，难以有效参与国内经济分工

和国际市场分工。民族地区生产专业化发展水平

不高，同样表现在工业领域。

在一般情况下，传统农牧业经济所占比重越

大，意味着经济构成的层次越低。２０１５年，在全

国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农牧业只占８．６％；在全

国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构成中，农业占到了

１４．９２％。在甘肃省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构成

中，农业却占到１７．３４％。在深度贫困的民族地

区经济构成中，传统农牧业产值所占比重普遍较

高：２０１５年，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农牧业产值占到

了４３％，喀什地区占２９．１％，和田地区占２６．８％，

甘南藏族自治州占２１．３４％，临夏回族自治州占

１７．１％，果洛藏族自治州占 １６．４８％。在农村人

口占多数的情况下，农牧业产值占的比重越大，意

味着对传统经济的依赖越重，人均收入越低，贫困

问题就更为严重。

　表１ ２０１５年６个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经济构成

区域
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亿元）

第二产业

（亿元）

第三产业

（亿元）

人均产值

（元）
占比（％） 占比（％） 占比（％）

全国 ６８９０５２ ６０８６２ ８．８ ２８２０４０ ４１．００ ３４６１５０ ５０．２０ ５０２５１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２１１．４０ ３６．１４ １７．１０ ４４．８３ ２１．２０ １３０．４４ ６１．７０ １０５２７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１２６．５４ ２７．０１ ２１．３４ ２０．７０ １６．３６ ７８．８３ ６２．３０ １７９９０

新疆喀什地区 ７８０．１２ ２２６．７５ ２９．１０ ２４０．８０ ３０．９０ ３１２．５７ ４０．００ １７４３１

新疆和田地区 ２３４．０５ ６２．６７ ２６．８０ ３４．７２ １４．８０ １３６．６６ ５８．４０ １０２１５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６０．５５ ２５．７２ ４３．００ ２３．３１ ３８．００ １１．５３ １９．００ １５０７３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３５．６６ ５．８８ １６．４８ １３．６８ ３８．３７ １６．１０ ４５．１５ １８０８９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６年全国统计年鉴和２０１５年有关民族地区统计公报整理。

　　在甘肃省的临夏、甘南两个深度贫困民族地

区经济结构中，不仅农牧业比重较大，而且传统种

植业、畜牧业在农业经济构成中比重较高。２０１６

年，临夏州农业总产值６２．６６亿元，其中种植业产

值４１．７６亿元，占 ６６．６４％。甘南州农业总产值

３７．８６亿元，其中传统牧业产值 ２４．５０亿元，占

６４．７１％［１］。民族经济结构和农业经济构均处在

低层次状态，这是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普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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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二）推动深度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结构层次

逐级优化提升

在脱贫攻坚阶段，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主要是

通过调整各个民族贫困村、贫困户的传统农牧业

经营结构，优化具体经营项目构成，达到增加生产

经营收入的脱贫目标；在乡村振兴阶段，要通过调

整民族乡村传统农牧业与现代农牧业产业的经营

构成，通过调整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推动乡

村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长足进步。

近三年，精准扶贫转入脱贫攻坚战阶段，按时

脱贫是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硬指标、硬任务。民

族贫困村、贫困户要全力落实、认真抓好传统农牧

业经济结构的调整，选择市场效益好、经营收入高

的脱贫项目，努力实现按时脱贫目标。在传统农

牧业构成中，畜牧养殖业、经济作物、瓜果蔬菜属

于高效农业，也是在短期内可以见效的脱贫项目。

但是，脱贫项目的收入效益取决于要有稳定的农

产品市场，尤其是农牧业产品市场价格稳定是关

键环节。

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

性作用，更要发挥好政府的积极协调作用，有关政

府部门要全力确保农产品市场价格稳定，为脱贫

项目获得较好经济收益保驾护航。要构建农牧业

市场稳定保障体系，大力修建畜产品冷库、瓜果蔬

菜温度调节库；要根据贫困户的脱贫标准、脱贫项

目收益，设立农产品价格收购底线或农产品价格

保险制度。在民族乡村脱贫攻坚阶段，要有宁肯

由政府承担农产品经营风险，也决不能让贫困户

承受农牧业经营损失的胆略与担当。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不仅是民族

乡村、农牧民的生活贫困，而是一个民族地区经济

的发展落后，间接导致民族乡村农牧民陷入贫困。

因此，国家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扶贫脱贫政策

要有深度、力度，有关民族地区政府的脱贫思路、

脱贫措施要有广度、长远打算，在脱贫项目布局

上，要有为将来的民族乡村振兴和产业结构调整

做好战略筹划的准备。

目前，根据脱贫攻坚战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

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已经加大了产业项目布局的

倾斜力度：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要优先安排能源、

交通等重大投资项目；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优先

实施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社会事业领域重大工

程项目；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重大项目，加快审

批、落地进度；取消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公益性项目

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政策，等等。国家正在通过政

策、资金和项目聚集，推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经

济结构调整、经济快速发展，为民族贫困乡村脱贫

攻坚战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环境。

在脱贫攻坚战阶段，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要主

动大胆利用好国家的优惠政策，积极进行经济结

构调整优化、全面进行现代产业布局，推动脱贫攻

坚与经济振兴的衔接：一是要大胆对传统产业进

行升级改造；二是要积极对现代产业进行立项建

设；三是要主动引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四是要

积极与东部沿海扶贫协作省市、单位沟通协商，进

行东西部产业联合战略布局；五是要探讨把国家

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战略性投资，转化为贫困

农牧民脱贫增收的有效途径，等等［２］。

（三）抓好传统农牧业脱贫项目与现代农牧

业振兴的产业深度衔接的关键环节

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推动传统农牧业脱贫

项目与现代农牧业振兴产业的深度衔接，要通过

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农牧业生产经营的重点由

产量增长为主，逐步转变为质量提升为主；二是农

牧业生产经营的方式由传统的农户经营方式为

主，逐步转变为现代农牧业的产业经营方式为主；

三是民族乡村经济结构由农牧业为主，逐步转变

为现代农牧业、农牧业服务产业、非农牧业产业并

举的多元化经营结构。

从精准扶贫脱贫向乡村振兴过渡，实际上是

从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的转变，也是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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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方式的重大转变与进步过程。传统农牧

业是粗放式生产经营，重视土地资源规模，看重农

产品的产量；现代农牧业是精准式生产经营，看重

先进农牧业生产技术，重视农产品的质量。传统

农牧业是个体农户自主生产经营，农产品销售渠

道单一，缺少掌控市场的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差；

现代农牧业是产业化协作生产经营，销售渠道多

元化，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较强。

由于生态保护的底线不可逾越，牧区草场载

畜量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耕地面积规模难有再扩

大的机会，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实现

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经营转变，由传统

农牧业经营模式向现代农牧业经营模式的战略转

变，努力扩展设施农牧业，重点提升农牧产品质

量。同时，根据农牧业产品市场不稳定、市场风险

较大的特征，大力推动调整农牧业经营主体结构，

逐渐把由个体农牧民为主的单一经营主体，转换

为农牧业经营强人、股份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现代农业企业为主的多元经营主体。

总之，要充分利用国家重视和支持深度贫困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大好时机，推进农牧区经济

体制改革，努力实现脱贫与振兴并举，及时推动脱

贫项目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三、推动民族贫困地区乡村文化
与现代科学文化的深度衔接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根源之一，是

民族文化构成不够完善，缺少现代文化要素。要

通过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深度衔接，完善深度

贫困民族地区文化构成，激发民族乡村脱贫与振

兴的内生动力。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广大农牧

民始终是脱贫与振兴的主体，乡村脱贫振兴要依

靠农牧民的内生力。内生力量来自于农牧民的自

信，有自信才会有追求、有目标、有干劲。自信来

自于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知识。

（一）把民族文化个性转化为农牧民脱贫振

兴的内生动力

民族文化个性是民族差异的具体体现。在广

大民族地区，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个性，

但是多过于传统、保守。自然生态环境是形成民

族文化个性的客观基础。在农业社会时代，一个

民族的生活、生产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

个性也滋生于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对大

自然的认知能力、利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敬

畏大自然，顺应自然环境，由此养成一个民族的基

本文化观。由于各民族生存、生活于不同的自然

生态环境之下，也就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

个性。

推动民族乡村脱贫振兴，要准确把握民族文

化个性，处理好乡村脱贫振兴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

举措，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大

措施。精神世界的变化应该顺应物质世界进步的

需要，民族文化应该满足民族乡村脱贫振兴的需

要。因此，在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文化与民族乡村

脱贫振兴要相向而行，确保民众心态与乡村脱贫

振兴的高度一致。

目前，民族地区文化构成虽然已经发生变化，

但在民族自治区与民族贫困地区（民族贫困州、

县）仍存在着较大差异。从表面上看，民族自治

区与民族贫困地区的文化构成要素几乎一样，都

是由传统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而成；然而二

者之间的差异却比较大，民族自治区文化已经是

现代文化占主导地位，民族贫困地区文化仍然是

传统民族文化占主导地位。

在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

农牧区人口也占据绝对多数，民族宗教文化和农

牧传统文化的流行，就有了相应的社会基础，现代

文化、城市文化很难迅速融入，也难以使民族乡村

的文化构成发生较大变化。２０１５年，玉树自治州

的藏族人口占９７．７％，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

占９６．７２％，喀什地区的占９２．０２％，果洛州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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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９１．８７％，临夏州回族占 ５７％，甘南州藏族占

５３２０％；同年，６个民族自治州的农牧区人口占

的比重也均在６８％至７９％之间。民族人口和农

牧民占多数的社会生态，使民族宗教和农牧文化

相融合的传统民族文化，对民族贫困地区人们的

观念、行为有着难以想象的约束力。

　表２ ２０１５年６个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人口构成

民族地区
总人口

（万人）

农牧区人口

占比（％）

少数民族人口

占比（％）

汉族人口

占比（％）

主要少数民族人口

占比（％）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２０１．２１ ６８．７９ ５９．２０ ４０．８ ５７．００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７０．５０ ６９．５０ ５９．８０ ４０．２ ５３．２０

新疆喀什地区 ４４９．９２ ７５．７７ ９３．４９ ６．５１ ９２．０２

新疆和田地区 ２３２．４３ ７３．３９ ９６．９３ ３．０７ ９６．７２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３９．１８ ７９．０７ ９８．６０ １．４ ９７．７０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２０．０２ ７５．９６ ９２．５１ ７．４９ ９１．８７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民族地区２０１５年统计公报整理。

　　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仍然把大

多数农牧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难以从传统生产

方式中解放出来；传统民族文化仍然束缚着大多数

农牧民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难以主动地接触、接

受现代知识、现代技术、现代观念，无法提升自身素

质和发展能力；传统民族文化仍然束缚着大多数农

牧民的思维方式、生活行为；传统民族语言文字造

成的交流障碍，使他们难以走出家乡，也害怕走出

去，从而无法寻找更多发展机会、赢得更多经济

收入。

因此，必须化解传统民族文化对农牧民内生

发展力的束缚，积极把民族文化个性，转化为民族

乡村广大农牧民脱贫振兴的内生动力。

（二）推动现代科学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的

有机融合

打好脱贫攻坚战，推进民族乡村振兴，必须要

完善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文化构成，全力推动以科

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的

有机融合，把具有较强凝聚力的传统民族文化，积

极转化为民族乡村广大农牧民脱贫振兴的内生

动力。

一是通过现代科学知识，完善民族文化构成，

提升农牧民对大自然、现代事物的认知能力，建立

脱贫自信心，形成自信、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意

愿和决心。再通过地方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强有力

助推，把农牧民的脱贫自信转变为脱贫振兴的内

生动力。

二是通过有组织的公益性、常态化的专业技术

培训，加强民族贫困乡村的科学知识、现代技术的

普及，提升广大农牧民从事农牧业生产和外出务工

经商的基本技能，使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成为拥有

一技之长的多面手，在家能务农、在外能务工，以强

化农牧民生存、务工、创业的内生发展能力。

三是通过培育现代竞争意识，建立脱贫激励

机制，对主动要求脱贫，争取脱贫项目、实施脱贫

项目的贫困农牧民，要积极热情帮扶，落实脱贫项

目配套资金，全面支持实现脱贫项目效益，并给予

适当的脱贫奖励，使民族贫困乡村内生脱贫行动

转变为内生脱贫成果。

四是通过在民族地区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现代文化的载

体），推动现代文化知识进入民族乡村的家家户

户，提升农牧民掌握科学知识、了解国内外市场信

息和利用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同时，通过普及

国家语言文字，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树

立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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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好现代科学文化嵌入民族乡村文化

的关键环节

强化对民族地区儿童、青少年的现代文化知

识教育，这是现代文化嵌入少数民族文化的关键

环节。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完善民族文化构成，

树立现代文化的主导地位，要从对民族儿童、青少

年强化现代教育入手。在很长一个时期，民族乡

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振兴现代教育，普及

现代文化。通过强化现代文化教育，提升民族乡

村农牧民下一代的内生发展动能。

一是通过普及现代义务教育，在民族乡村农

牧民的子女一代，打好培养滋生内生发展力的基

础。在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校，要抓好现代知识、科

学技术的基础教育，这是培养民族乡村内生发展

力的主要环节。“先入为主”，要有与传统民族宗

教文化抢夺农牧民子女教育主导权的意识。

二是通过扩大中高级职业教育，使民族乡村

青少年掌握从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拥有务工就业、

创业经营的内生发展能力。要考虑到民族地区尤

其农牧区青少年将来有可能要跨产业、跨区域进

行就业、创业，在职业教育期间，必须强化汉语言

文字的教育内容，使大多数青少年拥有在外发展

的素质与条件。

三是通过推动民族文化开放，积极吸纳、消化

更多的优秀文化基因，提升整个民族区域的内生

发展力。通过现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融

合，促进民族思维观念的开放、发展、进步；通过现

代高等教育，培养大批民族复合型人才，满足乡村

振兴对民族人力资源的需求。

　　四、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与民族贫
困地区扶贫振兴协作的深度衔接

　　借用民族地区区域之外的现代力量，催生民

族乡村脱贫振兴的内生能量。改革开放以来，尽

管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获得了重大发展，但是

仍然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行政区域内的民族贫困

问题。必须借用民族区域之外的东部省市力量，

推动民族地区以及乡村脱贫与振兴。民族地区与

东部沿海地区的深度协作，有利于民族区域经济

与社会的长足发展进步。

（一）借用东部省市的现代力量，催生民族乡

村脱贫振兴的内生能量

民族贫困乡村脱贫振兴，民族地区是主体

力量，东部沿海地区是可以发挥积极推助力的

现代力量。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要主动借用东

部省市的现代力量，催生民族乡村脱贫振兴的

内生能量。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财政

资金、建设力量、创新能力等自我发展能力严重

不足。在２０１７年中办、国办《关于支持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三区

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都是民族贫困地区。民族

地区贫困面大、贫困度深，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只有通过借助民族区域之外的物质力量和精神

力量，催生民族乡村的内生发展力，才能早日实

现脱贫振兴。

民族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是实现乡村现代

化，缩小城乡差别。农牧业现代化、产业结构现代

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乡村生活现代化是实施民族

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民族地区

拥有的主要资源是传统农牧业经济、传统生产方

式、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生活习俗等，缺少乡

村振兴需要的现代资源要素。尤其是深度贫困民

族地区，很难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脱贫振兴

的历史使命。东部沿海省市拥有脱贫振兴的实践

经验，比较完整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比较成熟的

现代生产方式，比较可观的财政资金实力，并有善

于掌握经济产业发展动态和掌控市场发展变化等

的优势。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省市加强

协作对接，不仅可以借助东部省市的现代资源加

快脱贫振兴进程，而且可以激活传统资源要素，激

发民族地区的内生发展力。

—９８—

雷兴长 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衔接研究



（二）东部省市助推深度民族贫困地区脱贫

振兴力量的凸显

近几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民族

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扶贫协作关系不断加深，合

作脱贫攻坚进程不断加快。东部沿海省市已经成

为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不可缺少的脱贫振兴力量。

东部省市扶贫力量的投入，必然激发民族贫困地

区的内生脱贫动力。

一是通过东部沿海省市的资金对口援助，增

强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信心。近年来，东部

沿海省市不断加大对南疆贫困地区的资金援助规

模，加快南疆贫困地区的脱贫进程。２０１６年，北

京市、天津市、安徽省和三峡集团对南疆和田地区

的援助资金３２．１９亿元，是２０１５年的２倍；２０１７

年三省市对和田地区的扶贫援助投资 ３１．２２亿

元［３］。２０１６年，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省市对

喀什地区的对口援助资金５４．４８亿元；２０１７年，

四省市对喀什地区的扶贫援助到位资金５７．８３亿

元［４］。大规模扶贫援助资金到位，必然增强民族

贫困地区广大干部和农牧民的脱贫信心，激发贫

困户的脱贫斗志。

二是通过东部沿海省市的项目对口援助，强

化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振兴的内生发展力量根基。

东部沿海省市对南疆贫困地区的援助，大多数是

资金项目配套援助，使南疆贫困地区发展的经济

基础更为牢固。从和田、喀什两地发布的统计公

报看，２０１６年北京市、天津市、安徽省和三峡集团

对南疆和田地区共实施新建续建项目 ３５０个，

２０１７年实施新建续建项目２５８个。２０１６年山东、

上海、广东、深圳四省市对喀什地区的对口援建项

目４０８个；２０１７年四省市对口援建项目４０１个。

大规模现代项目建设援助，完善了民族贫困地区

的经济结构，激发了南疆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力。

三是通过东部沿海省市的多渠道对口援助，

激活了民族贫困地区的资源要素，推动了东西部

之间的市场要素流动。在对口援助省市的协助

下，南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拥有更多机会、更多渠

道进入东部市场，增加农牧民收入；东部省市的工

商业资本也在进入民族贫困地区，寻找新的发展

机会。扩大民族地区与东部省市之间的发展要素

相互流动，可以有效提升民族贫困地区内生发展

力的可持续性。

（三）加强民族贫困地区与东部沿海省市的

协作振兴关系

与扶贫脱贫相比，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更为浩

大的一项战略工程，国家应该沿续东部沿海省市

对口支援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扶贫脱贫政策，积

极协调东部沿海省市与民族贫困地区的帮扶关

系，聚集全国的资源与力量，推动深度民族贫困地

区乡村振兴；民族贫困地区应该主动邀请东部沿

海省市参与制订与实施民族乡村振兴战略，共同

助推民族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

一要更新发展理念，加快振兴进程。民族乡

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别是主要目标。只有加

快振兴进程，才能缩小城乡差距。民族贫困地区

发展滞后，与发展理念过于陈旧有直接关系。东

部沿海省市应该派出有创新发展意识的一批干

部，进入对口援助民族地区，帮助他们更新发展理

念，聚集敢于创新、勇于发展、善于抓住机遇的内

生动能，加快民族乡村振兴。

二要调整对民族贫困地区的援助内容，加大

产业、企业、项目援助力度。在民族贫困乡村脱贫

攻坚阶段，东部沿海省市对口援助重点是帮助民

族贫困村、贫困户通过增加收入，实现脱贫；在民

族乡村振兴时期，东部沿海省市应该加大对民族

地区的产业项目投入、产业转移力度，全面帮助对

口援助民族地区民族乡村振兴。尤其是鼓励东部

沿海省市的民营企业进入民族地区，通过市场机

制运作，带动民族乡村发展。

三要加大对口援助的深度，形成双向互动机

制。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东部沿海省

市应该集中援助力量、扩大援助力度，一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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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对口帮扶一个深度贫困民族州，一个地级市

帮扶一个深度贫困民族县，形成东部省市和西部

民族省区合力，共同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

通过协商合作，鼓励东部省市在深度贫困民族地

区筹划建立“经济特区”、“经济飞地”等现代产业

园区，强化两地经济深度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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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纺织服装业
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基于出口复杂度的研究



●　胡静寅１，２，张　丽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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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借鉴Ｈａｕｓｍａｎｎ提出的出口复杂度指标，从产品和产业层面对比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纺织服装
业与细分产品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发现，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整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

提升，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端。其中，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纺织产品的出口复杂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

技术差距；在下游的服装产品中，虽然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增速较缓，且与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竞争优势减

弱，持续竞争潜力不足。提高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将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纺织服装；出口复杂度；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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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迅速，
已然成为世界纺织生产和出口大国，全面融入了全

球纺织服装品价值链体系，但能否同步成为纺织贸

易强国则一直备受产业界和学术界所关注。随着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细化，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

占据高端环节获取高额利润已是各国竞争的主要

目标，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再取决于规模总

量，而取决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获取附加价值的

能力。提高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国际竞争

力将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发展
现状

　　（一）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世界纺织品贸易

中独占鳌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抓住世界纺织服装贸

易格局改变的契机，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和巨大的生产潜力，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业生产和

出口，加上入世后，出口市场的扩展以及纺织配额

的取消为产品出口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需求市场，

纺织服装业已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如

图１所示，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总额从２００１年的

４９８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３６亿美元，年均增

长率１２．６％，占全国总出口比重的１０％以上。但

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需求不振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增长放缓，２０１５年甚至

降为负数。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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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总额及在中国出口的占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数据库。

　　随着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纺织

服装产品出口的比重也在快速增长，从 ２００１年

１６％上升到２０１５年 ４１．０６％，增加了 ２５个百分

点，与世界其他纺织服装出口大国相比，中国一直

处在世界纺织服装出口的领先地位（见图２），成

为世界第一大纺织服装出口国。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各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纺织服装出口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

　　（二）出口主要面向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集

中度降低

长期以来，中国纺织服装的出口市场一直以

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香港为主，如图 ３所示，

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或地

区中，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占据了中国出

口市场的４１．９２％。

纵观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间，在中国纺织服装产品

出口市场中前十的国家或地区占比均在５０％以上

（见图４），市场较为集中。但随着出口市场的拓展

以及２００５年世界纺织品配额的取消，这一比重逐

年下降，从２００１年的７１．４１％降到２００６年５７．２８％

再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２．８１％，表明在传统市场之外，中

国纺织服装出口的新兴市场正在逐渐崛起，市场集

中度降低。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利于中国纺织服装

产品提高出口针对性，通过进一步的市场细分，找

到各个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实现中国纺织服装出口

的多样化，但出口市场的结构变化也应引起中国纺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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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装行业的警惕，如一跃成为中国纺织服装产品

出口第三大市场的越南。纺织服装业是典型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其

他要素成本不断增加，使得很多发达国家将其代工

工厂从中国迁移至越南等新兴发展国家，而越南自

身纺织原料不足，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这一现象

也说明了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正日益受到来自

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图３　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品出口国家（或地区）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

图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前十国家（或地区）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

　　（三）出口获利较小
然而，中国从纺织服装出口中获得的贸易

利益却与迅速增长的出口规模并不匹配。一般

来说，衡量一国贸易利益的指标为价格贸易条

件，它是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

的比值，数值越大表明一国从贸易中获利越大，

而且数值上升，表示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则表示

贸易条件恶化。从图 ５中可以看出，在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总体的价格贸易
条件呈现出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入世后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市场
扩大，国际市场需求旺盛，这一阶段是中国纺织

服装出口的黄金时期，价格贸易条件缓慢上升。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除金融危机
导致的需求下降外，还与欧美对中国纺织品双

反调查增加，导致恶性竞争有关。经过中国对

纺织服装业的战略调整，贸易条件在２０１１年后
有所改善，但始终在１００左右徘徊，说明出口所
获利益不大，而这与中国纺织服装业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位置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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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价格贸易条件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

　　二、中国纺织服装业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地位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技术革

命的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

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１］，纺织服装业的这一

特征更为明显。从服装原料的生产开始，中间

经过纺纱、织造、印染，面料生产，完成后进入服

装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环节，结束于服装的零售

终端。其中，产品的研发和营销处于价值链曲

线的两端，利润空间最大，生产制造环节则处于

价值链曲线的低端，获利最少。如上所述，中国

已是纺织服装第一出口大国，在纺织服装全球

价值链中必然占有一席之位，但从出口获利情

况来看，贸易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提出用三个１０年实现中国由制造业大国
向制造强国转变，明确当前中国在纺织服装全

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纺织服装业由“大”向

“强”转型的前提条件。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方法

近几年，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贸易迅速成为全球贸易、投

资、价值链以及分工领域的研究热点。世界贸易

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多个国际机构

以及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探讨和研究。其中，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度

量是重点之一，国内外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测量

方法。Ｈｕｍｍｅｌ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２］是较早研究
这一问题的学者，他首先提出用垂直专业化指标

测算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通过衡量一国出

口产品中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来测算垂直专业化

率，但用进口金额衡量出口产品中中间产品价值

的测 算 结 果 精 确 性 不 足。之 后 Ｋｏｏｐｍａｎ

（２０１０）［３］在整合垂直专业化测度与增加值贸易

统计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用ＧＶＣ地位指数测算

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和地位，将一国总

出口分解为９部分，只用价值增值部分衡量国际

分工地位，测度结果较为准确，成为这一领域较为

权威和成熟的测算方法。此外，Ｒｉｃａｒｄ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２００７）［４］从最终产品的技术水平角度出发，提

出了出口复杂度指标，只用最终产品的贸易数据

以及各出口国的收入水平就可度量产品中的技术

含量，不需要具体到产品的研发投入数据。目前较

为前沿的方法是 Ａｎｔｒａｓ（２０１２）［５］从价值链结构角

度提出的上游度指标，但存在将相邻生产阶段设为

等间距的缺陷。国内学者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度量

也做出很多贡献，于谨凯、蒋雪莹（２０１６）［６］通过建

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测算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４３个国家（地区）的通讯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出中国位于全球通讯服务价

值链低端的结论；张晓攀、黄卫平（２０１７）［７］借鉴

Ｋｏｏｐｍａｎ的研究思路，通过将出口总额进行本国增

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分解，构建衡量一国全球价值

链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的评价指标，重新考察了中

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综上而言，当前衡量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指标主要以下几种：衡量出口产

品技术含量的技术复杂度指标、出口相似度指数，

衡量分工程度的垂直专业化率，以及衡量出口产品

中增加值的ＧＶＣ地位指数等指标。

全球价值链的最初形态是全球商品生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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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价值链各个环节最终以产品形式体现，由于中

国纺织服装产品历来被认为是低技术产品，本文

拟从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角度，测算中国纺织服

装产品真实的技术水平以及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

地位，因此借鉴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提出的出口复杂度
（Ｅｘｐｏｒｔ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指标，该指标假设一国（或
地区）某产品的出口水平与该国的收入水平正相

关，并通过计算特定商品所有出口国家的加权平

均收入获得，其权重为该产品在一国（或地区）出

口中的比重。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出口复杂度可以

分为国家出口复杂度、产业出口复杂度和产品出口

复杂度，在不同层面上反映某出口产业或出口产品

的技术水平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二）数据选取及处理

由于部分国家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了近十

年纺织服装出口占世界８０％以上的３８个国家和
地区①，基本可以反映世界纺织服装贸易的整体情

况。为了使测算结果具有可比性，这３８个贸易数
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人均 ＧＤＰ来源于世界银
行，以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美元计价，时间跨度从２００１
年至２０１５年共１５年。

（三）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复杂度

首先计算某种纺织服装产品世界出口复杂

度，公式如下：

ＰＲＯＤＹｉ＝
ｘｉ１／Ｘ１

Σ
ｎ

ｊ＝１
（ｘｉｊ／Ｘｊ）

Ｙ１＋
ｘｉ２／Ｘ２

Σ
ｎ

ｊ＝１
（ｘｉｊ／Ｘｊ）

Ｙ２＋……＋
ｘｉｎ／Ｘｎ

Σ
ｎ

ｊ＝１
（ｘｉｊ／Ｘｊ）

Ｙｎ＝Σ
ｎ

ｊ＝１

ｘｉｊ／Ｘｊ

Σ
ｎ

ｊ＝１
（ｘｉｊ／Ｘｊ）

Ｙｊ （１）

　　其中 ｉ代表某纺织服装产品，ｊ代表某一国
家，ｘｉｊ表示 ｊ国某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Ｘｊ表示 ｊ
国的总出口，Ｙｊ表示 ｊ国的人均 ＧＤＰ。该公式可
以用以衡量某纺织服装产品的世界平均技术水

平，数值越大，说明技术含量越高。

在以上公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一国某种纺

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复杂度：

　　ＰＲＯＤＹｃｉ＝
ｘｉｊ
Ｘｊｃ
ＰＲＯＤＹｉ （２）

其中Ｘｊｃ表示ｊ国纺织品服装总出口，
ｘｉｊ
Ｘｊｃ
表示

ｊ国ｉ产品的出口占ｊ国纺织服装总出口的比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期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产品

共有１４类②，其中主要出口产品有五类（见图６），

占到总出口的８０％左右，特别是针织和梭织类服

装两大类更是占到了５０％以上，因此本文以此五

类产品为对象来测算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复

杂度。从生产工序来看，针织和梭织服装属于成

品服装类，其它三类为纺织类产品，主要作为原材

料，其生产工艺的高低决定着制成品的优劣，因此

纺织类产品的技术水平更能体现一国纺织服装业

的生产水平。

图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纺织服装主要出口产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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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样本国或地区分别是中国、欧盟２８国、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俄罗斯、瑞士、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澳大利亚、越南、土耳其、挪威、秘
鲁、马来西亚、巴西、印尼、哥伦比亚、新西兰、白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埃及、南非、以色列、智利、菲律宾、阿根廷、厄瓜多尔、突尼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

根据世界海关组织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分类标准，纺织服装类产品共包括１４大类：５０章蚕丝及丝织物，５１章毛及毛织物，５２章棉花及棉花织物，５３
章植物纺织纤维及其织物，５４章化纤长丝及其织物，５５章化纤短纤及其织物，５６章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５７章纺织铺地制品，５８章特种机织物及装饰织品，５９章浸渍、涂布及工业
纺织制品，６０章针织物，６１章针织服装及衣着附件、６２章梭织服装及衣着附件和６３章其他纺织制品。



　　根据公式测算出来五类纺织服装产品的世界

出口复杂度（图７）和中国出口复杂度（图８）。首

先，从两图可以看到相同的一点是，１５年间五类

产品的技术水平均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与纺织服

装作为夕阳工业和产能过剩工业，各国均在减少

对其投资有着直接关系。其次，从图７可以看出，

化纤类纺织制品的世界出口复杂度明显高于其他

三类产品，这也验证了作为原材料的纺织类产品

是决定整体产业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

相较而言，图８显示在中国五类产品的出口

复杂度中，梭织和针织服装则明显高于纺织类产

品，说明中国在成品类的服装产品方面的技术投

入较多，因为它们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大类产品，而

作为原材料的纺织产品则未给予足够的技术重

视。此外，从数值来看，即使是中国技术水平较高

的两类服装产品的出口复杂度也仅在 １５００—

２５００美元之间，与５０００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有

不小的差距，更不用说纺织类之间更大的差距，这

充分说明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技术水平远低于国

际平均水平。

图７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五类纺织服装产品世界出口复杂度（单位：美元）

图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主要出口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复杂度（单位：美元）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国这五大类产品在全球纺

织服装价值链中的地位，本文选取同时位于世界

纺织服装出口排名前十和在中国出口排名前十的

５个国家或地区①与中国进行逐一比较，数据均来

自于联合国数据库。

化纤制造业是纺织服装行业中的上游产业，

是纺织工业的最主要原料，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化纤

生产国，产量占据全球总量的６０％。图９和图１０

显示，中国长短纤维纺织制品的出口复杂度均远低

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仅比越南略高，且在１５年间几

乎没有技术进步，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档

水平。

①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世界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欧盟、印度、越南、中国香港、美国、韩国、巴基斯坦、日本、墨西哥；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市场排名前十的国家或

地区：美国、日本、越南、中国香港、英国、德国、韩国、阿拉伯、俄罗斯、澳大利亚。出于代表性对象的选择目的，本文选取两个排名中有重复的５个国家或地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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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各国化纤长丝及织物出口复杂度（单位：美元）

图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各国化纤短纤及织物出口复杂度（单位：美元）

　　棉织品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近年来受价

格大幅波动、用工成本上涨、人民币汇率上升等问

题的影响，在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中占比逐年

下降，出口复杂度也随之降低（如图 １１所示）。

与其他５国相比，棉织品的技术水平处于中等水

平，到２０１５年，除了美国明显技术领先，中国与其

他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从服装类产品来看，图１２和图１３均表明中

国具有一定的技术竞争优势，相对发达国家高，但

低于越南，这是因为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服装及其

附件的出口较少，更关注于纺织服装产品的技术

研发及品牌销售环节。

图１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各国棉及织物出口复杂度（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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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各国梭织服装出口复杂度（单位：美元）

图１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各国针织服装出口复杂度（单位：美元）

　　通过以上主要纺织服装出口产品的国际比较

发现，中国在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纺织产品的出口

复杂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在

下游的服装产品中，虽然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

增速较缓，且与后来者居上的越南相比，竞争优势

减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表现出持续的竞争潜

力不足。随着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的复苏，中国

纺织服装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必须

要尽快提升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技术水平，改善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四）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复杂度

基于以上对中国各类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复杂

度的分析结果，构造产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公式

如下：

　　ＥＳＩｍ＝Σ
　

ｉ

ｘｉｊ
Ｘｊｍ
ＰＲＯＤＹｃｉ （３）

其中，ＥＳＩｍ表示一国纺织服装业的出口复

杂度，以所有子产品占纺织服装业的出口占比

为权重，加权平均各子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得到

纺织服装业出口复杂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

明一国纺织服装业技术水平越高，国际分工地

位越高。

图１４中，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纺织服装

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变化较为平稳，部分年份出现

小幅度上升。加入世贸组织解决了中国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纺织服装产品的高库存难题，使中国纺

织服装业更加广泛地加入全球价值链，反过来嵌

入全球价值链增加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

促使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有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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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２０１４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纺织服装业积
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效果显现，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地位再次出现较大幅度提高，根据测

算结果，该行业出口复杂度从２００１年的第３０位
上升为２０１５年的第２４位。但是，由于中国最初
是以发达国家代工厂的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在纺

织服装价值链中的地位先天较低，后来纺织服装

生产企业盲目扩大规模，造成了产能过剩，特别是

技术研发投入不足，使得产品差异化程度很低

（如化纤的差别化率发达国家已达６０％以上，中
国只有３０％），出口仍以常规品种为主，产品附加
值低，加之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导

致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整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没有发

生实质性提升，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端，弱于

发达国家，并与越南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面临着前

有强者、后有对手的窘迫境况。

图１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部分国家纺织服装业出口复杂度（单位：美元）

　　三、中国纺织服装业攀升全球价
值链的路径选择

　　中国纺织服装业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

端位置，结合微笑曲线来看，主要属于生产制造环

节。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就是改变

在纺织服装微笑曲线上的位置，即从微笑曲线的

最底端向附加值高的两端攀升，或者提升整个微

笑曲线的位置，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如图 １５

所示。

（一）从低端制造转向高端生产

目前中国主要处在纺织服装微笑曲线的生产

制造环节，在整个价值链中这一环节产生的附加价

值最少，即便中国纺织服装业贸易额巨大，但获得

的贸易利益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８］。然而生产制

造是产品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虽然中国纺

织服装业在该环节获得的贸易利益较少，但不可否

认正是由于中国纺织服装业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

才使该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为中

国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就业做出巨大贡献。因此

改善中国纺织服装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并不能一

味地要求放弃中国纺织服装业在生产制造方面已

创造的优势，而应在原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发

展环境发掘持续生产潜力，提高中国纺织服装业生

产水平，进而促进纺织服装微笑曲线整体上移，从

而获得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如将获利微薄的贴牌加

工业务进行外包，减少在这些低值生产中人力、物

力消耗；借助互联网智能改进生产设备并招聘或者

培训高技术人才以提高生产效率；引进外资助力设

备改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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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中国纺织服装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路径图

　　（二）由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过渡

生产一件纺织服装产品所获利润一般按照以

下原则进行分配：４０％属于研发设计、２０％属于生

产制造、４０％属于产品销售［９］。发达国家拥有最

少的纺织服装生产工厂，却在全球纺织服装贸易

中获得最多的贸易利益，这主要得益于它们拥有

纺织服装生产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中国纺织服装

业自迈出国门后引进了不少发达国家的生产技

术，但随着纺织服装产业的日渐成熟以及世界科

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依靠技术引进已无法满足中

国纺织服装生产的需要，相反可能由于引进技术

落后而阻碍产业发展。同时，中国高端纺织服装

研发技术人才稀少，纺织服装企业自身的研发能

力以及意愿较小，造成了目前中国纺织服装产品

技术含量低下、产业后续竞争动力不足的困境。

但是有困境就会有机遇，中国在纺织服装研发设

计方面的不足正说明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因此，中国纺织服装业应加强对研发设计方

面的重视，引进高级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实现

从低端的生产制造向高科技的研发设计转变。

（三）从低级制造转向产品销售

产品销售是将产品转化成货币的重要环节，中

国纺织服装销售主要依靠外销，但充当的仅仅是加

工商或者批发商的角色［１０］。发达国家的品牌经销

商先廉价进口中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再使用自身高

端品牌以高昂价格进行销售从而获取暴利。在此

过程中，中国消耗了大量的生产资源，并对生态环

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然而仅可获得微薄的

利润。与此相反，发达国家依靠其品牌的国际辨识

度以及广泛的销售渠道就可获得丰厚的利润。由

此看来，若中国想要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可尝试

从产品销售环节入手，通过增强中国纺织服装品牌

建设，减少低端纺织服装产品的加工制造，改变纺

织服装产品科技含量低下的状况。

四、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纺织服装业在科技研发、品

牌建设和高端装备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的差

距，而原来以价格为主的竞争优势又随着中国生产

成本的逐渐提高有所减弱，面临着来自于东南亚、非

洲一些成本更低的国家的严峻挑战。为解决这一发

展困境，基于提升中国纺织服装业在全球价值链地

位的三条路径，中国需积极转变现有产业发展模式，

在生产制造、技术研发、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批

发零售和流通等方面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一）政府层面

１．宏观引导由量向质转变

从数量上来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纺织服装出

口大国。可是，这种贸易份额是依靠加工、代工贸

易获取的，与其所得贸易利益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一

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未来纺织服装业

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以产品质量、科技含量为导向。

因此，中国政府应在产业发展中起到引导者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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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积极促进纺织服装产业转变原有发展模式，由

注重出口规模转变到注重技术含量，即注重反映技

术含量的出口复杂度水平上来。政府可通过对注

重产品技术含量的企业给予奖励，为小微企优惠提

供先进设备以及技术支持，逐步减少廉价低端生产

作坊等措施，向企业和公众传递政府更加注重产品

技术含量和质量的信号，鼓励纺织服装企业转变凭

借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加工贸易模式，实现纺织服装

产业结构的战略转型，提升其价值链地位。

２．积极开拓市场构建销售渠道

中国纺织服装产品销售遍布世界各地，然而当

前纺织服装营销网络却几乎全被发达国家占据。

若中国纺织服装业要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只有选

择尚未被发掘的市场入手，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为建

立销售渠道提供空间。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

设正好为纺织服装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贸易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且多为经济转型中的

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差异较小，

进行纺织服装贸易的可能性以及增长潜力都较大。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国，应增强与丝路国

家的贸易往来，其中纺织服装产品作为中国重要的

出口产品在其中应扮演着重要角色［１１］。

（二）企业层面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自身能力不强，特别是中

小企业占据很大比例，资金积累能力、创新研发能

力，品牌及渠道的运营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比较落

后，这对于中国纺织服装业整体上突破低端价值

链定位是一种严重限制。因此，纺织服装企业必

须借力深化改革机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在

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

１．加强人力资本的培育

纺织服装业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

劳动力具有极大依赖性。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迅

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

然而，低廉劳动力成本难以维持，以此获得的比较

优势会逐渐减弱，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工资成本不

断上扬，其人口红利正在不断消失。同时，在纺织

服装业攀升价值链的路径中，人才均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因素，所以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应充分重视

人才的重要性，将人力资本培育提升到企业发展

战略层面，展开各项活动培养高端技术人才：举办

各类专业技能讲座；定期组织员工培训；对于优秀

员工给予留学深造的机会；鼓励员工进行各类研

发设计；招聘高学历、高技术的优秀人才；与职业

技术教育学校合作，实现定向培养等等。总之，企

业应从方方面面入手，培养高技术人才队伍，为纺

织服装业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２．借力互联网技术

互联网技术为传统行业实现新一轮的技术革

命创造了重要机遇，各类“互联网 ＋”商业模式的

陆续出现，正是传统行业借助互联网进行信息化、

智能化产业改革的实例。纺织服装业的发展也应

紧跟时代潮流，同样需要借助互联网思维和平台，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等，

进行深层次的产业变革和智能化转型。中国纺织

服装企业可利用互联网技术升级生产设备，实现

生产流程的智能化，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劳动

力投入、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进而实现从低端制

造向高端生产的转变。同时，也可利用互联网平

台，设计纺织服装企业销售专属应用程序，构建网

上销售渠道，在投入较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情况

下也能将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

３．进行双向品牌建设

自主品牌建设以创新为根基，需要高质量

的产品保证和营销团队的运作，是一个高投入、

高风险、回报期限长的过程，所以传统的从贴牌

生产到自主品牌生产改进模式在短时间内无法

实现，这也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地位提升但

仍处在中低端位置的原因。所以在纺织服装品

牌建设上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自主品牌建

设必须放到首位，虽然短期效果甚微，但从长远

发展来说，只有建设自主品牌才能真正提升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除了自主品牌建设外还可以

通过联合品牌合作的方式实现进入价值链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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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这种方式在短期内较为有效。中国企业

可以和一些国际品牌合作，作其代理商，将生产

加工外包到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虽然可

能会导致部分服装制造产业出口下降，但对增

强整个产业竞争力，促进从纺织服装微笑曲线

的低端向两端攀升具有重要意义。

４．充分利用产业政策

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为此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其中包括许多针对纺织

服装业的政策，如对于重大纺织机械进口税收政

策的调整，其中对处于成长期或者起步期的部分

纺织技术设备实行免征进口税，对纺织品的铁路

运价实行市场调节等等。纺织服装企业应该充分

解读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促使企业符合国家便利

性政策的要求，特别应将企业的发展目标与国家

产业发展方向相一致，如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号

召等，借助政策东风提升企业实力，从而实现转变

生产模式、生产角色以及生产地位的目标。此外，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在转型过程

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同时与国外知名企业相

比，竞争实力不够，此时可充分利用新修订的《中

小企业促进法》中对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的相关政

策，依靠国家力量扶持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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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员工责任对新生代知识型
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

●　郑赤建，张慢慢，胡培培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２１世纪是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研究发现，增强互联网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
关系，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降低员工离职率与流动率，提高互联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研究针对互联网企

业构建研究模型，利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了３９５份有效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企业员工
责任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组织承诺在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

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企业员工责任；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组织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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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企业员工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

业履行对员工的责任可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２１

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也是信息不断更新的大数

据时代。在这个以迭代更新为主题的时代中，循

规蹈矩、固步自封的传统员工已经不能适应社会

发展的潮流；不拘一格、标新立异的新一代知识型

员工成为了企业拥有话语权的重要资本。激烈的

市场竞争环境给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带来机遇的同

时也带来了挑战。新生代知识型员工个性独

特———注重自身利益、缺乏集体意识，理解能力、

合作意识、团队观念相对较弱。在团队合作时，经

常出现逃避责任、互相推诿等问题，使企业绩效受

到严重影响。这种无集体观念、无责任感的现象，

导致了极高的员工离职率与流动率。据“凤凰

网”报道，我国新生代员工的离职率高达６０％以

上，其中三成在一年内有５次以上的跳槽经历［１］。

这种现象不仅为企业增加了招聘、培训成本，也极

大程度地影响了新生代知识型员工人生价值的

实现。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管

理学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关于企业社会责

任（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ＳＲ）的研究起

源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研究的主题涉及多个方

面［２］，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

效、企业声誉、环境、消费者等方面，而基于员工视

角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较少［３］。例如，于洪彦、

黄晓治等（２０１５）通过二手数据的形式考察发现

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

调节作用［４］。田虹、姜雨峰（２０１５）从利益相关者

角度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声誉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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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５］。关于新生代员工工作绩效的研究也大都

从工作投入（马丽，２０１６；汪群，２０１７等）［６－７］、工

作价值观（陈星，２０１４；康雅萌，２０１６等）［８－９］、组

织认同（张康之，２０１２等）［１０］等角度出发。但是，

众多文献研究中很少提及企业员工责任对新生代

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关于企业员工责任

与组织承诺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也屈指可数，将企

业员工责任、组织承诺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

绩效三者关联起来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基

于此，本研究选取互联网企业员工责任为自变量、

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为因变量、组织承诺

为中介变量，构建企业员工责任对员工工作绩效

的影响模型，希望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一）企业员工责任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

作绩效的影响

企业员工责任来源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

社会责任自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研究的热潮。对

企业员工责任的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员

工是企业直接且重要的利益相关者［１１－１２］。根

据社会认同理论，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

（即企业员工责任）将得到员工对组织的认同，

并使其真正对组织产生依赖和归属，进而自发

地努力为组织付出［１３］。作为互联网企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当感知到企业对

其的重视、关注与认可时，就会积极地通过自身

的努力为企业创造价值作为企业对其履行责任

的回报。企业员工责任具有激励作用，但由于

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生长在物质充裕的社会环境

中，因此物质激励并不能使其满足。而相对于

物质激励，来源于企业对他们的鼓励、认可、关

注等则更能促使其以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努力工

作，进而提高企业的绩效。企业员工责任可以

增强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新

生代知识型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一般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企业组织目标认同，愿意

主动为实现组织目标努力工作并希望留在组织

中，保持组织成员身份；第二，对企业文化认可，

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愿意与企业共进退；第

三，对企业愿意作出牺牲，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

姿态工作。总之，企业员工责任是企业的一种

主动行为，旨在满足员工各层次需求，提升员工

对组织的认同与满意度［１４］。较高的企业员工责

任不仅为员工完成绩效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工作

情境，而且能调动员工的内在和外在动机去努

力工作［１５］。如，任湘郴、杨立邦等（２０１７）通过

对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得出企业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为员工提供

完成工作任务所需的工作便利和工作资源，可

以提高员工的任务绩效［１６］。基于以上讨论，提

出以下假设：

Ｈ１：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

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员工责任越高，工作绩

效越好。

（二）企业员工责任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组

织承诺的影响

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能

力、较高的自主性和较强的自我成就感，他们在企

业工作不仅看重物质报酬，更重视周边人对他们

的看法。根据组织认同理论可知，当员工处于某

种环境中时，员工不会把其他人当作无关紧要的

人，而是会主动地把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行为

作为自己能否成功的因素。由于新生代知识型员

工对周围环境高度的敏感性，会自然地将自己与

其他人看成一个组织。因此，一个愿意承担员工

责任的企业，将会给员工增加荣誉感与自豪感，使

员工对企业有高度的认同感，进而对企业产生较

高的组织承诺。企业员工责任是企业必须承担的

社会责任，其对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有积极的影

响，对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水平有正向的影

响［１７－１８］。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喜欢创新，不喜欢循

规蹈矩，渴望其不同寻常的行为得到组织的认同。

当新生代知识型员工感受到企业对其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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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感受到企业为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时，

他们就会自觉为了维护这份荣誉而付出，组织承

诺就越高；反之，当新生代知识型员工觉得企业未

履行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获得声誉，使自己

没“面子”时，他们会否定企业并表现出消极的态

度，组织承诺就低［１９］。新生代知识型员工认为一

个好的企业会主动承担对自己的责任，会维护员

工的合法权益。在生产运营中承担员工责任的企

业会运用人本管理和价值管理的方式实现员工的

价值。在具有这种组织文化的企业，他们很容易

被感染并能够以更积极的态度对企业产生高水平

的情感承诺［２０－２１］。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

企业能否承担起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责任，将

成为员工为企业作出贡献和履行自己责任的关

键。李艳华（２００８）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是员工责任的企业对

员工产生的吸引力会更大，员工的组织承诺水平

也会大大提升［２２］。企业积极履行员工责任，是避

免劳资冲突的关键，也是增强员工情感认同感的

关键。基于以上讨论，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组织

承诺呈正向关系，即企业员工责任越高，员工组织

承诺越高。

（三）组织承诺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

效的影响

组织承诺代表了员工对企业的态度以及认同

程度，包括三个独立的维度：情感承诺、持续承诺

和规范承诺。从情感承诺的角度来讲，由于新生

代知识型员工不同于体力型员工，他们更加看重

自己的感受。当与企业具有较高的情感依赖性

时，员工会将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结合在一起，会

主动提高工作绩效以实现组织目标。从持续承诺

来讲，由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从事的工作多具有

技能性和经验性，与离开组织相比，留在组织获得

的价值较大，因此，员工为了保留组织成员身份会

更珍惜工作，提高工作绩效。从规范承诺角度而

言，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具有良好的内在素质和道

德情操，自我要求较高，对公司具有一定的责任

感，愿意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２３］。基于以上讨

论，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组织承诺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

有正向影响，即织承诺越高，员工工作绩效越高。

（四）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

企业员工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

成分，有很多学者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

绩效呈正向且显著的关系。但更多研究并未涉

及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

之间的直接关系。组织承诺通常在个人与组织

之间充当纽带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组织承诺

不但可以作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还可以作

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２４］。如，薛宪方、褚珊珊

（２０１７）验证了组织承诺在组织公平与员工工作

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２５］。孙秀霞、朱方伟

等（２０１６）验证了组织承诺在感知信任与项目绩

效中起中介作用［２６］。由此，本研究在此基础上

推测组织承诺在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识型

员工工作绩效之间也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讨

论，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组织承诺在企业员工责任对新生代知识

型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得出如下理论模型，如图

１所示。

图１　理论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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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设计及样本情况

（一）数据收集方式及样本情况

本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分析完成。为了

增加研究效果的可信度，本研究在选择调研样

本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行业 ２５家企业新生代

知识型员工。调研历时三个月，每个企业随机

发放问卷 ２０份，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份，收回问卷

４６３份，问卷回收率为９２．６％。删除误选、漏选

等不合格问卷，有效问卷为３９５份，问卷的有效

率达７９％。

有效问卷中，男性占４７．３％，女性占５２．７％。

年龄主要集中在３５岁以下。任职年限１年以下的

占６２．２９％，１～３年的占２９．７１％，３年以上的占

８％。在岗位层级方面，普通员工占７８．８６％，基层

管理人员占１６．５７％，中高层管理人员占４５８％。

在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下学历占１９．２％，本科学历

占７１．４％，硕士及以上学历占９．４％。

（二）测量工具

问卷包括四个部分：个人基本情况、企业员工

责任量表、组织承诺量表以及新生代知识型员工

工作绩效量表。除个人基本情况外，其他量表均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五点计分法，从１（非常不符合）到５

（非常符合）。

（１）企业员工责任。采用 Ｃａｒｒｏｌｌ开发的企业

社会责任量表［２７］。包含法律责任、经济责任、慈

善责任与伦理责任四个维度，每个维度４个问题。

删除了２个载荷系数不显著的题项，剩余１４个问

题。测量量表设计如表１所示。

（２）组织承诺。参考 了 Ｍｏｗｄａｙ等（１９７９）、

ＭｅｙｅｒａｎｄＡｌｌｅｎ（１９９０）以及凌文辁、张治灿等

（２０００）所开发的量表［２８－３０］。包含情感承诺、持

续承诺以及规范承诺三个维度，每个维度设计了

四个问题，共 １２个题项。测量量表设计如表 ２

所示。

（３）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借鉴了

Ｂｏｒｍａｎ（１９９３）开发的工作绩效二维结构量

表［３１］。经验证，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该量表包含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两个维度，每个

维度包含５个问题。测量量表设计如表３所示。

　表１ 企业员工责任测量量表

分量表 问题描述

企业员工责任

我所在的企业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我所在的企业能够按照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安排作息时间，如有加班给予合理加班费

我所在的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费用

我所在的企业为员工提供安全和舒适的工作环境

我所在的企业能够为员工提供公平、合理的薪酬

我所在的企业能够按时发放工资，不无故克扣工资

我所在的企业能够根据员工工作表现和成绩发放奖金

我所在的企业定期为员工体检，保障员工身体健康

我所在的企业为员工提供公平的职业培训或者培训机会

我所在的企业能够协助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

我所在的企业具有良好的内部晋升机制

我所在的企业对生活上有困难的员工给予特别的帮助

我所在的企业十分关心退休员工的生活和心理状况

我所在的企业特别注重全体员工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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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组织承诺测量量表

分量表 问题描述

企业员工责任

我经常和别人说，我所在的企业是非常好的工作单位

我很关注自己所在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我总是充满热情地对待本职工作

我为自己是本企业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我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和企业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我继续留在本企业工作是因为对企业的忠诚

我轻易不会离开现在工作的企业

当学习或进修后，我还会回本企业工作

离开现在的企业我会失去很多福利（如住房、医疗等）

离开现在的企业我会失去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

离开现在的企业会给我的家庭带来很多损失

我不愿离开现在的企业是因为我投入太多（如时间、精力等）

　表３ 员工工作绩效量表

分量表 问题描述

任务绩效

我总能顺利地完成计划的工作目标

我总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估项目

我的工作质量保持在高水平，并且很少犯错误

我的工作效果得到大家的认同

我完成的评估工作符合自己的期望以及上级提出的要求

周边绩效

我经常承担额外的工作以帮助同事或争取团队绩效

当同事有问题时，我会给予帮助

我主动请求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如要求参与难度大的评估项目等

我关注评估机构的运营情况，为其更好地发展提供建议

在评估过程中我经常与其他同事保持合作

四、研究过程及假设验证

运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主

要涉及样本的描述性分析、信效度分析、相关分析

以及回归分析。运用Ａｍｏｓ２２．０对企业员工责任

和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企业员工责任、组织承诺和新生代知识型员

工工作绩效三个变量各维度平均值除了持续承诺

都在３．２以上，从该结果可以得出，被调查者所在

的企业员工责任较高的话，员工组织承诺和员工

工作绩效也会比较高。整体来看，企业履行的法

律责任与经济责任要高于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

说明企业更多的从经济人的角度考虑员工的需

求。组织承诺方面来说，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要

高于持续承诺，表明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和

感知到的企业对自身的重视程度要重要于所在企

业给予的经济报酬；这一点很好的证明了新生代

知识型员工追求自我、关注自身价值、渴望得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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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尊重的特点。工作绩效方面，任务绩效和周

边绩效相差并不大，表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对自

己完成任务的质量和效率要求比较高。具体情况

如表４所示。
　表４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ｎ＝３９５）

变量 维度 均值 方差

企业员工责任

法律责任 ３．６３８ ０．５１８

经济责任 ３．５００ ０．５３６

伦理责任 ３．３５０ ０．６２３

慈善责任 ３．２４５ ０．６８７

组织承诺

情感承诺 ３．７１７ ０．４１７

规范承诺 ３．３７８ ０．５３６

持续承诺 ３．０８９ ０．７１１

员工工作绩效
任务绩效 ３．７６８ ０．３５２

周边绩效 ３．７４７ ０．３０５

　　（二）信度和效度分析

如表５所示，企业员工责任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值分别为 ０．７１７、０．７３７、０．８３４以及

０．８４７，综合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４５。组织承诺和

员工工作绩效的综合信度分别为０．８３２、０．８１２。

根据 Ｎｕｎｎａｌｙ的 研 究 （转 引 自：秦 辉 等，

２０１１）［３２］，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大于０．７小于０．９时，

说明量表信度是良好可靠的。又，本研究所采

用的量表是在参照国内外相关成熟量表的基础

上，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研究，结合新

生代知识型员工的基本特点，考虑了题项的整

体结构、量表构造的逻辑性等进行开发，并经过

小样本的测试后，得到了比较可靠的内容效度，

因此，可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测量各维度的

ＫＭＯ。在效度分析结果中，各变量维度的 ＫＭＯ

值均大于０．７，显著性均小于０．０１，表明各量表

的结构效度较好，适合作因子分析。所以，总量

表是有效的。具体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８个维度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ｎ＝３９５）

量表 题项数 ＫＭＯ值 显著性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综合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企业员

工责任

法律责任 ４ ０．７０９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５２８ ０．７１７

经济责任 ４ ０．７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４４．５３４ ０．７３７

伦理责任 ３ ０．７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８８．８９８ ０．８３４

慈善责任 ３ ０．７２０ 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７９ ０．８４７

０．８４５

组织承诺

情感承诺 ４ ０．７６３ ０．０００ ２１８．５８８ ０．８１５

持续承诺 ４ ０．８２０ ０．０００ ２６３．４０６ ０．８５３

规范承诺 ４ ０．７７０ ０．０００ ２７８．６２０ ０．８５３

０．８３２

员工工

作绩效

任务绩效 ５ ０．８７０ ０．０００ ３６９．０４３ ０．８７７

周边绩效 ５ ０．７６１ ０．０００ １７７，６２９ ０．７５６
０．８１２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常而言，指标系数的范围为０．５～０．９５时，

构造的模型才符合要求，具备较好的拟合度。经验

证，本研究中所有因子的系数均大于０．５。而对于

卡方自由度比，根据国内学者侯杰泰和温忠麟

（２００４）［３３］的研究，当２＜χ２／ｄｆ＜５时，表示模型的

拟合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具体拟合结果见表６。

如表６所示，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员工工作绩效

的卡方自由度比分别为３．４７８、４．５００，在可接受的

范围内，符合要求。而 ＧＩＦ、ＡＧＦＩ、ＮＦＩ、ＩＦＩ等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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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二者的ＲＭＳＥＡ的值分别为０．０８３、０．０８９，均

小于０．１。说明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员工工作

绩效两个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在要求的范围内。较

好的拟合度说明测量指标可以反映所测量变量。

　表６ 验证性因子模型拟合结果（ｎ＝３９５）

检验参数 χ２／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企业员工责任 ３．４７８ ０．９９８ ０．８８７ ０．８７２ ０．９１７ ０．９１６ ０．０８３

新生代员工工作绩效 ４．５００ ０．９３４ ０．９３２ ０．９４６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７ ０．０８９

　　（四）相关分析

如表７所示，企业员工责任、组织承诺与员工

工作绩效之间两两相关。企业员工责任四个维度

中，法律责任和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为０．３２９（ｐ＜０．０１）；经济责任和员工工作绩效之

间的相关系数ｒ为０．２３６（ｐ＜０．０１）；伦理责任和

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为 ０．２４８

（ｐ＜０．０１）；慈善责任和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相

关系数ｒ为０．２５０（ｐ＜０．０１），说明企业员工责任

各维度与员工工作绩效之间有显著正相关的关

系。企业员工责任和组织承诺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为０．６９６（ｐ＜０．０１），说明企业员工责任与组织承

诺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组织承诺和企业员工绩

效之间的相关系数ｒ为０．４７７（ｐ＜０．０１），说明组

织承诺与企业员工绩效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它

们为验证假设１，２，３奠定了基础。

　表７ 平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ｎ＝３９５）

法律责任 经济责任 伦理责任 慈善责任 企业员工责任 组织承诺 员工工作绩效

法律责任 １．０００

经济责任 ０．６１３ １．０００

伦理责任 ０．３２１ ０．６１８ １．０００

慈善责任 ０．４５４ ０．６４６ ０．７９９ １．０００

企业员工责任 ０．７５２ ０．８８８ ０．８０７ ０．８４８ １．０００

组织承诺 ０．３８４ ０．５７０ ０．７０８ ０．６７６ ０．６９６ １．０００

员工工作绩效 ０．３２９ ０．２３６ ０．２４８ ０．２５０ ０．３２６ ０．４７７ １．０００

平均值 ３．６３８ ３．５００ ３．３５０ ３．２４４ ３．４６００ ３．４１６ ３．７５８

标准差 ０．７２０ ０．７３２ ０．７８９ ０．８２９ ０．６２４ ０．６３９ ０．５２８

　　注：代表 ｐ＜０．０１。

　　（五）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自

变量（企业员工责任）对中介变量（组织承诺）进

行回归（Ｍ２）；第二，自变量（企业员工责任）对

因变量（工作绩效）进行回归（Ｍ３）；第三，加入

中介变量（组织承诺）后，自变量（企业员工责

任）对因变量（员工工作绩效）进行回归（Ｍ４）。

结果见表８。假设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员工

责任对组织承诺（Ｍ２∶β＝０．６８９，Ｐ＜０．００１）有

显著正向影响，假设２成立；企业员工责任对员

工工作绩效（Ｍ３∶β＝０．３４０，Ｐ＜０．００１）有显著

正向影响，假设１成立。引入组织承诺后，组织

承诺对员工工作绩效（Ｍ４∶β＝０．４９５，Ｐ＜

０．００１）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３成立。加入中

介变量之后，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识型员

工工作绩效间不再具有显著性（Ｍ４∶β＝

－０００１），即组织承诺在企业员工责任对员工

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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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回归检验结果（ｎ＝３９５）

变量
组织承诺 员工工作绩效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２

年龄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８ －０．７０ －０．０３２

学历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工作年限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３

岗位 －０．１４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０

自变量 企业员工责任 － ０．６８９ ０．３４０ －０．００１

中介变量 组织承诺 － － － ０．４９５

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４９２ ０．１２３ ０．２４８

调整Ｒ２ ０．００２ ０．４７２ ０．０８８ ０．２１３

Ｆ １．０６９ ２４．４１１ ３．５３９ ７．０６０

　　注：代表 ｐ＜０．００１。

五、结论

实证分析表明，互联网企业员工责任对新

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有正向影响，组织承

诺在互联网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

工作绩效间起中介作用。由此可得出以下几点

结论：

第一，互联网企业员工责任对新生代知识

型员工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说明企业承担对员

工的责任，可以调动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积极

性，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从互联网企

业员工责任的四个维度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

分析可知，其重要程度依次是法律责任、慈善责

任、伦理责任与经济责任，说明员工更加重视具

有法律效力的保护。因此，企业要首先从法律

的角度上增强员工的安全感，积极承担对员工

的责任，提供平等劳动条件，建立健全保障员工

合法权益的劳动制度。对于慈善责任方面，企

业要完善针对退休员工等的福利制度，只有在

保障员工福利的基础上才会调动员工工作积极

性。在履行伦理责任与经济责任方面，企业要

承担员工的教育、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

的责任，不断提高员工自身能力的发展，进而达

到提高员工工作绩效的目的。

第二，组织承诺在企业员工责任与新生代知

识型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表明企业履行

员工责任可以使员工对企业产生责任感。当新生

代知识型员工感受到企业对自己重视时，个性鲜

明的新生代知识型员工会恪守对企业的责任，积

极履行应尽的义务。员工在情感上对企业价值的

肯定，会促使员工基于道德和伦理责任而对企业

产生相应的责任。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会使员工

在工作中不惧困难，直至完成企业目标。组织承

诺的存在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包

括两种：一种是来自员工发自内心的对企业履行

员工责任的“依赖”，这种程度的依赖使得员工主

动为企业付出；另外一种依赖则是由于员工在工

作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会轻易离开企

业的“依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无论是哪种依

赖都是组织承诺的结果，因此企业在履行员工责

任、提高员工工作绩效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组织承

诺所起的这种中介作用。

第三，最大化企业员工责任，从而提高员工工

作绩效要注意激励方式的选择。从实证研究分析

可知，新生代知识型员工更加重视自我感受。由

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新时

代，他们更期盼突出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对于这

一类新型员工，必须更多地注重精神激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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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从自我价值实现渠道、晋升制度以及发展空

间方面给予员工激励，让员工认识自我、突破自

我，从而降低离职的概率。企业管理者应该重视

企业员工责任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影

响。维护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的合法权益、完善激

励机制、强化员工责任意识，这样才可以使企业吸

引优秀人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使企业得以

保持青春活力，做到可持续健康发展。

显而易见，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表现在：

第一，量表的使用未考虑中西文化差异。由

于引用的都是国外学者开发的量表，因此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难免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以后的研究

应努力开发适合本土文化的量表。

第二，同源误差的存在。在研究过程中由于

数据收集存在一定的难度，变量都由一个人填写，

这样会造成变量间即使没有理论关系也会相关的

现象。因此以后的研究应在建立的模型中考虑构

建误差修正模型，来降低同源误差的影响。

第三，研究采用的是潜类别分析方法，这种

方法处理的是横断面数据，用于确定群体异质

性，只能分析确定时间点、确定个体的类别属

性，忽略了时间迁移对研究的影响。以后的研

究应使用纵向数据与横截面数据相结合的方

式，从而更加客观的反映个体类别属性随时间

变化的情况；增加调节变量和其他中介变量，研

究在不同情况下企业员工责任对新生代知识型

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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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劳动关系质量对新生代员工职业
发展的影响探究



●　胡雪妮，孟昕颖，孙永生

（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６００）

摘　要：基于组织氛围理论和职业成长理论，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以劳动关系氛围作为劳动关系质量的测
量标准，职业成长作为职业发展的测量标准，探讨企业内劳动关系的质量对新生代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在对相

关理论进行梳理、整合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和提出研究假设。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并运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和ＡＭＯＳ２４．０两种分析软件对２７７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积极合作的劳动关系氛围对新生代
员工的职业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员工；劳动关系氛围；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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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进入２１世纪，新生代员工陆续走入职场，并

成为企业面对各种各样激烈竞争的核心力量。有

研究表明，新生代员工与老一辈员工在价值观上

有很大的不同，与老一辈员工相比新生代员工有

较强的成就导向和自我导向（ＹｅａｔｏｎＫ，２００８）［１］、

较高的自我认知能力（ＨｏｗｅＮ等，２００１）［２］、追求

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李燕萍、夏天，２０１４）［３］。

为了实现其职业发展，新生代员工在选择工

作时，更看重的是能够实现其人生价值的组织，将

之作为实现职业成长的重要途径；而与此同时也

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

关于员工职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受到了业界和学

界的普遍关注。员工期望通过工作为自己带来报

酬，并且能够从中获得职业成长，最终实现个人职

业生涯发展的目标；组织也期望员工在职业成长

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成就感，提高对企业的忠诚度，

与组织发展共进退。研究发现，职业成长能显著

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瓮清熊、席酉民，２０１０）［４］。

良好的职业成长是员工是否离职的首要考虑因

素，因此满足员工自身职业成长的要求，对于企业

留住核心员工尤为重要（谢蓓，２００７）［５］。近年

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

中不和谐的因素越来越多，不公平、不稳定、法治

不到位等因素对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同时政府、工会和企业组织的调处能

力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内在要求还不

相适应［６－８］，造成企业的劳动关系问题经常成为

社会焦点问题。企业良好的组织氛围需要通过劳

动关系质量来衡量，而劳动关系氛围一直都是受

到国内外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已经成为一个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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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劳动关系质量的重要指标 （王?，

２０１３）［９］。

在当今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企业，

还是员工个人都十分重视职业成长问题。企业的

核心竞争便是人才的竞争，而对于新生代员工来

说他们也期望企业的组织氛围能够满足其发展需

求，实现自我的职业生涯发展［１０－１１］。那么，劳动

关系氛围对于新生代员工职业成长会产生何种影

响，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在现有研

究的层面上，将着重分析对于新生代员工的职业

成长，劳动关系氛围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

（一）新生代员工概念及新生代员工个性特

征分析

Ｂｒｕｃｅ等（２００１）［１２］等把那些伴随着互联网

一起成长的、出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的人群统

称为“Ｙ一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Ｙ）。文中定义的新生

代员工指的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经济

转型期成长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在步入社会之后

就能够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在进入职场之

后又持有不同于其父辈们的价值观，现在他们已

经逐渐成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

量。因此，本文中新生代员工指的是那些出生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的劳动力，通常包括了我们所说的

“８０后、９０后”员工。

李燕萍、侯?方（２０１２）［１３］通过扎根理论研究

得出：新生代员工既追求自我情感的认可，同时还

希望能够在组织关系中感受到融洽的氛围；因为

有着很强的个性特征，所以他们更希望能够获得

一个长期的自我职业发展。但是这也有一个非常

显著的弊端，那就是如果他们不能在组织中看到

自身发展的前景，就会出现像消极工作类似的行

为，严重影响组织绩效。侯?方、李太（２０１６）［１４］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梳理得出，新生代员工渴

望在组织中得到长期的职业发展，他们的工作价

值取向受到了自我情感与内在偏好的影响。企业

想要保持住自己的竞争优势，需要依靠新生代员

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新生代员工中的优

秀人才是企业中不可复制的稀有资产。因此，新

生代员工在职业成长中的发展有着其独特意义。

（二）劳动关系氛围

崔勋、吴海艳（２０１１）［１５］认为，劳动关系氛围是

员工和管理者等行为主体在互动接触过程中，由不

同因素导致的对企业劳动关系的认识、行为和实践

的影响而形成，是企业劳动关系质量的重要衡量指

标。通过对有关劳动关系氛围的文献梳理发现，对

劳动关系氛围产生影响的因素可以分为员工与组

织两个层面的内容：（１）组织层面受到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工会工作创新、产品质量、投诉处理、劳动效

率、生产力、劳动争议、组织绩效等方面。吴海艳

（２０１１）［１６］通过对９２２份有效问卷进行因子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工会化对企业劳资关系氛围没

有显著影响；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绩效和员工的情

感承诺、工会承诺、劳动争议、旷工和投诉有显著影

响。劳动关系氛围中工会价值观、员工话语权、管

理风格会对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劳动关系意识对

情感承诺、工会承诺、劳动争议、旷工、申诉、投诉存

在影响。（２）员工个人层面的影响是指，劳动关系

的氛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员工的态度和行为。

崔勋、张义明等（２０１２）［１７］从组织行为层面探讨了

劳动关系氛围与员工态度之间的关系———以６０家

公司为研究对象，对１６０７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

查，探讨了三种劳动关系氛围对劳资双赢、劳动和

员工的关系，以及员工在上述关系调整中的组织承

诺———研究发现，劳动双赢氛围显著提升内部和外

部的满意程度；如果反对声音较为强烈，那么员工

的外部以及内部满意程度就会有所下降，情感承诺

会对其不满意度产生显著作用。

（三）职业成长

目前对职业成长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翁清

雄、席酉民（２０１０）［４］在分析各种定义后指出，组

织内职业成长指员工在其所属部门的成长前景，

组织间是指其工作时获得的进步；员工职业成长

速度包括员工的学习能力、想要升职以及员工薪

水的增加，这就是员工的职业成长。翁清雄、席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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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２０１１）［１８］认为，站在组织层面进行分析，员工个

人发展越好，对企业会产生更高的承诺，从而降低

离职倾向。员工发展的动力主要包括工作价值观、

持续成长、心理状态、个人职业能力等（袁庆宏、王

双龙等２００９）［１９］。翁清雄、胡蓓（２００９）［２０］构建了

结构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个体职业发

展主要有晋升机会、职业发展与职业目标等。在后

续研究中，席酉民、翁清雄（２０１１）［１８］在原本的三维

度“工资增长”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发展”这一

维度，形成了员工职业发展四维度模型。

三、研究假设

以往研究发现，员工职业成长受到员工自身、

员工之间的关系和来自组织方面的关怀等因素的

影响。企业所营造的组织环境将是员工发展和职

业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员工的需求和意愿，

组织能够针对性的给予帮助和支持，使员工得到快

速发展，实现自身职业成长的目标（Ｃｈｅｎ等，

２００４）［２１］。蒋慧明（２０１０）［２２］研究发现企业营造具

有正能量、健康且信任的组织氛围会使员工产生良

好的组织氛围感知，当个体亲身感受到被尊重和重

视时，将会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为企业创造最大

价值，同时也能促进员工自身知识、能力、职位及工

作经验等方面的提升和发展。可以看出组织氛围

能有效地塑造和指导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促进

员工不断实现自我职业成长的目标。

劳动关系氛围作为组织氛围的具体表现它显

示了企业劳动关系质量的高低。崔勋、吴海艳

（２０１１）［１５］结合我国情境将劳动关系氛围划分两个

维度：（１）积极—消极，指企业员工在参与企业管

理时是否积极主动的表达自主意愿。员工越是积

极主动的参与到公司的管理过程中来，则劳动关系

氛围就越积极，反之则越消极。劳动关系氛围会对

员工的行为和态度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员工

对于企业中劳动关系氛围的感知会对其日后的职

业成长产生影响。（２）合作—对立，即劳资双方相

互配合、相互帮助，相互信任、相互谅解以求达成共

利的程度。企业与员工个人对组织的目标与认同

感越高，双方互助、互信、互谅、相互配合、达成共利

的程度越高，则劳动关系氛围越和谐；反之则对立

性越强。同时，研究还发现合作性劳动关系氛围同

较低的员工缺勤率相关，越是合作型的劳动关系氛

围员工报怨越低（Ｋａｔｚ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２３］。

本文将劳动关系氛围分为“积极—消极”和

“合作—对立”两个维度，职业成长分为职业目标

进展维度、职业能力发展维度、晋升速度维度和报

酬增长维度，分别进行讨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Ｈ：劳动关系氛围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

职业成长。

Ｈ１：积极—消极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

业目标进展；

Ｈ２：积极—消极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

业能力发展；

Ｈ３：积极—消极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晋

升速度；

Ｈ４：积极—消极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报

酬增长；

Ｈ５：合作—对立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

业目标进展；

Ｈ６：合作—对立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

业能力发展；

Ｈ７：合作—对立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晋

升速度；

Ｈ８：合作—对立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报

酬增长。

　　四、问卷调查与变量测量

（一）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全都是客观问答题，在这些题项中

除了背景信息以外其他部分采用李克特５点量表

的形式进行评分。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中含

有反向题项，因此，在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前，先

使用反向计分法，在ＳＰＳＳ２０．０中对数据进行反向

计分。问卷内容其一是个体基本信息，也就是性

别、年龄、收入、岗位、工作性质、工作时间和学历；

—７１１—

胡雪妮，孟昕颖，孙永生 企业劳动关系质量对新生代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探究



其二是对劳动关系氛围、职业成长的认知情况。 测量条目如表１所示。

　表１ 问卷的变量测量明细表

问卷结构 测量变量 测量维度及题目范围 题项数量

第一部分 基础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 ７

第二部分

劳动关系氛围
积极—消极（８～１４）

合作—对立（１５～２２）
１５

职业成长

职业目标进展（２３～２６）

职业能力发展（２７～３０）

晋升速度（３１～３４）

报酬增长（３５～３７）

１５

　　（二）变量测量

１．劳动关系氛围

根据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劳动关系情况，崔

勋、吴海艳（２０１１）［１５］将劳动关系氛围划分为“积

极—消极”和“合作—对立”两种。这种划分方式

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崔勋、吴海艳（２０１１）［１５］参

考有关的权威量表（Ｋａｔｚ，１９８３［２３］；Ｄａｓｔｍａｌｃｈｉａｎ

等，１９８９［２４］；Ｂｅｎｎｅｔｔ，１９９４［２５］；Ｐａｍｅｆａ ｅｔａｌ，

１９８９［２６］），删除掉没有很好归类的条目和表述有歧

义的题项，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充分性及球型检验，

后又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确定出最终量表。

２．职业成长

职业成长采用翁清雄等（２０１１）［１８］的职业成

长测量量表。这个量表一共有十五个题项，主要

内容是对职业目标进展、职业能力发展、晋升速度

和报酬增长这四个维度所反映的四种价值观的测

量。这四种价值观分别是：（１）目前的工作与自

己的职业目标和职业理想的相关程度；（２）目前

的工作对员工的职业技能、职业知识以及工作经

验的促进程度；（３）在目前工作单位中，员工的职

务晋升速度以及晋升的空间；（４）在目前工作单

位中员工的报酬增长速度。

（三）问卷发放与回收

根据前文对新生代员工的定义，选择出生于

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０年间的职员作为研究对象（李燕

萍，２０１２）［３］，随后通过简单分析进一步明确新生

代员工的界定。调查范围主要集中在保险、餐饮、

服务等行业。

问卷主要是现场发放与采用微信、微博等新

媒体进行发放。因为利用新媒体发放问卷的过程

中无法和参与者直接沟通，所以，在问卷中对答题

要求以及问卷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说明。

为了确保问卷所得数据的真实性，借助相关人

员的支持对陕西上德、正大、万德招标公司及陕西

万和餐饮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有限公司的员工

进行了问卷发放，共发放问卷２５０份，成功回收２４０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回收率为９３．２％。

借助问卷星软件，通过 ＱＱ和微信等社交平

台发放问卷。为了使本研究获得丰富的样本，提

升样本容量，利用不同的微信朋友圈共发放问卷

１５０份，所有问卷全部成功回收，其中无效问卷５

份，有效回收率９６．６％。

（四）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与检验

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 ４００份，回收

３７８份，有效回收率达到９４．５％。经过筛选后得

到研究对象为新生代员工的有效问卷为２７７份。

调研对象性别比例相对均衡，收入以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元居多，并且是普通员工和基层管理人员居

多，大部分人员工作年限为１～８年，学历主要是

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见表２）。

１．信度分析

对劳动关系氛围、职业成长量表及其各维度

进行信度检验。运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结果如

表３所示。
—８１１—

　　　　兰 州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２期



　表２ 有效问卷样本个体特征统计（Ｎ＝２７７）

项目 类别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１１２ ４０．４

女性 １６５ ５９．６

年龄

１８～２１岁 ３２ １１．６

２２～２７岁 １１３ ４０．８

２８～３２岁 １０１ ３６．５

３３～３７岁 ３１ １１．２

工资收入

２０００元及以下 ５２ １８．８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 ７５ ２７．１

３００１～４０００元 ６５ ２３．５

４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３３ １１．９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３６ １３．０

１００００元以上 １６ ５．８

岗位

高层管理者 ４ １．４

中层管理者 ３８ １３．７

基层管理者 ８６ ３１．０

技术类员工 ４９ １７．７

其他一般员工 １００ ３６．１

工作性质

人事 ５３ １９．１

销售 ３６ １３．０

财务 ３４ １２．３

生产 ５１ １８．４

研发 １５ ５．４

行政 ３４ １２．３

其他 ５４ １９．５

工作时间

１年以下 ７７ ２７．８

１～３年 ９９ ３５．７

３～８年 ７８ ２８．２

９年以上 ２３ ８．３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１ ０．４

高中／中专 ２０ ７．２

大专 ４２ １５．２

本科 １６６ ５９．９

硕士及以上 ４８ １７．３

　　由表３可知，问卷中劳动关系氛围量表的信

度系数为 ０．９５９；职业成长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０．９５５。信度系数均在０．８以上，由此可知本研究
所获得数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２．效度分析
劳动关系氛围。通过对劳动关系氛围量表进

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积极—消极、合作—

对立两维度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０７，残差为正数，因此显著性较好。两个一阶变

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分别为０．９１、０．８７，都大于
０７，说明该模型收敛效度良好。此外，ｘ２／ｄｆ的数
值都小于５，ＲＭＳＥＡ为０．７６，小于０．０８，表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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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同时，ＡＧＦＩ与 ＧＦＩ值接近０．９，满足要求， 表示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表３ 信度检验结果（Ｎ＝２７７）

量表 变量名称 题项数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

劳动关系氛围

职业成长

积极－消极

合作－对立

职业目标进展

职业能力进展

晋升速度

报酬增长

７

８

４

４

４

３

０．９１３

０．９３３

０．８７０

０．８８３

０．８６２

０．８４４

０．９５９

０．９５５

　　职业成长。对职业成长量表进行二阶验证

性因子分析，职业目标进展、职业能力发展、晋

升速度和报酬增长四维度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

载荷均大于０．７，所得残差为正数，因此显著性

良好。此外，ｘ２／ｄｆ的数值都小于 ５，ＲＭＳＥＡ为

０．０６４，小于０．０８，说明水平良好。同时，ＡＧＦＩ

与 ＧＦＩ值接近０．９，满足要求，表示模型拟合效

果良好。

３．同源误差检验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基本都是来自调查对象的

问卷填写，由于调查对象在填写问卷时的心理状

态会受到调查时的环境、问卷题项涉及的敏感度

等的影响，因而难免导致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

产生人为的出入。这些影响因素会随着问卷答案

进入数据统计进一步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

偏移和倾向，会使问卷存在同源误差问题（周浩、

龙立荣，２００４）［２７］。系统性误差中的同源误差，在

判断方法上经常采用传统的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分析

法。这种方法的思路就是将调查得到的所有变量

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调查所得到的数

据采用主要因素分析法并且不对原始数据做任何

变动，若因此而计算出的结果没有能够解释大多

数的变异的因子则说明问卷不存在同源误差

现象。

按照以上思路对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相关

检验。对调查数据采用主要因素分析方法并且不

对数据进行任何改变，形成的因子的累积解释方

差为６８．５８２％，其中特征值最大的第一因子的方

差解释率为３９％，未超过临界值５０％，分析结果

中没有出现某个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在整个数据

中所占比例过大的现象。多个数据量表的效度分

析结果均表明本文选取的变量的效度均满足研究

所允许的数据误差范围。因此，同源误差的问题

在本研究中不存在。

五、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衡量两个变量的相关密切程

度，是对两个或多个具备相关性的变量元素进行

分析，是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本文首先通

过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劳动关系氛围、职业成长的相

关性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见表４。

通过表４发现，劳动关系氛围的两个维度与

职业成长的四个维度的相关系数为正，在０．０１水

平上显著相关，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二）回归分析

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的分析方法，分析结果表

明各个主要研究变量间存在关系。在此关系的基

础上，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关

系进行验证，以进一步揭示变量与变量间的因果

关系和影响机理。以劳动关系氛围作为自变量，

职业成长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验证劳动关系氛围

各维度对职业成长各维度的作用关系。分析结果如

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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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相关性分析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Ａ１ Ａ２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积极消极Ａ１ ３．２４ ０．９６ １

合作对立Ａ２ ３．２８ ０．９４ ．７３２ １

职业目标进展Ｂ１ ３．２３ １．０３ ．６６３ ．７５１ １

职业能力发展Ｂ２ ３．５０ １．０２ ．６４５ ．６８６ ．６４４ １

晋升速度Ｂ３ ３．０７ ０．９６ ．６６６ ．７００ ．７７８ ．６０５ １

报酬增长Ｂ４ ３．１６ １．０１ ．６４２ ．６６８ ．７０２ ．６５３ ．６８０ 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Ｎ＝２７７。

　表５ 劳动关系氛围与职业成长的回归分析（Ｎ＝２７７）

变量

职业目标进展维度 职业能力发展维度 晋升速度维度 报酬增长维度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性别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年龄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５ ０．２３７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２

收入 ０．１６６ ０．１７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０

岗位 －０．１０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７

工作性质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

工作时间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

学历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３

积极消极 － ０．２３７ － ０．２７９ － ０．３３８ － ０．３２５

合作对立 － ０．５８０ － ０．４５５ － ０．４６８ － ０．４４３

Ｒ２ ０．０２７ ０．６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５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５４１ ０．０２３ ０．４９２

Ｆ ２．０８３ ４７．６２１ ３．８５４ ３４．４２２ ０．８２７ ３７．１３９ ０．９１１ ３０．７２０

调整Ｒ２ － ０．５７６ － ０．４５３ － ０．５２０ － ０．４６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Ｎ＝２７７。

　　由表５可知，模型１加入了人口统计学变量

及背景资料，数据分析得到Ｆ值为２．０８３，决定系
数Ｒ２为０．０２７；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劳
动关系氛围的两个维度，再次数据分析得到 Ｆ值
为４７．６２１，Ｒ２为 ０．６０３Ｆ，Ｆ值与决定系数 Ｒ２都
有相应增加，劳动关系氛围两个维度与职业目标

进展的系数是正数（ｐ＜０．００１，β＝０．２３７；ｐ＜０．

００１，β＝０．５８０）。模型１到模型２的数据分析结

果表明，在加入劳动关系氛围的两个维度（积

极—消极、合作—对立）之后，数据结果显示对职

业目标进展的解释能力有了上升，表示劳动关系

氛围两个维度对职业目标进展是存在显著正向影

响的。验证了假设Ｈ１、Ｈ５。
模型３与模型１同理。只加入人口统计学变

量及背景资料，数据分析得出Ｆ值为３．８５４，Ｒ２为
０．０６８；模型４在模型３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关系氛
围变量的两个维度，数据分析得出，Ｆ值从３．８５４
增加为３４．４２２，决定系数增加为０．５２１，回归系数
为正（ｐ＜０．００１，β＝０．２７９；ｐ＜０．００１，β＝０．４５５）。
模型３到模型４的数据分析结果说明加入劳动关
系氛围的两个维度（积极—消极、合作—对立）后，

回归结果对职业能力发展的解释能力有了上升，表

示劳动关系氛围的两个维度对职业能力发展是存

在显著正向影响的。验证了假设Ｈ２、Ｈ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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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５与模型１同理。只加入人口统计学变

量及背景资料，数据分析得出Ｆ值为０．８２７，Ｒ２为

０．０２１；模型６在模型３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关系氛

围变量的两个维度，数据分析得出，Ｆ值出现很大

的增加，从０．８２７增加到３７．１３９，决定系数增加

到０．５４１，回归系数为正（ｐ＜０．００１，β＝０．３３８；ｐ

＜０．００１，β＝０．４６８）。模型５到模型６的数据分

析结果说明加入劳动关系氛围的两个维度（积

极—消极、合作—对立）后，回归结果对晋升速度

这一变量的解释能力有了上升，表示劳动关系氛

围与晋升速度是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验证假设

Ｈ３、Ｈ７。

模型７与模型１同理。只加入人口统计学变

量及背景资料，数据分析得出Ｆ值为０．９１１，Ｒ２为

０．０２３；模型８在模型７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关系氛

围变量的两个维度，数据分析得出，Ｆ值出现增

加，为３０．７２０，决定系数增加到０．４９２，回归系数

为正（ｐ＜０．００１，β＝０．３２５；ｐ＜０．００１，β＝

０．４４３）。模型７到模型８的数据分析结果说明加

入劳动关系氛围的两个维度（积极—消极、合

作—对立）后，回归结果对报酬增长这一变量的

解释能力有了上升，表示劳动关系氛围与报酬增

长是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验证了假设Ｈ４、Ｈ８。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劳动关系氛

围的两个维度（积极—消极、合作—对立）对职业

成长的四个维度（职业目标进展、职业能力发展、

晋升速度、报酬增长）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研究

假设Ｈ得到验证。

　表６ 研究结果整理表

假设 内容 验证结果

Ｈ 劳动关系氛围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业成长 支持

Ｈ１ 积极—消极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业目标进展 支持

Ｈ２ 积极—消极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业能力发展 支持

Ｈ３ 积极—消极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晋升速度 支持

Ｈ４ 积极—消极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报酬增长 支持

Ｈ５ 合作—对立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业目标进展 支持

Ｈ６ 合作—对立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职业能力发展 支持

Ｈ７ 合作—对立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晋升速度 支持

Ｈ８ 合作—对立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报酬增长 支持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面对目前社会的激烈竞争，组织的成长和发

展是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的问题，而企业发展和成

长的人才基础便是新生代员工的成长。本文对职

业成长理论与劳动关系氛围理论进行整合，将劳

动关系氛围划分为积极—消极和合作—对立两个

维度；将职业成长划分为职业目标进展、职业能力

发展、晋升速度和报酬增长四个维度，以新生代员

工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积极—消极和合作—

对立两种劳动关系氛围对新生代员工职业目标进

展、职业能力发展、晋升速度、报酬增长的影响，深

入分析和研究了劳动关系氛围对于新生代员工职

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相关研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多家

不同类型企业中的新生代员工进行调查，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和 ＡＭＯＳ２４．０软件对数据进行信效度

检验、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积

极与合作的劳动关系氛围对于新生代员工职业成

长的四个方面会产生正向影响，就是说良好的劳

动关系氛围有助于新生代员工自身的成长和发

展。因此为了达到个人和组织的双赢，企业管理

者应该努力营造出有利于新生代员工职业成长的

良好劳动关系氛围，为新生代员工提供一个好的

工作环境。

虽然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借鉴了许多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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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优秀文献，并且在数据调查的过程中为

了使获得的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做了多方面的努

力，但由于时间等有限，因而研究可能存在以下

不足：

首先，没有考虑到相关变量的影响。在组织

内劳动关系质量的测量指标有很多，本文选取

的仅是劳动关系氛围这一变量。在后续研究中

可以加入相关中介或是调节变量进一步深入

分析。

其次，对于时间效应的影响缺乏深入分析。

职业发展是一个时间段的结果，并不是说在一

个时间点上的成果，然而由于研究所使用的调

查问卷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发放与收集的，

缺乏对员工职业发展影响效应的时间段的考

虑；并且不同员工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体差

异，在研究过程中也无法全面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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